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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假新闻

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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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4年，一则关于奥巴马总统遇刺的消息，让美国股市市值一天蒸发了1300亿美元。而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条推文让亚马逊创出两年来月度股价最低值，特朗普称：亚马逊“向国家和地方政府交的税几乎为零”。

事实证明，这两条消息都是假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希南·阿拉尔将这类消息称为“假新闻”。经过研究，他与合作伙伴发现：假新闻远比真相传播得更远、更快，也更彻底和广泛。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一情况还将继续恶化。而假新闻影响着世界的方方面面，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研究假新闻并非希南·阿拉尔的专业。他的研究发轫于2013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当时，他和德布·罗伊在麻省理工学院指导索罗什·沃索菲的博士论文。爆炸发生后，他们和当天的人们一样，都到推特上寻找信息。“我们看到大量假新闻。”阿拉尔回忆说。这次经历深深触动了沃索菲，他出人意料地决定改变论文研究方向，专攻假新闻。三个人合作的论文成为《科学》杂志中，关于假新闻传播和延续的里程碑式著作。

与论文相比，发表在本期《聚光灯》的文章《真相，被搅乱》推进了讨论：阿拉尔不再只将目光锁定在一轮选举上，而是在更大范围内评估假新闻的散播并提出对抗方案。他在文中给出了制止假新闻传播的方法：教育参与者、改变激励机制、升级技术工具和适当进行政府监控。

如果读者想更深入地了解假新闻的传播机制，可以阅读本期《聚光灯》的另外一篇文章《我们对假新闻了解多少》。

当然，作为一本商业评论刊物，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公司如何与假新闻作战。诸多业内人士均认为，在未来“深度造假”和“数字炒作”将会导致公众进一步丧失对电子信息的信任，并影响那些依赖声誉和公众信任开展业务的公司。为此，在不久前，一些有识之士在美国硅谷专门举办了相关峰会。《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斯科特·贝里纳托为此专门采访了此次峰会的组织者之一萨姆·格雷戈里。采访内容详见《数字炒作与深度造假，当代企业的挑战》一文。

尽管目前并没有立竿见影的办法，但我们认为，对任何公司而言，为避免虚假新闻大肆传播、发酵并开始影响公司盈利，引入相关管理所需的技术和社交技能并加以重点防范，应该是各家公司的首要任务。我们的个人和企业声誉与价值创造密切相关，这将成为所有公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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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拉·达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
 自幼就常听到人们提到她表兄表姐的种种成就，其中包括本文合著者托马斯·李（Thomas Lee）。但她和托马斯的实际接触少之又少。直到最近，他们两人才在专业上有了交集。托马斯给她打电话，提出一个问题：安吉拉对“坚韧”成功者的研究能解释，最强悍的医生如何避免职业倦怠吗？随后他们进行了一年的讨论，并将安吉拉针对个人韧性建立的模型，拓展为可用于医疗团队和组织的新理论框架，而这也是他们本期文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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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阿兰·德洛姆（Alain Delorme）
 的办公室位于巴黎，他对“累积”的概念特别感兴趣。德洛姆2009年曾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大街上到处都是移动的‘图腾’，或者说外表一致的普通物件的不稳定组合”。德洛姆着迷于这种“冗余”，并利用他的“像素医生”技巧，质疑当前的规范。





[image: ]






hbrchina.org



难听话更要认真听


反馈至关重要，原因不言自明：反馈能够提高员工业绩、培养人才、统一目标、解决问题、指导员工的晋升和加薪并提高公司利润额。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反馈在很多组织中都不见成效。接受反馈为何如此困难？因为这个过程触发了人的两种核心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学习与成长的需求和被他人接受的需求。







Triad Consulting Group 联合创始人、哈佛法学院教授

希拉·赫恩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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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伽罗｜文

跟不喜欢的人打交道，聪明人自有一套办法

戴维·威廉｜文

如何与不善于倾听的人合作？

丽贝卡·奈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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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的五大维度

心理学家收集了大量证明好奇心有诸多益处的研究资料。好奇心提高智力：某研究发现，好奇心强的3岁-11岁孩童在智力测验中成绩提升幅度更大，比缺乏好奇心的同伴高出12个点。



阿里巴巴与未来商业

中国创新数字巨头带来的启示。



AI改变竞争规则

人工智能冲击传统企业管理与竞争的新逻辑，也将极大地改变旧有的竞争规则。企业要赢得AI时代的全球化竞争，要从下面三个问题做出改变：改变我们是谁，改变我们做什么，改变我们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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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充产品线并非

最好的增长方式


蒂凡尼·博瓦 (Tiffani Bova)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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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6年，麦当劳的增长出现了停滞。这家快餐连锁店认为问题在于菜品的数量过少，因此推出了很多新菜品，最终使得菜品的数量翻了一番。然而，销售额几无起色。最终在2016年，公司采取了新策略。它重新启用了最初的菜单，拿掉了大部分新增的菜品，同时丰富了其备受欢迎的早餐菜品。销售终于大幅攀升，其2017年单店营收额增长了6%，股价上涨了40%。

事实证明，客户最想要的并非是丰富多彩的菜单，而是全天候的早餐。高管们其实一直都了解这个需求。但他们却没有重视，因为餐厅需为此升级和改造厨房。作为对比，增加午餐和晚餐品种相对来说无需对厨房做出太多的改动。

当这一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并未奏效时，高管们才终于愿意尝试延长早餐时间。为了做出这一调整，公司首先得让菜单重新变得简洁明了。公司还必须列明各项工作的优先级，这意味着公司必须先精简运营，然后才能实施其新增长策略。

教训：实现增长的最好办法是让你的客户更加方便，而不是让自己更加方便。

问题根源一直在于，麦当劳一直都是由内而外地去看待问题：也就是不能与其当前的基础设施和运营发生冲突。公司也曾尝试倾听客户的意见，但却仅仅关注了能够在现有能力范围内实现的内容。增加午餐和晚餐菜品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有一些客户事实上也希望品尝一些特别的新菜品，或更加丰富、健康的菜品。

如果由外而内地去看待问题，那么麦当劳就不得不去了解丰富后的菜单对客户体验会造成哪些影响。尽管更加丰富的菜单会取悦某些顾客，但也会让更多的顾客感到不满，因为厨房准备工作复杂度必然会提升，而且顾客点餐的速度也会放缓，尤其是在得来速。鉴于速度一直都是麦当劳的差异化竞争要素，这一影响尤为重要，而且选择面的增加有可能会扼杀销售收益。

毕竟，麦当劳的竞争领域位于“快餐”行业，这意味着大多数来店的客户希望迅速享用美味、价格便宜的食物。全天候的早餐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而且通过升级和改造厨房，麦当劳可以在不以整体服务速度为代价的前提下，满足这一存在已久的客户需求。

产品扩张通常被看作是促进增长的方式之一，然而，此举可能会对业务的其他领域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公司价值主张的核心——客户体验。确实，对于很多行业而言，当前的趋势已不再是追求产品的大而全。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64%的客户表示，他们愿意多花钱，购买更加简单、便捷的体验。关键在于，增长策略必须符合公司当前的状况，尤其是其品牌承诺和目标市场。一旦公司制定了符合自身状况的策略，它们便可以列出各项工作的优先级，然后加以实施。

即便公司确实希望拓展其产品，内部准备和工作的排序可能比创新本身更重要。电子支付巨头PayPal在2015年走到了抉择路口。公司一直都是互联网经济兴起时的明星，最终在2002年以1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eBay。那时它已经成为了电子商务支付处理领域的市场领袖，然而到2015年，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强大的竞争对手。eBay决定剥离PayPal，并在2020年之前使用不同的支付处理商。独立出来的PayPal不得不决定到底是继续走当前的增长老路，还是另辟蹊径。

公司的领导人认为，美国的电子商务处理市场已经饱和，因此选择了后者。他们不希望仅仅只是做“网页上的一个按钮”，而是提供一个可容纳不同金融服务的平台，并将其拓展至美国之外的消费群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司需要弄清楚自己的未来客户是谁，网点应如何分布，以及应提供哪些服务。这一对PayPal所谓的“无银行账户”和服务不足客户的关注，迫使PayPal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即将自身重组为两个部门，一个针对消费者，另一个针对商户。每一个部门都能够自行开发或收购产品，来满足各自的市场需求。

此举也让公司获得了在迅速兴起的金融科技领域开展竞争的能力。2013年，PayPal收购了Venmo的母公司，Venmo是一个转账移动应用，用户无需使用银行账户。如今，公司将其发展壮大，并赋予其与PayPal强大品牌内涵相符的易用性。消费部门还收购了Xoom，一个协助国际转账的网站。与此同时，商户部门推出了Working Capital，一款PayPal于2013年便已开始运作的中小企业借贷内部试行计划。这些密集的举措能够得以实施的原因在于，公司在最初对业务分而治之，让公司不仅仅只是支持其旗舰产品，同时还可以抽出精力来关注未来数十亿新增上网客户。

投资者对于新策略表示怀疑，股价在两年之中毫无起色。然而，新策略的推动效应逐步显现，公司也因此再次回归增长轨道。仅2017年，公司的总支付额增长了25%，推动股价翻了一番。PayPal通过最初的机构重组，带领其员工实现了可观的增长。

要推动增长，人们在决策时必须有的放矢，而且由外而内。这不仅仅意味着以客户为中心，同时还必须重新制定其策略，按照当前和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市场环境来为这些客户提供服务。对于那种通过大而全来取悦客户，并希望以此来碰概率的想法，我们应坚决抵制。你必须学会如何去权衡，并抵制那些看似颇具吸引力，但在长期来看没有什么理想效果的举措。当你决定采取某种方案之后，你必须认真地列出随后工作的优先级，从而避免让机构或客户感到不知所措。在每一个策略规划阶段，我们都需要从外部着手进行认真的思考，而这种做法能够确保公司的增长更上一个台阶，且后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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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凡尼·博瓦
 是洛杉矶Salesforce全球客户增长和创新拓展专员，此前是Gartner知名的分析师和研究员，她著有《增长智商：理智看待那些让企业存亡的抉择》（Growth IQ: Get Smarter About the Choices That Will Make or Break Your Business）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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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尼尔·古普塔 (Anil Gupta )

樊自杨（Ziyang Fan，音）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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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政府目前正在重新思考其数据的跨境传输政策。麦肯锡的一项分析称，虽然跨境数据的传输量在2005-2014年增长了45倍，但自2014年以来的诸多事件则让人们对数据在全球的自由传输产生了质疑。

一些决策者对个人隐私权、有关数据所有权的消费权益、本土执法以及网络安全感到担忧。其他人则希望对在线媒体进行控制或审查。还有的人则希望为跨国公司制造市场障碍，也可以被看作数据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

我们认为，过多的法规实际上会催生众多数据孤岛，这一现象反过来将妨碍困在孤岛上的公民和消费者享受与全球数字经济日趋紧密的联系所带来的种种福利。这些福利包括获取数字产品和服务，参与全球供应链，加速和分享创新成果，并帮助公民获取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娱乐和互联性。



数据呈现出去全球化的趋势

很多政府已开始质疑美国所崇尚的无限制数据传输的好处。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对大多数数据的传输采取了限制举措。例如，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事实上自去年开始要求个人信息和其他重要数据必须存储于中国本土。

尽管中国的这种做法在中国也存在争议，但其他政府正在为跨境数据传输设置各类障碍。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2018年5月25日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该条例旨在加强欧洲居民保护其个人信息的能力，GDPR仅允许向其认为能够提供足够数据保护的国家传输数据。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存在特例，例如具有约束力和可强制执行的企业规定。

在印度，数字支付每年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印度央行规定，数字支付支持商必须确保所有支付数据仅存储于印度境内的服务器中。此外，受GPDR启发，一个政府工作小组最近提交了一个覆盖面更广的个人数据保护议案。该议案在建议在本国服务器上存储大多数类型个人数据副本的同时，还提出由政府来决定哪些数据不得向国外传输。这一草案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全球科技巨头以及印度IT行业协会Nasscom也纷纷表达了各自的担忧。



决策者应权衡哪些因素

决策者应采取更为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走向两个极端——数据孤岛或无限制数据全球化。这些解决方案需要通过公司发展相关科技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来共同实现。

首先，决策者需要按风险高低来判断。高敏感度数据的传输可能需要进行严格控制。此类数据一般包括大多数种类的个人信息，例如性别、性取向、病例、政治倾向等等，这些具体数据直接与或者可能与个人身份识别信息相关联。对于此类数据，跨境分享的风险远远超过了任何可能获得的效益。从另一个极端来讲，某些类型的私人或公共数据的跨境传输，例如全球石油生产商原油生产或匿名汇总数据，最好是不加限制。对于此类数据，跨境分享所带来的效益远超任何可能的风险。

第二，“联合”生态系统模式在这些案例中是可行的，虽然数据本身非常敏感，但数据分享所带来的利益也是可观的。由全球基因组与健康联盟主导的Beacon Project便证明了联合模式的可行性：数据集依然在本国之内并受到保护，但各机构可根据自己所获得的访问权限，通过Beacon Network获取单一数据或数据集。世界经济论坛正在主导Breaking Barriers for Health Data项目，该项目采用了联合数据库查询模式，来传输和处理医疗数据。

第三，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可能获准以安全的方式来汇总全球性的数据，前提是与某个国家居民有关的数据的镜像应存储在居民所在国。印度财政部已向印度央行提交了此类议案。该部认为，与严格的数据本土化不同的是，镜像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两个目标，既能够让央行访问支付数据，同时还能够让印度公民受益于与全球金融科技行业的接轨。

第四，在区域贸易协议中加入让数据能够实现基本自由传输的条款。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前身为TPP。不含美国）便含有与跨境数据传输有关的明确约束性条款。正在协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也已将数据的自由传输写入了协定。欧盟也在拟定新的条款，并将其写入所有未来贸易协定，旨在于数据保护权力和自由数据贸易之间取得平衡。

第五，如果当前不存在数字贸易协议，而且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大可能有，那么制定非约束性准则和原则，将实施权交给国家政府。全球会计准则便通过此类流程得到了发展。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便通过基于准则的方式制定，并得到了100多个国家的认可。作为对比，美国遵循的是通用会计准则（GAAP），它是通过基于法规的方法制定的。这两类标准正在缓慢稳步地相互融合。跨境数据传输的治理也可以采用类似的自下而上的做法。

由包括美国在内的27个国家组成的亚太经合组织区域证明了自下而上做法的潜力。亚太经合组织最近制定了跨境隐私规则体系，这是一个基于准则的框架，旨在确保在缺乏相关框架的情况下，加强隐私保护力度，促进数据传输。

最后，随着区块链技术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它可以被用于支持跨境传输某些类型的数据。区块链能够保障数据的安全性，防止数据遭到篡改，并对所有交易进行跟踪。各大公司都在迅速地采用区块链技术来存储和分享全球供应链数据。例如，一些公司已开始开发基于区块链的注册系统，对全球每一颗经认证的钻石进行注册，从而形成从钻石开采到购买环节的完整可追溯记录。因为区块链依赖于不可变、永久存在的分布式账户系统，而保护个人数据的法规对于制定此类解决方案亦是至关重要。

随着各家企业走向数字化，全球化的未来越发依赖于数据而不是产品的跨境传输。鉴于数字全球化不断增长的可观利益，这是一个备受欢迎的发展趋势。然而，我们不能忽略有关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最好的应对方式应该是制定一个更加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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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尼尔·古普塔
 是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丁曼策略、全球化和创业中心主席，也是中国印度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并联合著有《正确解读中国与印度》（Getting China and India Right）（Wiley出版社，2009年）一书。樊自杨
 是一名律师，也是世界经济论坛数字贸易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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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

进入新阶段


黄峰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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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来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的现况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相似，唱衰增长与升级。我认为消费未来不会 “降级”，只是进入到了升级的新阶段。在国际经济环境波动中，特别是今年中美持续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成了保持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2018年8月2日中国国家发改委举行了一场以“扩大消费”为主题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国上半年消费内需的情况，以及下一步扩大消费的举措。中国的消费升级是大势所趋。新阶段相较之前有两个特别的趋势：人群分化加剧，更垂直更具差异；消费观更迭，理性与价值开始回归。



人群分化加剧

中国市场足够大，大到层级与多样性在世界范围没有先例。每个人心中与选择的升级大相径庭：亚马逊海外购、小米生态链、网易严选、拼多多。消费升级的新阶段中，不同人群在消费观、消费能力与消费结构上综合差异巨大。

有关中产的说法不少： “新中产” “上下层中产”“泛中产”等等。瑞信、麦肯锡、清华大学、国家统计局，对2017年中国中产阶层人数的统计分别在2.5亿-3.85亿之间。虽然统计角度不同，但各机构对中产人群一致的共识是：中国即将成为中产阶层（年收入15万-35万元）人数第一的国家。过去30年，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与规模最大的市场。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如此短时间内创造并聚集巨量财富。可观的中产红利由之而来，中产人群消费的先锋性与支撑性显而易见。

同时，北、上、广、深不是中国的全部。中国社会总体富裕了，并不意味着大家都能跃迁到新的阶层，人均收入依然不高。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全国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为25974元。全部按薪资计算，月薪为2164.5元。更进一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20个低于这个平均值。拼多多CEO黄峥说：“我们不是让上海人去过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让安徽安庆的人有厨房纸用有好水果吃。”如果是山寨甚至制假售假，当然不道德且违法；如果安徽安庆人通过从未曾尝试的社交、拼团、秒杀，有了厨房纸用有了好水果吃，这就是消费升级。每个人都希望，在自己支付得起的范围，有人为自己创建一个更丰富多样的世界。



理性与价值回归

如果说《战狼2》的57亿票房，是小镇青年爱国主义的爆燃在支撑，那么《我不是药神》的31亿票房，则体现了中产阶层的焦虑与价值观。片子切中了的阶层跃迁人们的痛处，也凝聚了广泛的价值共鸣。一个中年人遭遇生存危机，铤而走险开启蜕变，从救赎他人再到自我救赎。相较物质上的丰富，现在的中产阶层更向往对善与生命的质朴追求。

高价格等于高价值的时代已经过去，价值的判定标准已经转变，“值得”再被重新定义。阶层流动的过程中，中产阶层经历了多样的洗礼：都市化、物质化、品牌化、个人化。作为中国最先接触新鲜事物的群体，历经过世面的他们，现在更有能力与愿望追随内心。不再迷恋LOGO，关注体验价格比；崇尚价值观匹配，愿意为态度与精神买单；重视健康与生命质量，不断保养与自我充值。

理性回归是消费升级新阶段的另一重要趋势。特别是一二线以及人口流动性较高的城市，高房价产生的挤出效应大于财富效应。人们出于对长远扎根的规划或可能风险的担忧，自然地调整消费，日用百货、食品烟酒、服装鞋帽等生活用品消费开始降低。这种降低并非所谓“消费降级”，而是消费结构的局部变化。一方面人们在教育、医疗健康、文化娱乐上的支出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生活用品本身仍然在升级，进一步聚焦细分人群，讲求体验价格比的品牌仍旧脱颖而出。



抓住消费升级的本质

作为品牌，如何定位更分化的人群？如何让人们感受到品牌的价值观与态度，收获物有所值的体验？在消费升级新阶段，我们有两件事值得大力去做：因人而异，抓住消费升级的本质；全力转型，由产品交易全面转向品牌服务。

过往的品牌，视角通常“由内而外”，从品牌内部与行业内部出发。打造品牌的方式也主要依靠营销手段。一批品牌因此成功：王老吉、九阳、格兰仕等。但在消费升级新阶段中，营销三大基石：媒体、渠道、消费者的改变进一步巨大。品牌无法依靠营销达成定位目标。媒体不断细分垂直，不断去中心化，效用无法精准衡量；传统流通渠道缓慢沉重，集客难度越来越大；消费者的偏好持续更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

不少想法做法，已经过时。比如“某某行业领导者”这类模糊的定位，消费者切实感知乃至心智被占据的难度非常大。如果再加上粗暴的洗脑式灌输，会令人与品牌人渐行渐远，甚至连接断裂。再比如“性价比”的过时。是否值得的新标准是“体价比”（体验价格比），体验不止五感，也超越了问题的解决，体验已经包含了心理、精神和关系。越来越多的人更关注：品牌是如何看待我的？希望和我建立怎样的关系？我们之间的三观搭吗？

对未来更具影响力的人群，非今天的00后莫属。不同于80后和90后成长在社会变革中，00后的原生基础更完整，经济基础、政策完善度、文化多元性、开放程度与数字化程度都大幅提高。所以他们的性格、三观、眼界、能力的综合性是前人所不具备的，堪称最“精明”的一代。他们是互联网体质，谙熟商家的套路，对个人数据与隐私敏感；他们拥抱变化与不确定的程度超乎想象，胆子大，勇于尝试和迭代；他们看中颜值，坚信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00后的一些系列特质使品牌正在迎来“沟通直白化” “共创渗透化”“赋能游戏化”等重要趋势。

定位目标用户，最重要的是视角的转变，从“由内至外”转变为“由外至内”。首先聚焦人，人是一切改变的本源。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再到信息经济时代，人们不断基于新的科技手段刷新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生成新的需求。人们并不理会品牌如何经营渠道，每个人的脑海里只有对你品牌场景的定格画面，以及美好或糟糕感受的记忆时刻。人们在与品牌的每次接触时都在生成体验。所有消费者体验聚合，就是品牌在心智的真实占据。有多少人知道Supreme的完整定位语？知道与否，甚至有没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潮”已经深入心。大众点评拥有超过2.5亿条真实评价。“X是种怎样的体验？”这个问题在知乎的关注人数超过400万，具体互动数不胜数。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每个人每天在社交行为中至少分享6次与品牌相关的体验。这些都是体验经济时代的缩影。



新品类·新品牌·新增长

消费的本质与两类冲突有关：一个是，值消费者对体验的预期和现实的冲突，即体验落差值；另一个是，消费者支出成本与收获体验的冲突，即体验价格比。创新者们这两类冲突中，找到了自己的机会与空间。瑞幸咖啡半年做到独角兽；小罐茶，3年半营收超20亿做到行业第一。消费升级新阶段中，人们进一步分化跃迁，消费在不同圈层同时升级。每个圈层的先锋用户，都在不同的核心场景中，生成不一样的核心需求。这激发了新的解决方案乃至新业态：以wework、氪空间为代表的联合办公，以蔚来汽车、威马汽车为代表的智慧出行；以得到、喜马拉雅为代表的知识付费；以盒马鲜生、超级物种为代表的新商业综合体。

几乎所有的传统产业格局都在被改变。近年不少品牌遭遇增长迟滞与利润下滑，甚至在2014-2016年出现亏损。此情况多见于传统领域领导品牌中。它们追求市场份额与渗透率，强调资源整合与上下游管理，压低成本的同时通过做大规模提高盈利。这类规模型战略的企业占据行业统治地位，曾经被认为不可超越。沃尔玛、麦当劳、宝洁等品牌在华业绩的下滑，先前引以为豪的优势和资源，正成为瓶颈与负荷。在金融、汽车、地产、零售这样消费升级的代表行业，VISA、招商银行、上汽集团、戴姆勒集团、万科集团、瑞安集团、安利这样的大品牌大公司已经先人一步启动了新一轮转型。大家都在努力为精确的目标用户提供高体验价格比的服务，从产品交易向品牌服务转型。

商业的重心已经从“把东西如何卖给谁”转向“为谁打造怎样的体验”。通过对目标用户的定位与全局品牌体验重塑，可以帮助品牌完成在消费升级新阶段的转型。品牌体验的重塑，不是狭义的VI / UI升级，而是以可持续发展的态度，设计商业生态的升级。在多方干系与利益的交织中，寻求更佳平衡（消费者、企业、上下游合作伙伴、政府与有关部门），有效帮助企业内各组织或部门理解彼此对未来的发展策略，并达成一致，从而更好地规划人与品牌如何接触，经营消费者的预期，制造令人惊喜的记忆时刻，不断推进人与品牌的关系，从陌生到了解，从喜欢到分享。



商业创新没有穷尽

消费升级的大势中商业高速发展，不断推动体验的赋能范围，体验开始彰显战略价值。10年以前，体验咨询主要做用户研究与可用性测试；8年前，体验咨询多指为消费电子产品设计UI和ROM；6年前，体验咨询开始帮助品牌规划产品与服务；3年前，最顶层的体验咨询已经是与合作伙伴一道，完成企业转型与品牌体验的重塑，从战略到落地一以贯之。中国经济在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会自然形成自己的商业哲学。

这个时代越来越复杂、快速、多元。基业长青，表面看需要稳健的业绩增长，实则需要拥抱变化与不确定性，积极迎对，持续领先一步。体验思维，是商业创新的有效之道。体验思维带给我们的最大价值，是整体赋能的全局解决方案，更是对消费者与商业的认知迭代。从事体验咨询的14年间，我曾与超过400家合作伙伴一道改善了超过21亿消费者的体验。商业创新没有穷尽，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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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峰
 是体验战略实验室发起人。体验战略实验室，是由《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与唐硕体验创新咨询联合发起，聚集十余位跨界专家的创新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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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技术领先于社会


塔隆·卡纳（Tarun Khanna），《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8月刊








创新先驱须建立有利于自身成功的制度，但他们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做到。




我同意本文的大部分观点，但创业家在实践创新时必须保持谨慎。他们关注缺失，并从漏洞中谋取私利。如果他们违背这一天性，试图为每个人或整个系统着想，反而会有风险。他们可能会先从大型组织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然后被大型组织的其他局限性困扰，进而失去敏捷性和最初定义自己的特质。所以当创业家尝试从大局出发时，最好保持谨慎，更要清楚自己要将战场扩大多少。


——哈里什·巴米蒂帕蒂

读者





我同意本文观点，用一个比喻就是，国家和创业家是一对舞伴，而社会只有在两者亲密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受益。但即便在舞蹈中，也有领舞和伴舞。

在发展中国家，没有道德底线的政府和不能充分开发社会经济影响力的创业家，可能创建的是相互依存关系，而非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正如本文所述，现在有必要强调责任，而非将过错推给监管机构或创业家。


——奥姆卡·达克法卡

读者



变革威胁现状，并让人不舒服。新兴技术无疑会带来重大变革——质疑流行观点的同时，也没有现成的规则可遵守，因此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但如本文所讲，科技创业家可创造对变革的需求，从而获得外界对自身产品和服务的支持和认可。创新及其应用案例出现后，可引导正确的新规则的制定。

虽然这一权力很可能被滥用，但科技创业家最好还是以慎重、互助或合作方式实现这一目标，这听上去似乎有些矛盾。本文的例子充分说明：服务社会，也是服务自己。


——安吉塔·维尔马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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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使命型组织


罗伯特·奎因（Robert E. Quinn）、安让·撒克（Anjan V. Thakor），《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7月刊








强调建立一个与公司利益一致，可以指导决策的更高使命能促使员工摆脱旧有的倦怠行为，在工作中发挥出潜力。




《小王子》的作者安东尼·圣-埃克苏佩里好多年前就用更简洁、贴切的方式表达过这个意思了！“如果想造一艘轮船，不要招揽工人收集木头然后分配工作、发号施令，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往广阔无垠的大海。”


——阿尼如达·马尔帕尼

读者





好文章。协助客户进行战略规划工作的时候，我经常介绍这种方法。对于组织而言，战略要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将各层级员工都纳入讨论。这样一来，员工有机会了解自己的职能和责任对组织全局和未来起到怎样的作用。确立使命对整个组织都有积极作用，包括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最重要的——公司员工。


——玛丽·伊巴拉托

读者





用一个激动人心又真实可信的使命来团结整个组织，能带来许多直接和间接的益处。我们的咨询公司Choose To Thinq为其他组织提供这方面协助。有时员工觉得使命要精心呈现实在太难了，所以试图回避思考和表达。的确，如果不是航空航天和军队之类的“高端”行业，描述使命就可能会落入营销的套路。主导者可以利用提示和类比，帮助团队更好地表达使命。


——哈里什·巴米迪帕提

读者





值得注意的是，情况不妙时高层次的使命往往显而易见，贯彻的难度却更大，需要组织内部改变方向，抛弃原本的价值观和行为。因此，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及早思考组织和员工的需求，提前找到并明确定义使命。

还有，关于不要预设员工只注重个人利益这一点，我不完全同意。总会有一定程度的个人利益在起作用。我觉得，要让组织中的攫取者变成给予者，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出足够优厚的条件（比如毕马威员工积极参与某些活动，是因为能得到额外的休假）。

共同的使命不只是让员工感到自己属于某个更大的实体的一部分，如果使命与员工个人目标一致，员工还会感到有力量、有动力。如果员工相信使命能让自己有所得，可以有归属感、获得成长或做出有用的贡献，就会乐于投入，奉献更多。


——安基塔·维尔马

读者







众说 | Interaction



告别“消耗型”协作


罗伯·克罗斯（Rob Cross）、斯科特·泰勒（Scott Taylor）、德布·策纳（Deb Zehner），《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7月刊








近年来，企业协作在范围和数量上的大幅增加，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企业从战略角度管理协作活动，所以只能靠个人来和协作泛滥问题作斗争，从中抢回本属于自己的时间。




感谢这篇精彩的文章。对此我有亲身经历。早在2009-2010年的时候，我供职于一家新加坡公司，当时想要给每个人都留下好印象。现在回头看，我当时对所有请求来者不拒的处理方式，着实好笑。我很快意识到不能继续这样，我会被拖垮，于是开始做更具体的工作，减少和他人往来。拖延的会议和漫无目的的讨论总会浪费更多时间，让我们在处理繁忙事务的时候感到时间更紧迫。我觉得自己必须和团队一起开会，但底线是不能超过6分钟。这个方法很管用。


——卡普特·卡兰季卡尔

读者





本文似乎是克罗斯先生和瑞德·瑞布尔以及亚当·格兰特在2016年合著的文章《协作过载》的姊妹篇。我对本文的看法和之前的评论类似。由于对生产率和绩效不切实际的预期，对良好管理的善意忽视，对数字时代生产性工作落后的管理理解，导致知识工作者陷入困境。我并不认为这是协作问题，而是时间管理和对提高数字技能的支持问题——如何利用数字和社交技术提高企业辨识度，如何利用社交协作工具让工作流程更透明，如何提高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能力，如何掌握增加产品可搜索性的工作实践技术，以及和解决问题相关的情景在线聊天，或存在于广大网络中而不是群发电邮式的头脑风暴。

我们生活在互联的在线的社交世界中，信息过剩而非不足。知识工作者需要获得支持，学习数字技术和相关实践，之前列举的问题出现在较早期的沟通、参与和展现管理模式之中。如今为了持续学习，大家在企业网络、团队和更广大的实践社区中，必须掌握和精进的技能和实践已经大为不同。


——凯瑟琳·施纳斯

读者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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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刊 聚光灯


2018年全球百佳CEO榜单

一睹商业领袖的管理答卷

这是一个对CEO充满了挑战的年代。举目四顾，全世界经济增长都在放缓。几乎在任何地区，政治动荡都对企业长期发展构成威胁。在这种大背景下，依然有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一群商业领袖交来了满意答卷，他们能坚守并执行长期主义战略。

自2010年问世以来，《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百佳CEO榜单的宗旨从未改变：评判商业领袖应该根据他们整个任期的成果，采用客观数据而非公众舆论作为评价标准。这种方法评估出的绩效表现更真实可靠。尽管如此，我们始终致力于完善评估体系。每年，我们聆听读者反馈，咨询外部专家，在编辑部内进行辩论，都聚焦一个问题：有什么方法能让来年的排名更加精准？今年，HBR研究团队再次根据长期财务业绩以及公司的环保、社会责任评级和治理评级，分析了标普1200家公司执掌者的表现。今年的业绩百佳CEO榜单是HBR第七次对这些CEO进行排名。




[特写]


如何纠正不良企业文化？


如何转变看似不良的企业文化，这一问题让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首席财务官诺维勒(Noelle)感到为难。她的部门在过去10年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如今逐步站稳了脚跟。作为一个与数字打交道的人，诺维勒认为只要公司偿还了债务，人员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在一次前往公司最大工厂遭遇不愉快经历之后，她意识到公司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首席执行官建议进一步裁员，但诺维勒想知道，凝聚剩余员工然后转变企业文化是否会更加奏效。




[特写]


联合你的高管团队


公司通常在制定革命性新增长策略方面碰壁，因为领导团队经常会对增长的步伐以及需投资的业务种类持不同意见。全球电信公司的领导者参加了一个独特的项目，内容涉及结构性对话和互动训练，以发现分歧，并帮助团队达成共同的增长目标和策略。在参加该项目之后，成立了一个类似于风投公司的部门，来负责管理数亿美元的新增长型投资，并成立了多家创新公司，领域涉及网络安全、车用资通系统和采用区块链技术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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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数据带来好决策？未必！

GOOD DATA WON’T GUARANTEE GOOD DECISIONS

什维坦克·沙哈（Shvetank Shah）

安德鲁·霍恩（Andrew Horne）杰米·卡佩拉（Jaime Capellá）| 文

冯丰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大多数公司都缺乏真正懂数据分析的人才。如何培养这样的员工，本文为您支招。






全
 球企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决策新时代。搜集、储存、获取和分析数据的能力在过去10年中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如今，各大公司都会耗费巨资管理来自供应商和客户的信息流。

有人鼓吹，投资大数据能够带来惊人回报，但这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挑战。除非雇员能够将大数据和复杂的决策结合在一起，否则投资分析业务可能是做无用功，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的研究提醒管理者警惕。此时此刻，很有可能贵公司的某些员工正在利用那些经异常昂贵的渠道搜集而来的信息，制定不明智的决策。

为了帮助组织评估和培养员工利用数据辅助决策的能力，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提出了“洞见智商”（Insight IQ）这一概念，用于评估收集和分析有价值信息的能力。我们评估了22家跨国公司的5000名雇员，划分出3种类型：“绝对经验主义者”相信分析甚于判断，“直觉型决策者”只靠直觉行事，而“了解情况的怀疑者”——最有决策才能的雇员——则能够有效地平衡判断与分析，拥有强大的分析能力，会倾听他人意见但不会盲从。他们很会利用数据，每家公司都应当努力培养这样的人才。然而我们发现，仅有38%的雇员、50%的高级经理属于这种类型。分析还发现，雇员平均分数最高的部门在效益、效率、员工敬业度和市场份额增长等多个指标上比其他部门高出24%。

除了对这种整体技能欠缺的情况进行量化之外，我们还发现其他四个问题会损害组织投资大数据获得的回报：


具备相应分析能力的员工太少。
 一般而言，公司引入新型分析工具时，首先会招聘能够熟练使用的专业人员，认为运用新工具的技能会由此逐渐推广至整个公司。然而，众多公司都停滞在聘用专业人员这一阶段，拥有几位高水平的分析专家，却并未向其他员工提供相应培训。


公司IT部门必须多关注“I”（信息），少关注“T”（技术）。
 大多数IT部门是在与财务、供应链和人事等部门合作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部门的业务需求十分明确、稳定，而且面向的不同用户群体需求相对一致。而其他部门的数据需求可能更为多元，或者数据用途难以确切表达。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掌握人类学知识，理解人的行为——IT部门通常十分不擅长这方面。


员工手里已经有了可靠的信息，却很难查询。
 很多组织收集到了数据，却没有清晰明了的数据框架，就像是图书馆没有图书分类、书本没有封面一样。社交媒体、新的销售渠道，以及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的兴起，也增加了管理分析内容的难度。在我们的调查中，表示知道如何找到日常工作所需信息的员工不到44%。


企业高管对信息管理，并不像人才、资本和品牌管理那样重视。
 许多高管将数据看作是应当交给IT部门处理的事务，或者认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技能，无法深度参与数据在组织中的分享过程。管理者应当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组织对理解数据投资不足，对数据的投资所能带来的回报就会受到影响。



多培养“了解情况的怀疑者”

公司若想充分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应当注重两个方面：培训员工，提升数据分析能力，更加高效地根据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决策；为这些员工提供合适的工具。

一些培训可以通过研讨班的形式进行。雇员要认识到，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他们必须了解数据背后的各种影响因素和计算方法，并学会对数据的准确度、样本大小、客观性和质量进行批判思考。即便是大学统计学专业出身的雇员，也可能需要通过培训来将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不过，短期集中研讨不是唯一的方式，效果也不一定最好。在实际工作中提供培训通常更加有效。要打造一个能够为雇员提供所需帮助的环境，公司必须重新思考应招聘怎样的专业人士。负责招聘的人往往看重分析师的定量分析能力，但更有价值的却是出色的培训指导能力。注重培养人才的数据专家，不只是回答其他员工提出的问题，还会为其他部门的雇员提供非正式的实操培训，提升组织整体理解和实际运用数据的能力。

很多重视数据且成效显著的公司，已经建立起统一的正规决策流程，以便雇员获取并正确地使用最合适的数据。公司应提供透明的绩效指标，并将其融入工作目标中，还应确保薪酬体系为员工间不同意见的交流提供奖励。好的决策通常需要融合多种见解，应对质疑和事后批评。

找到合适的工具来呈现数据，同样至关重要。半数员工发现，公司提供的信息采用了无法使用的文件格式。最优秀的公司通过增强信息过滤和提升可视化程度来避免这一问题，例如提供图表而非原始数据。

如果在“现在立刻提供可以参考的数据”与“稍后提供完美无缺的数据”之间进行选择，多数高管都会选择前者，因为他们坚信可以通过判断来弥补数据上的差距。他们很少钻研信息，但他们希望确定得到的信息经得起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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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芙尼公司和北卡罗来纳州蓝十字蓝盾保险公司（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 of North Carolina，简称BCBSNC）已逐渐意识到公司数据素养所能带来的回报，让我们来看看这两家公司是怎么做的。

采用新数据分析工具的公司通常会举办一次性的研讨会。这类研讨会过度关注工具本身，而不是管理者如何运用工具辅助判断，而且一次培训过后不再重复，很快就会忘记。蒂芙尼每年都举办研讨会，教授雇员使用各种信息（例如销售、推销和财务数据），并引导他们制作实用问卷、运用分析技术。调查显示，知识型员工中仅有25%获得了有关信息分析和使用的有效培训。而在蒂芙尼，几乎所有知识型员工都接受了长期数据培训。因此，蒂芙尼员工在利用信息方面更具优势，IT团队也用更多的时间帮助他们从公司数据中获取价值，而不是回答简单的数据支持问题。

为了解BCBSNC需要多少“商业智能”工具，IT团队归纳出知识型员工在搜集、分析和展示决策用信息时所需的10项技能。公司定期对员工进行调查，评估这些技能的掌握情况，开展培训并开发控制面板、记分卡等新工具，从而弥补调查发现的不足。公司意识到，运用工具可以优化员工个人效率，但开发和管理太多的定制化工具又会增加成本，两者间存在矛盾。

为了以合理的成本为各部门的员工提供支持，IT团队保留了3到5个多数雇员使用的“企业工具”，还为几个特定团队或部门使用的“特色工具”提供支持，去掉了十几个不必要的工具，同时确保知识型员工在当前以及业务、分析方法和工具发生变化之后都能找到自己需要的工具。

最近的财务和商业活动异常明确地显示，再丰富的数据和分析工具也不能弥补相关知识的匮乏和判断的失误。领导者要确保公司流程和人员素质能跟上计算能力和信息搜集的步伐。为了弥补信息洞见方面的缺陷，大数据——哪怕再全面、分析得再好——也必须要有好的决断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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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维坦克·沙哈
 负责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信息技术业务。安德鲁·霍恩
 和杰米·卡佩拉
 是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董事总经理。




你属于哪一类决策者？


以下是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制作的自我诊断问卷，帮助雇员评估自己的分析技能。





如果你的大多数选项都是：


A. 那么你是了解情况的怀疑者

B. 那么你是直觉型决策者

C. 那么你是绝对经验主义者



如果出现选项数目相同的情况，则再次思考第三个问题的答案




1. 老板让你制作新产品发布的提案，你会：


A 搜集数据，形成初步想法，与同事交流，然后撰写提案

B 连夜起草提案，加上一些论证图表，并尽快交给老板

C 找到公司上一个产品发布提案，看看最近的数据，然后照葫芦画瓢




2. 在审核最近的销售数据时，你发现之前一直步履维艰的某个部门业绩突然出现大幅上涨，你会：


A 查询一些数据，进行计算，然后打电话，设法找出销售额增加的原因

B 对这一增长持怀疑态度

C 就业绩好转向部门经理表示祝贺




3. 你负责招聘新团队成员，而且必须制定候选人评估指导原则。你会：


A 查看一些过去表现优异的员工简历，帮助自己确定理想候选人的条件

B 与一些你认为可能对这一职位感兴趣的候选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情况

C 查看此前类似岗位招聘的标准




4. 你正在评估产品再设计选项，市场调查没有确切的结论。你会：


A 选择你认为管理团队最有可能实施的选项

B 依靠你对客户喜好的直觉

C 在决策前委托开展更多的市场调研




5. 老板让你准备来年的部门预算，你会：


A 查阅最近的部门预算趋势，与团队领导碰面，了解是否需要根据情况变化来调整预算

B 要求各团队领导者提供其预算预期，并汇总结果

C 根据对过去预算趋势的全面分析来做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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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控

专为你提供的交易

在一项调查中，参与者有机会购买折扣咖啡杯，那些认为自己是被随机选中的参与者购买马克杯的概率是认为折扣面向所有人的参与者的3倍。圣克拉拉大学研究人员杰瑞·伯格（Jerry M. Burger）和大卫·卡尔德维尔（David F. Caldwell）据此认为，“特别”的机会可能更具吸引力，因为在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里，“与他人不同”的因素会让人有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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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绩效工资

高于女性

史蒂芬·伯纳德（Stephen Benard）| 文




管
 理良好的公司一般会采用精英薪酬制度，即表现优异的人获得的加薪和奖金应该比表现平庸的员工更多。人们认为薪资差距能让员工更加努力工作，并提升优秀员工保留率。

但这种与绩效挂钩的薪资系统可能存在一个被忽视的缺陷。我参与主持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其他人相比，来自绩效体制明确的公司的管理者更不乐意根据绩效开工资，更有可能按自己的喜好行事，这个事实令人意外。调查结果显示，这部分管理者开给女性的薪资一向偏低。这一现象可能助长了与性别乃至种族有关的薪资差距。

与性别、种族相关的薪资差异，不仅不受绩效薪资体系的影响，反而会在这种体系中更加凸显——这个假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一直难以验证，因为针对绩效薪酬体制影响的实证研究大都是在绩效体制实行后才开展的，无法与之前的状况对比。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薪资差异，我与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的艾米丽欧·卡斯蒂拉（Emilio J. Castilla）合作，设计了一项对照实验，让态度和行为接近真实管理者的人参与。我们选择了400多名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MBA学生，平均年龄近30岁，平均工作时间近6年，并且拥有2年以上管理经验。我们给出了一个情景，让他们假设自己是某服务公司管理者，要根据另一名管理者的绩效报告向多名员工分发总额为1000美元的奖金。这反映了很多公司的现状：绩效评估和奖金分配分别由两位管理者负责。

我们发现，被告知组织注重绩效的参与者倾向于给男性员工多发奖金，平均比绩效相似的女性员工多46美元。男性和女性管理者都是如此。认为重点只在于定期（例如每年）开展评估的参与者则基本没有表现出性别偏向。




[image: ]





奖金悖论


在实验中告诉参与者，公司重视绩效，参与者会给男性员工开出更高的奖金。





我们怀疑，组织提倡绩效体系，让负责决定薪酬的管理者感到安心，觉得自己的行为中不存在偏见，不会被当作歧视，于是他们放松警惕，放任自己的偏见影响行为。这种偏向并非刻意为之。诸多研究显示，人的行为会受到一些广为传播的成见（例如女性的工作效率比男性低）的影响，即便不同意这类成见，人们也会受此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各大公司应放弃重视绩效的体系。这种体系可以磨练员工领导才能。公司应采取措施应对绩效悖论，加强升迁和奖金发放流程的问责和透明度，限制管理者在奖励直接下属方面的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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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伯纳德
 是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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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控

电子邮件提升撒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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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10分钟的对话中至少会撒一次谎，而且一项新调查显示，当对话是通过计算机进行时，欺骗的概率会增加。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马提提雅胡·赞布勒（Mattitiyahu Zimbler）和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S. Feldman）做了一项实验，让220位本科生两两组对交谈15分钟，结果发现邮件对话组撒谎的次数是面对面交谈组的5倍。 研究人员称，邮件这种相对来说没有什么人情味的方式会使人的自制力降低，还会影响欺骗类型，电子邮件中的谎言通常比面对面的谎言更加具有利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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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司会

推出更多新产品

罗学明（Xueming Luo，音译）

杜水莉（Shuili Du，音译）| 文


企
 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正在提升：135个国家的6000多家企业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同意遵守契约中与人权、劳工、环境和腐败相关的十大原则。然而，企业社会责任依然存在争议，因为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反对者指出，此举会耗费公司和股东的资本。支持者认为，它会吸引消费者，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并强化公共关系。

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个好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能够让公司更具创新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并非是一项辅助活动，而是可以成为公司竞争力和增长中的核心组件。

我们在2001-2004年期间调查了128家企业，涉及所有的主流行业，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度（通过一个外部指数衡量）与新产品发布数量之间的关系。研究控制了规模、财务杠杆、市场稳定度等变量，用统计回归来确定因果关系，结果表明，社会责任活动排名前三的公司在一年中平均推出了47款新产品，而排名倒数的三家公司平均每年仅推出12款新产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加强了公司与客户、供应商、非营利机构和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让公司得以获取更多信息。这样一来，无论市场偏好如何变化，新技术如何层出不穷，公司都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实现“创意飞跃”。

我们还发现，并非所有公司都会因其企业社会责任举措而获得同样的创新成果。研发投资越高，激励效果就越显著，尤其是先驱型创新。

市场动态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对于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企业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影响会被放大。竞争强度通常会激励组织学习，而企业会借此提升自己，利用新的信息变现。面临激烈竞争的公司会因其企业社会责任举措而获得更多的渐进式创新。

在这个开放式创新和知识快速多元化的时代，公司不能只依靠内部资源，必须设法引入外部理念。企业社会责任不失为引入新思想的强效催化剂。在设计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时，管理者应思考公司战略举措，及其社会和公共关系效益，认真协调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与研发投资，并考虑竞争对手的水平。管理者还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项重要的资本投资，而不是一种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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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学明
 是天普大学福克斯商学院营销学教席教授。杜水莉
 是新罕布什尔大学营销学副教授。




先听取意见，再推出产品

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扩大了公司对外部知识、市场偏好和新技术的获取面。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能够帮助这些公司拿出引人注目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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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克


新产品：

Air Jordan XX3，“七巧板”设计减少了至少17%的塑料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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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新产品：

787梦想客机，油耗比现有同尺寸机型减少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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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


新产品：

普锐斯——全球首款批量生产的混合动力车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哈佛智库ideas42高级研究员托德·罗杰斯和哈佛商学院副教授迈克尔·诺顿让参与实验者看了一场政治辩论的几个视频片段。第一段视频中，选手直接回答了提问；第二段视频里，他回答了另一个相似的问题，回避了原本的问题；第三段视频里，他回答了另一个毫无关系的问题，回避了原问题。选手回答相似问题时，参与者并没有发现他换了话题，而且比起不加修饰地回答原本的问题，参与者更喜欢选手巧妙地回答相似问题。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





擅于雄辩

比诚实作答的人更受欢迎

PEOPLE OFTEN TRUST ELOQUENCE MORE THAN HONESTY

托德·罗杰斯（Todd Rogers） 迈克尔·诺顿（Michael I. Norton）| 访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





诺顿教授和罗杰斯，

捍卫你们的研究吧！






罗杰斯：
 在我们的研究中，参与者发现，选手回答相似却不同的另一个问题，与老实回答原问题一样令人有好感和信赖感。此外，听到选手有技巧地回避问题，参与者更难想起原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一部分研究里，能够准确回忆起原问题的人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其实已经算是高于实际情况了，因为让他们回忆问题时我们提供了4个选项，猜对的概率为1/4。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巧妙回避问题的发言人并不会受到听众惩罚。




诺顿：
 但回答者必须很有技巧，而且不能太明显。如果选手完全答非所问，就会受到严重惩罚，受欢迎和受信任程度都有所下降。有趣的是，这类情况下参与者就会把原本的问题记得很清楚。

做过这项研究之后，我们认真梳理了美国大选，发现一些政客似乎十分擅长此道。希拉里·克林顿就极其擅长回避问题，再往前，罗纳德·里根也是回避问题的高手。




罗杰斯：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有句名言，“别回答向你提出的问题，只回答你希望被问到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显示，他的话很有道理。





HBR：
 有没有其他擅长回避问题的名人？



罗杰斯：
 莎拉·佩林（Sarah Palin）的做法很独特。她回避问题时非常坦诚，会主动表示不想回答被问到的问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




参与者的评分会不会掺杂偏见？比如说话的人让我想起一个不喜欢的亲戚，或者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人表达的观点，就给他打低分。



罗杰斯：
 研究意识形态等因素如何影响人们对回避问题的敏感度会很有趣的，比如我们是不是更容易原谅跟我们观点一致的人回避问题，更讨厌观点不一致的人这样做？




诺顿：
 评分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这就是问题关键。人们作为观众时，会受到很多社会因素影响。视听因素可能会掩盖某些要素。举个商业环境里的例子，你自己看一份简历和听别人向你讲述自己的简历，效果截然不同。




这有点令人不安。回避问题的人是不是在利用听众？



诺顿：
 之所以会感觉不安，是因为我们通常认为诚实会有好报，但实际上，有技巧地回避问题比诚实回答问题收益更大。领导者可能认为巧妙回避问题更好，因为初衷是善意的，而且需要博得人们的好感和信任。不过我想说，在公众话语环境下，最好还是别回避问题，这是你应负的责任。




罗杰斯：
 有些方法可以对付回避问题的人。要强调问题本身并惩罚回避者，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回答的时候将问题打在电视屏幕上。可惜电视台经常做得不到位。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你会采取什么措施改善国内制造业的就业情况”，屏幕上的字幕却只是总结性的“经济话题”，这样一来就让回答者很容易回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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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辨别回避问题的人？



诺顿：
 重要的是要察觉转换话题的手段。答案开头的10个字是巧妙回避问题的关键，比如“这个问题很好”或“很高兴你问了这个问题”之类的说法。我们认为此类表述容易让听众下意识地以为接下来的回答都与提问相关。不过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测试。




罗杰斯：
 人类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转换话题时用词越多，听众就越难在问题与回答之间建立认知上的联系。我们认为回避者是在用这种方法来回避问题。




政客要争取人们的喜欢和信任才能当选。商业领域中的领导者不这样吧？



诺顿：
 我感觉政客会刻意学习此类技巧，而且可能很擅长，在商界也一样，比如，公司领导者可能要面对裁员之类的尖锐问题。乔治·克鲁尼在电影《在云端》里的角色就是这样，他在美国飞来飞去四处裁员，人们问他：“你怎么能解雇我？”他从不正面回答，总是回避说：“对你来说这是个机会。”这就是转换话题。




这项研究还能向哪些方向发展？



罗杰斯：
 一个方向是谈判场合。如果你手握有价值的信息但不想透露，如何在不撒谎的前提下守住秘密？




诺顿：
 下一轮研究我可能关注如何避免别人回避你的问题。不管是管理者还是员工，要向别人指出“你在转换话题”是件非常不易的事。如何适当地提醒对方？




你会怎样提醒呢？



诺顿：
 我用案例法教学的时候测试过。我对学生说，“我问的是这个，你答的是别的。重新回答一下。”身处权威地位时当然很容易，如果地位互换呢？人们总说要向掌权者讲真话。我们研究的是教你如何让掌权者讲真话。





特别报道




特别报道


马云为什么没有接班人难题

谢丽容 | 文 马克 | 编辑




合伙人制、班委制、政委制、轮值制，核心接班人背后，还有一整套梯队化的年轻人才培养储备系统。马云解决企业事业传承和人才梯队的思路，值得民企老板借鉴






马
 云今年54岁，在尤其关注民营企业一二代传承的中国，马云从来没有被摆到被讨论的第一序列。相对于74岁的任正非，73岁的宗庆后，72岁的曹德旺，马云实在太年轻了。

但他偏偏就这么任性。教师节这天，阿里巴巴终于宣布了马云的退任时间表：明年 9 月 10 日起马云将不再担任董事局主席，现任 CEO 张勇接任，之后马云将继续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成员，直到 2020 年阿里巴巴年度股东大会。

马云本人将重新回归19年前阿里巴巴创业之前的“马老师”的身份。当然，在这一年里，马云还将继续担任阿里巴巴合伙人，为合伙人组织机制做努力和贡献。

阿里巴巴对外的官方解释称，马云选择在此时退任，不是因为中国的营商环境变化，而是一个系统性规划。这是认真准备了10年的计划，让年轻一代才俊能接班，解开企业传承发展的问题。

有心的人们记得，加上这次，12年间，马云“向后退”了3次。

2006 年，马云将阿里巴巴公司总裁职位让贤于卫哲。2013 年，即5年前，他辞任阿里巴巴集团 CEO，将接力棒交给共事 13 年的陆兆禧。

结合阿里目前各业务集团的核心骨干历年变迁，不难理解，马云的这条路确实早有计划，有条不紊，54岁的马云在中国民营企业家梯队中尚处壮年，再干20年问题不大。马云想继续有关教育的事业，再做出一个阿里巴巴，也不是没有可能。

接力棒交给了张勇。张勇，花名逍遥子。2007年加入阿里，今年是他在阿里工作的第11年。

在早年的一个访谈中，马云说到人才这件事情，他说，他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完美的人不仅有一流的点子，还要有一流的执行，这样的人，至少需要找十年。

张勇看起来确实很完美。在张勇的带领下，阿里从桌上的阿里巴巴，变成了移动的阿里巴巴，成为了线下和线下相结合的阿里巴巴。大战略上没问题，“小”创意上张勇的活跃和接地气又出人意外——大家争相“剁手”的“双十一”是张勇造的，新零售概念，也是他的点子。

马云说，张勇是阿里合伙人机制下人才培育体系中最杰出的商业领袖，把接力火炬交给他和他的团队，“是我现在最应该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张勇背后的年轻人

独苗不壮。张勇是马云千挑万选出来的“完美的人”，但马云既然制定了长达十年的传承计划，接班预案就不可能仅限于核心接班人。

张勇之下，阿里一直在着力培养自己各个板块的所谓“二号人物”，并为其独当一面留足了空间。

二号人物之下，三四五六线人才的持续发掘和建设，在阿里也是成体系的。阿里在这些年来先后形成了政委制、合伙人制、班委制和轮值制架构。

2009年，阿里巴巴开始研究推广合伙人制度，2010年开始试行，2010年-2013年间，分三批选举了28位合伙人。除了蔡崇信、彭蕾、蒋芳、童文红等和马云一起创业的“十八罗汉”，也有 2004 年之前进入阿里，培养出来的陆兆禧、姜鹏、彭翼捷等人。2004 年后，合伙人队伍又吸纳了通过社会引进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如樊路远、胡晓明、井贤栋等财务、法务、技术等多个领域的高层次管理人才。

阿里巴巴集团目前有36位合伙人，其中已经有三位80后，天猫技术负责人吴泽明、蚂蚁金服副 CTO 胡喜，以及淘宝总裁蒋凡。

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主席蔡崇信曾解释阿里建立这一制度的考虑：“不少优秀的公司在创始人离开后，迅速衰落，但同样也有不少成功的创始人犯下致命的错误。我们最终设定的机制，就是用合伙人取代创始人。道理非常简单，一群志同道合的合伙人，比一两个创始人更有可能把优秀文化持久地传承发扬。”

阿里对合伙人的要求极高——必须在阿里工作五年以上，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高度认同公司文化，并且对公司发展有积极性贡献。

合伙人往下，集团下属各业务，班委制又是另一层选拔机制。

2016年12月，蚂蚁金服调整组织阵型，成立支付宝“班委制”，由时任蚂蚁金服CEO井贤栋担任班长，曾松柏与倪行军担任副班长，班委成员包括邹亮、袁雷鸣、陶莹。在蚂蚁之前，班委制就在淘宝、天猫等关键业务部门采用，并引入多位80后管理者。班委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发掘优秀的年轻管理苗子。给年轻人创造机会，保障人才的可持续成长。

政委制在2004年-2005年被提出，那时阿里的B2B业务高速发展，人才极度匮乏，需要一支有经验、有文化的专业队伍，辅助业务部门的经理建设好队伍。这套制度后来在2008年被演进成HRBP体系。这套体系的最大作用，是从最大范围内保证整个团队人才的增值和成长。

2015年，马云曾经写过一封内部信，名为《这是年轻人的时代！！》，信中提及，60后管理层淡出一线，70后管理层走向前台，80后已成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最大主力。有人统计，马云几乎在所有公开场合谈及“年轻人”。

一个并不完全的数据是，在阿里巴巴资深总监以上的核心管理人员中，“80后”占到14%；在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中，“80后”已经占到80%，“90后”管理者已超过1400人。



主动转型为“年轻人的公司”

无论是合伙人制，班委制还是政委制，阿里的管理逻辑无外乎一个：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找到合适的位置，持续推动阿里往前走。

阿里以电商起家，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金融、云、物流等复杂且不断翻新的事业帝国。一开始，这些制度的诞生是为了应对这种变局挑战，到了后期，这些制度开始反哺阿里帝国的不断壮大。

民企狂奔了30多年，大多数企业第一代创业者已届退休年龄，开始进入代际传承阶段，这些公司的人才架构普遍比新兴互联网科技公司更加“老龄”化，第一代创业者完全靠个人能力打拼出一个商业王朝，企业成败和创始人的命运紧密相连。

中国民营企业目前并没有把接力棒交给职业经理人的传统，普遍的做法和想法，是交给下一代。比如，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交班给了公主刘畅；福耀玻璃的曹德旺终于说服儿子曹晖子承父业，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传位给闺女杨惠妍；恒大集团的许家印瞩意大儿子许智健。

无论是马云式的交接给“花了十年时间寻找”的有能力的商业领袖，还是普遍被采用的交接给“创二代”，这些方案从本质上没有过多的区别。

在今天这个时代，商业公司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运营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商业生态，必须面对复杂的局面，平衡与协调各方利益，并做出艰难选择。现实商业社会里的很多弊端也会在生态里出现，处理好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最完美的方案。

核心区别是，民企的接班人或早或晚被定下来了，但接班人之下的分层人才培养却大多是无体系的，或是空心化的。在蒙眼狂奔的前二十年，创始人们甚至没有一套制度化的接班预案。

民企，尤其是传统行业民企的人才体系建设不是刚刚起步，就是过于老龄化。年轻人这个标签，依然和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这些相对年轻的新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

年轻人，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概念和符号。今天，几乎所有的传统公司都在或主动或被动拥抱新技术、新商业逻辑，希望在剧烈变化的新商业环境中，再续“下一春”。但在现实的体系运转过程中，一个传统成熟的体系，往往容易和战略脱节，留给年轻人的空间其实很小。

一个在某大型制造企业工作了13年的朋友心有抱负，但上升无望，他对我说，再给自己留两年，如果不能熬到顶头上司离开，就换一个环境施展抱负。这两年，这家大型制造企业正决意向“工业互联网”企业转型。他的故事很普遍，也有些讽刺。

阿里巴巴对年轻人的重视，对分层的人才体系建设的重视渊源已久。阿里巴巴的企业价值观几经修正，在2012年前后形成了客户第一、员工第二、投资者第三的理念。

在这个理念中，客户、员工和投资者三者间，员工被排在客户之后，投资人之前。马云认为，只有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才有可能为投资人创造价值。而让客户满意的最主要因素是人，没有勤奋、激情敬业和富有才华的员工体系，给客户创造价值就是一句空话。



保证人才向上流动

为了持续保持各层人才体系明确的目标和创业的激情，各层人才通常会在必要的时候逐层向上流动。

2015年5月，当时的阿里巴巴COO张勇接替陆兆禧出任集团CEO之时，包括王坚、邵晓锋、曾鸣和王帅等合伙人也从一线退位，进入“集团战略决策委员会”，实际管理权则从这些“60后”手中移交给下一批“70后”。退位的合伙人普遍持有阿里上市集团少数股份，身家动辄上亿、几十亿美金。

这样的多层级人才向上流动体系，一方面保证了各层管理、业务决策始终有合适的人选，又为曾经功勋卓著的前辈提供了丰厚的退出资本，并在背后持续为阿里集团的战略保驾护航。

原支付宝总裁彭蕾是另一个退出方式。彭蕾是阿里创业之初就加入的元老，在阿里，她的影响力“仅次于马云”。

2015年的那次换血中，彭蕾被委任为蚂蚁金服董事长兼CEO。今年4月，彭蕾宣布离开蚂蚁金服，由2007年加入阿里的职业经理人井贤栋接任。不过，彭蕾并没有退居二线。2016年，阿里巴巴花10亿美金获得东南亚电商Lazada的控制权，为阿里国际零售业务铺路，彭蕾出任CEO。对于彭蕾来说，Lazada是一块待耕耘的全新土地，和原来相比，她又往前走了一步。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方可闲庭信步”，马云认为，这是一个企业人才队伍搭建最大的成功。

尽管有很多公司不愿意承认，在实际的操作中，员工往往被排在最后一位。不少初创公司创始人在聊天时，常常向我传递一个观点：投资人比员工更重要。投资人是衣食父母，只有更好地服务于投资人，将投资利益最大化，才能持续获得更多投资，否则，再多员工也只是会加速消亡。

投资人和初创公司之间，投资人裹挟创始人的案例并不少见，在相对成功的民企，一般没有这个问题。归根结底，企业内人才分层生态的建设宜早不宜迟，一个正向流动的人才生态，会为企业顺利实现战略目标保驾护航。

企业代际传承的核心人交接背后，分槽喂马，各尽所能。越早建立，越有筹码主动去迎接动态变化的商业环境。

年轻人给了马云54岁抽身而退的底气，这能代表中国民营企业的一条传承之路吗？受制于企业基因、行业周期、企业财力等诸多方面的制约，这条路，方向没错，脚步不同。




（本文原载于《财经》杂志微信公众号，此版本有内容增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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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



SK-II全球CEO Sandeep Seth：

推动变化的秘诀是让人们亲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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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I
 充满传奇性的故事，源自对一间日本清酒酿酒厂的探访。当时科学家发现一位年迈的酿酒工人，虽然脸上布满皱纹，但其双手却非常细嫩柔滑，经过深入研究及验证，科学家们发现了能够令肌肤晶莹剔透的有效成分PITERAtm。此后，以PITERAtm为产品核心成分的SK-II神仙水一经问世，就成为了备受世界各地消费者青睐的护肤产品。38年来，SK-II创新不断，让广大爱美女性感受晶莹剔透肌肤带来的奇迹。

2018年9月，SK-II在上海潮流地标K11打造了中国首个SK-II Future X未来体验店。这是今年5月风靡日本东京的SK-II Future X未来体验店的全新升级版本，采用了多种前沿创新技术，利用面部识别、智能传感器和成像技术，整合了护肤知识、尖端数字技术、无界零售理念，为消费者带来极具互动感的智能咨询和个性化浸入式体验。同时，消费者在体验店还可通过与京东共同打造的定制专属手环，在智能柜台实现互动和产品下单，臻享定制化未来购物新体验。

在上海Future X未来体验店，我们与SK-II全球首席执行官Sandeep Seth就品牌塑造、用户体验、未来变革和应对变化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HBR中文版:
 自2015年起，SK-II“改写命运”（#Change Destiny）的品牌理念令人印象深刻，此次的Future X未来体验店则充满了科技和未来感，这是否意味着SK-II的品牌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



Sandeep Seth：
 今天的消费者已经不太愿意被强行售卖产品了。从塑造品牌的角度，我们希望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人性化的联系，而不是强调销售产品。此次在上海的Future X未来体验店，相当于我们全球化的学习实验室。通过这个体验店，我们希望打造全新的消费者体验，与消费者建立一对一的浸入式体验和关系。

其实在“改写命运”的品牌理念下，我们有两个期待：一是改写女性的肌肤命运，二是改写女性的人生命运。例如，我们的短片《她最后去了相亲角》等是希望鼓励更多女性挣脱来自社会、家庭的桎梏，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而这次推出的Future X未来体验店，是从女性的基础护肤诉求出发，更强调改写女性肌肤的命运角度来考虑的，体验店里有很多尖端科技的运用，比如面部识别还有人工智能等未来技术，希望能够通过高科技定制化护肤解决方案去改写他们的肌肤状况。

所以，这并不是改变或调整SK-II的品牌理念，我们会继续“改写命运”，专注于与消费者建立产品体验和情感层面的一对一互动。

其实技术也不是冷冰冰的，它能帮助我们实现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让彼此的情感连接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科技让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有兴奋感，为他们打造全新的消费体验。





HBR中文版:
 全球的高端品牌都希望能够抓住中国的年轻人，针对他们，SK-II有些怎样的计划和战略？



Sandeep Seth：
 其实SK-II的产品不仅针对年轻的消费者，我们的产品适合各个年龄群的消费者。

当然，未来属于年轻人，这也是品牌需要抓住的发展趋势。所以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我们在品牌塑造上经历了重大变革，采用了很多数字和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因为我们知道数字和社交媒体对年轻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但是我们并不想生硬地强迫年轻消费者来购买SK-II产品，我们希望能够跟他们建立情感上的联系，提供超一流的购物体验，之后再让消费者来做选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要产生影响，希望消费者对产品和我们品牌的理念产生共鸣，自主地选择SK-II。





HBR中文版:
 中国市场庞大复杂、结构特殊，在您看来，这个市场的商业机会或营销痛点有哪些？



Sandeep Seth：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剧变、快变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市场趋势，中国市场尤其如此。市场不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鉴于此，我们一直在强调要以变应变、以快对快，不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全新的体验。我们有一套说法，“如果一个事物没有被打破，我们就把它打破。”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挑战，而是机会。

中国市场非常复杂，消费者的要求非常高，这是自然的数字化飞速发展带来的合理诉求，我们当然愿意顺应市场变化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匹配的产品和服务。





HBR中文版:
 一方面您强调以变应变，另一方面，SK-II的很多经典产品一直都没有变，如何理解这种变与不变？



Sandeep Seth：
 这不矛盾。该变的变，不该变的要保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是SK-II品牌的根基，这是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信条。比如SK-II的神仙水（SK-II护肤精华露），富含核心成分PITERAtm，它适合每一个年龄层使用，我们认为它就是最佳的配方，除非人类的肌肤发生了根本变化，否则没有变化的必要。对于品牌的改变，我们更多是希望通过不同时代的消费观点和习惯来打造全新的消费者体验，比如为了顺应现在年轻人热爱数字化、互动性的特点打造的未来体验店项目。





HBR中文版:
 作为CEO，在管理上，哪些变化带来了新挑战，您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Sandeep Seth：
 任何变化，都是有迹可循的。面对变化，有的人会激流勇进，也有的人会抗拒。SK-II属于前者，我们一直在改变，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企业文化，成了团队的基因。我们也深知，有些人会觉得投身变化很难，对于他们，我们愿意提供支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专门的团队帮助这些人了解变化，改变认知，认同变化带来的好处。

不久前，SK-II在新加坡打造了一个未来体验店的迷你版，我们从全球召集了400名员工到新加坡，让他们亲身体验了未来体验店。所以，推动变化的最佳方法就是让人们亲身体验。因为只有亲身体验了，他们才会对这样的变化充满信心。所以就算在内部来推动变化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依靠单方面的部署，而是打造体验，让员工亲身参与其中。





HBR中文版:
 很多人都在担心中国的经济放缓会影响企业的增长，您认为SK-II在中国的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



Sandeep Seth：
 对我们来说，和中国的市场一起增长非常重要，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市场的增长。SK-II是一个全球化的品牌，我们也同时关注其他市场，比如SK-II的本土市场日本，我们也重视其他市场的增长和发展。我个人认为，SK-II在中国市场的机会是巨大的，因为目前相对总体人口来说，购买SK-II产品的人还比较少，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有上亿中国女性消费者喜欢和使用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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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THE BIG IDEA



为真实而战

REALITY WARS

作者是希南·阿拉尔（Sinan Aral）

刘筱薇 | 译 蒋荟蓉 | 校 钮键军 | 编辑




没有比假新闻更危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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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被搅乱

TRUTH, DISRUPTED

假新闻比真相在网络上传播更快、更远、更彻底——但也可以被制止以下为方法

作者是希南·阿拉尔




2018年3月，特朗普总统发推文称，
 亚马逊“向国家和当地政府交的税几乎为零”，这导致公司股票月度表现降至两年内最低。特朗普所说并不属实，亚马逊股价逐渐回升——但该事件充分说明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公司极其容易受到社交媒体散播的虚假信息影响。当然，主流媒体主要关注假新闻是否影响到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但真相是，没有人能在这类伤害中明哲保身。假新闻的传播会危害到民主、经济、商业，甚至国家安全。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了解并控制其传播。

过去三年间，我和索罗什·沃索菲（Soroush Vosoughi）以及德布·罗伊（Deb Roy）研究了假新闻的网络传播机制。我之所以用“假新闻”（false news）的标签，是因为“虚假新闻”（fake news）的含义已经极端化了：政客用这个词形容不支持自己立场的新闻。我们近期研究收集的数据覆盖了推特（Twitter）自2006年推出到2017年的历史。我们收集了这一时期内在整个推特中散播的12.6万个推特瀑流。我们验证了传播内容是否真实，并对比了真实和假新闻在网络上的传播力度。3月9日，《科学》杂志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作为封面文章刊登。

我们的发现令人惊讶，更令人不安。在每个信息类别中，假新闻都比真相传播得更远、更快、更彻底和广泛，有时会高出一个数量级，而且虚假政治新闻比其他类信息传播得更远、更快、更彻底和广泛。

了解这一现象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此外，该问题十有八九会在好转之前进一步恶化，因为篡改视频和音频的技术正在进步，扭曲的事实显得不仅可信，而且很难被察觉。但好消息也有：研究人员、AI专家和社交媒体平台自身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正在深入研究问题的本质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我将在本文中探讨制止谣言传播的方法。成功制止谣言必须用到参与者教育、改变激励机制、升级技术工具和适度政府监控这四个环环相扣的方法，还要回答以下五个问题：

• 我们如何教育人们发现并抵制谣言？

• 我们如何打消人们散播谣言的积极性，鼓励善意沟通和传播真相？

• 如何用技术工具，特别是算法来制止虚假信息的传播？

• 监管机构如何有效参与，同时保证不破坏社交媒体创造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 最重要的可能是，谁来认定哪些消息是真，哪些是假？

在阐述解决方案前，先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一问题。



为何假新闻如此危险

人类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自知道如何说话沟通以来，就在说谎和散播谣言。但今时今日情况大不一样了。社交媒体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在短期内能产生极大威力。推特成立于2006年，在全球范围内有3.36亿活跃用户，而Facebook成立于2004年，有21.9亿个用户。这些平台成为了很多人的主要信息来源。但目前为止，由于平台故意不去审核所传播内容的质量，所以不论面对网络上的真相还是谣言，我们都没有防御措施。

容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肆意传播的虚假信息不仅可恶，还很危险，且造成严重损失。显然，假新闻威胁到美国选举和民主的公正性。我们对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通俄门”调查尚记忆犹新，就胆战心惊地看到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前CEO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在秘密录像中，透露了他的公司如何编造假新闻并在网络上宣传，进而影响全球选举。假新闻对美国总统选举和欧洲、非洲的选举造成多大影响，陪审团尚未得出结论。但多数专家都同意：网络谣言的散播严重干扰了民主进程。





作者


希南·阿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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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南·阿拉尔（Twitter @sinanaral）原本没想过要研究假新闻。他和德布·罗伊在麻省理工学院指导索罗什·沃索菲的博士论文时，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了。他们和当天很多人一样，都到推特上寻找信息。“我们看到大量假新闻。”阿拉尔回忆说。这次经历深深触动了沃索菲，他突然出人意料地决定改变论文研究方向，专攻假新闻。三个人合作的论文成为《科学》杂志中，关于假新闻传播和延续的里程碑式著作。

阿拉尔在本文中推进了讨论：他不再只将目光锁定在一轮选举上，而是在更大范围内评估假新闻的散播并提出对抗方案。阿拉尔是麻省理工学院屡获殊荣的学者和David Austin管理学教席教授、IT和市场营销教授，兼麻省理工学院数据、系统和社会研究所的教授。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在斯隆管理学院开办的数字经济项目领导者之一。他对社交媒体发展和管理（假新闻现象的关键问题）的研究十分深刻。他曾任多家社交媒体初创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并与大型社交平台和其他大型技术公司紧密合作。

阿拉尔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引起瞩目，他认为这在情理之中。“真正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说，“处理假新闻问题的难度。该现象背后有很多棘手问题，从技术层面到行为、经济和监管层面。我们也没有多少信心去回答最基本的问题——‘真相是什么’。”

但他没有退缩。他甚至认为，在与谣言的对抗过程中，我们快要取得进步了。“只要所有利益相关者（从科学家群体到立法者，从初创公司到大型跨国公司）都有坚持和决心，”他说，“进步会有的。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这次战争中肯定会有最终被证实无效的策略。”





如果执法部门和急救人员在恐怖袭击中试图用社交媒体收集信息，就有可能因假新闻错误配置自己的资源。举例来说，波士顿发生马拉松爆炸案后，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也就是我和沃索菲、德布的“研究基地”，接受恐怖主义调查并遭到封锁，当时虚假信息肆意传播。我们得到的信息过少，也不知道校园里哪个地方比较安全。我们试图用推特获得最新消息（比任何电视广播更新速度都快），发现除了真实的突发新闻外，还有不少谣言在网上传播并干扰执法人员。如果袭击者知道执法部门依靠社会媒体获取信息，就可以将计就计，主动出击，阻挠警方执法。社交媒体变成情报来源时，伪造信息就是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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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信息危害到我们的经济、投资和公司价值。2014年，一条假推文称，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某次爆炸中受伤，造成美国股市市值当天就蒸发了1300亿美元。现代投资基金基于社交媒体上蔓延的情绪，进行算法交易。当假新闻渗透到社会媒体中，自动交易工具会消化并根据这些信息进行交易。没人准确评估过根据假新闻进行交易的算法造成了多少损失，但类似的逸闻说明，社交媒体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虚假信息可能破坏企业经营的任何方面，比如扰乱投资，减少回报，造成需求预测、库存模型和规划失误。企业的声誉也会遭遇重创，进而波及市场估值。特朗普总统针对亚马逊的推文只是对企业造成伤害的谣言之一。事实检查网站Snopes定期更新的“最热门前50”谣言榜，包括2008年的美联航申请破产的传闻、2017年星巴克会向无证工人发放星冰乐的报道，以及2017年百事可乐CEO卢英德（Indra Nooyi）让新任美国总统的支持者“去别处购物”的传闻。和对算法交易一样，我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预估虚假信息对单个企业造成的损失。但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说明该问题不仅存在，还愈演愈烈。



为何假新闻会四处传播？

为何假新闻传播如此之快，影响如此之广？我们研究中的一些发现挑战了貌似最合理的解释。比如，你可能认为社交媒体上的大人物幕后操纵了假新闻的传播，但我们的数据却显示，事实恰恰相反。传播假新闻的人和传播真实新闻的人相比，“触角”要少得多——他们追随者较少、关注的人较少、活跃度较低、身份验证不频繁、使用推特的时间较短。这些都说明，这两类人群之间的差异并非假新闻传播更远更快的原因，或者说对这一问题没有丝毫影响。

你可能还会以为（受报纸新闻和国会证词影响），机器人程序是传播虚假信息的始作俑者。但我们的数据显示，机器人对真假新闻传播速度的影响几乎一样——这说明假新闻传播更快，是因为人类更倾向传播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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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易受到谣言影响的原因，最好用所谓的“新奇假说”（novelty hypothesis）概念来解释。根据该理论，新奇的事物会彰显知情人的地位，所以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刺激分享。我们的研究中，假新闻的确比真相更新奇，人们也更倾向分享新奇的信息——“新奇”可以理解成“不同于推特用户往常所见”。谣言还能引发更大轰动和反感，而真相激起更强烈的期待、欢乐和信任。人们也许就是更倾向分享意料之外的淫秽新闻。



对抗假新闻

对抗网络谣言，一般采取的方法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举例来说，需求侧策略可能是，为消费者提供关于新闻或推文质量的信息，给他们引导。供给侧策略也许是，从源头处解决问题，如打消社交媒体和内容供应商刊登和传播假新闻的积极性。两种策略不仅互补，而且同等重要。算法在执行策略中无疑也极为关键。此外，政府必须清楚如何扮演好监督者（而非破坏者）的角色。

保护和教育消费者。假设我们可以通过贴标签，评估和沟通社交媒体上信息和新闻的准确性。我们已经在食品上实验过了。多数国家的包装食品一般都会贴有标签。我们知道食品含多少卡路里，含有几克糖、蛋白质和反式脂肪。我们甚至还知道食品是否有机、散养，或来自加工小麦或花生的工厂。（过去这一信息往往不常见，但在消费者的坚持下，加上政府制定并开始执行相关规章制度，这类信息已经随处可见。）

但我们在阅读新闻，特别是网络新闻时，得到的信息反而更少了。我们不知道源头在散播真实还是虚假的信息，不知道报道是真还是假。我们甚至不知道新闻如何制作出来的——发布者是从三个不同信息源还是一个信息源验证真伪。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记者参与报道、进行了多少次采访或调查时间有多长。

这是值得探索的方向，但也提出几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知道如何正确辨别假新闻吗？我们在研究中使用推特瀑流，请六个事实检查组织评估了瀑流的真实性。接下来我们请麻省理工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的学生独立审查，这些事实检查组织在瀑流选择方面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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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视频和音频的技术正在进步，扭曲的事实不仅可信，而且很难发觉。






显然，这一过程很难规模化推广。因此，创建能高效预测内容真实性的算法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索罗什·沃索菲的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在德布·罗伊的指导和我的指导下完成。他在文中开发了当时最先进的算法之一，用于自动实时发现和预测推特上散播的谣言真实性。他的分类系统利用语义和语法特征识别谣言，准确率高达91%；通过分析谣言的语言风格、谣言散播人的特点和传播力度，对谣言真实性的实时预测准确率达到75%。我看到该领域已经有更新的研究，而且前景广阔。但要找到业界一致认同的假新闻识别方法，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谁鉴别真假？这个问题很关键，但答案并不明确。我们应该让Facebook和推特等平台担起这份责任吗？还是依靠本研究使用的这类事实检查组织？我们应该建立类似于独立委员会的组织吗？但似乎很难保证事实检查公司和委员会不会被政治化。在找到合理答案前，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思考和研究。

Facebook为应对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压力，最近宣布将在网站的新闻贴下面增添一个“关于文章”的按键。点击按键，读者会看到更多信息，包括同一话题的相关文章、同一家发布者近期刊登的报道，以及该发布者维基百科页面的链接。这可能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小步，我们明显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正确的标签能真正减慢假新闻传播的速度吗？关于标签有效性的科学证据现在还不明确。有些研究显示，标记假新闻可遏制虚假信息的传播。其他研究表明，标签实际上加速了传播。该领域鲜有已经发表的论文或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实验确定，如何利用标签在最大程度上限制谣言的传播。比如，相比发布者维基百科页面的链接，“真实性分数”会更有效吗？


改变针对内容生产者、广告商和社交媒体公司的激励机制。
 社交媒体广告生态系统依赖于内容的传播。内容得到的注意力越多，创造的价值和广告收入就越大。所以当前数字广告商业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假新闻的传播——如上所述，谣言比真实信息传播得更远、更快、更彻底和广泛。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其顿地区制造的假新闻更多受经济因素影响，而非政治刺激。信息制造者仅仅认为，他们可以从假报道中赚取更多广告收入。

当然，刺激谣言散播的经济因素不仅只在短期内有效，还非常短视。从长期来看，假新闻的传播会破坏平台的声誉，危害到广告商，并损害诚实内容生产者的信誉——多数利益相关者都非常清楚这一事实。

在思考供应商想要（或应该）如何改革方面，我们尚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不过我看到了两大可能性。

1. 改革生态系统的商业模式。比较激进的方式是，用订阅模式取代Facebook和其他社会媒体公司的广告驱动型商业模式——原因在于，将点击率和参与度排在第一位，会刺激耸人听闻、挑起争端和虚假捏造新闻的生产。这种观点认为，如果用户只是按月交订阅费，激励因素就会从用户的最大利益出发，重新排列。

Facebook已经嗅到这一可能性。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今日秀》中提出了将Facebook转变成“免费增值”（freemium）模式的想法，也就是说，用户可以付费关掉广告，也可能取消数据收集功能。从经济层面上讲，这的确可行：毕竟免费增值模式已非常普及。流媒体音乐服务商Pandora允许你免费听音乐，但会附加广告；要想关掉广告，你就要付费。《纽约时报》允许你每月免费阅读十篇文章；超过这个篇数，你就要付费。




实事求是地说，为何“真相”如此重要？

就事实及成因达成共识，是所有人类集体活动的关键所在，不论线上还是线下。科学家构建知识的方式是，收集证据，支持（或否定）提出的假说。律师会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基础进行辩论。股票基金经理通过分析已知公司业绩，决定买入还是卖出股票。这些领域中都有证据和报告的标准。公司内部或商业伙伴网络对共识的需求最大。管理者每天都做出商业战略的执行决定。根据几乎所有决策理论，这些决定的成功取决于，采取的行动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如果特斯拉基于假的需求预测提高产量，那么公司就会陷入泥潭。如果Theranos这种建立在谎言上的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大型投资就会被浪费，价值也会遭到重创。

当然，对真相的理解在上述行业中都会演进。科学发现必须可以复制，才能证明其可靠性——而在复制过程中，新发现不是被进一步完善，就是被推翻。法庭上的证据会随着法医学和上级法院裁决的改变而改变。公司高管曾认为，经验和直觉是他们做重大决策时最重要的工具，但现在循证决策背后的数据和分析学普遍取代了直觉。

尽管前路迷雾重重，但我们很难避开这一现实：我们需要真相，确保自己能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做出合理的判断，以及在我们合作和协作时能够达成共识。





但这现实吗？Facebook和其他大型公司创造了价值巨大的经济部门。如果监管机构不向这些公司施加重压（我会在下文阐述），很难想象它们会放弃自己曾经创造的赚钱机器。

即便我们可以魔棒一挥，彻底改革社交媒体平台公司的基础商业结构，但这样做明智吗？很多生产多元化、非主流内容的长尾出版商没有广告收入的话，就不能生存，因为只有更大的玩家才有足够大的规模，让订阅模式有效运转。消费者不会给多项服务付费，一般会在每个内容类别（新闻、体育、评论）中选一项付费服务。因此，内容制作的市场可能会缩水，资源集中到几个大型公司手中。信息多样性缺失，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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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信息可能扰乱投资，减少回报，造成需求预测、库存模型和规划失误。






这一改革不仅会伤害到出版商及其消费者。社交媒体的数字营销生态系统养活了其他很多公司，而且对海量工作和输出信息（来自不同品牌、广告商、交易桌面、需求侧平台、广告交易平台、广告网络和供给侧平台）负责。

另一需要权衡的事项是，向订阅模式过渡可能加速不平等。根据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PEW）的调查，近70%的成年美国人“至少会通过社交媒体了解一些新闻”，而使用推特的人中，70%的人称他们用推特获取新闻。除了新闻外，Facebook的用户还可获得关系和人际网络方面的信息——这些对找工作和管理商业机会都至关重要。向订阅模式过渡几乎肯定会限制无力付费的人群获得信息的渠道。

向订阅模式转型还可能拉大“隐私差距”（privacy gap，我将之定义为社会中隐私的不平等分配）。只有更富裕的用户才能支付每月9.99美元的Facebook订阅费用或其他款项。如果我们认为隐私非常珍贵，保护个人数据很重要，那么该如何看待富裕群体可支付免于监控的费用，而穷人必须交换隐私，才能获得信息和工作的社会现象呢？

底线：社交媒体生态系统不可能发生剧变，至少在美国如此。在我看来，这也不应该发生：严厉管制有可能破坏这些公司为消费者和股东创造的价值，造成许多意料之外的负面后果。但我们还有一种较保守，但更实际的方案。

2. 对系统只调整，不改革。平台公司能够减小假新闻的传播力度。平台可以选择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教育和保护消费者——尽最大力量发现和标记谣言，希望用户分享假新闻前会三思。

这种干预要求对社交媒体生态系统当下使用的算法做出多种调整，同时各利益相关人都必须参与合作。新闻推送算法决定用户在新闻推送中看到的内容；趋势算法发现最有吸引力的内容（不论好坏），并提升曝光度和流行度；广告商、政治竞选和海外人士利用广告定向投放模型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向特定受众群发送内容，比如那些最容易被某一话题的假新闻吸引的人。如果有正确率较高的真实性评分系统，这些算法就可以在适当调整后遏制网络谣言的散播。

另一重要方法和信息设计及测试有关。针对网络新闻展现方式的信息设计会产生心理学效应，影响到我们阅读、回应和分享内容的方式。若在信息设计中将假新闻纳入考虑范围，对遏制其传播会起到很大作用。



监管

政府对社交媒体巨头的监管问题是近期新闻中的大热点。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2018年3月和4月到美国国会作证，5月到欧洲议会作证。欧盟在5月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该监管体系严格保护消费者隐私，适用范围非常广。至于说对数据隐私和反垄断的正确处理方式最终是怎样的，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有些美国立法者非常肯定，Facebook必须受到监管，因为公司体量太大，无法自我监管，但其他立法者似乎不理解监管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有何差别。很多影响都非常微妙。问“我们应该监管吗”毫无意义。更好的问题是“监管如何保留社交媒体的正面影响，同时遏制其负面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是，社交媒体公司应为流经自身渠道的信息担负多大责任？美国1996年颁布的《通信规范法案》（CDA）规定，像Facebook这种信息传播的载体不应为用户发布的网络内容负责。这被视为保护言论自由的举措，对网络自由也极为有利。但《规范法》现在遭到了质疑，因为后续很多实例中，言论自由的弊明显大于利。比如最近美国参议院以97:2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禁止促成性交易法案》，迫使Facebook为平台上的性交易广告承担责任。

CDA还迫使平台为自身对外界的影响承担责任。平台的利用方式极其关键，因为言论监管可能造成负面的连锁效应。立法者也会在未来遇到类似的挑战，所以对监管的利弊要权衡再三。

该问题的复杂性在网络政治言论监管的例子中可见一斑。马里兰州不久前通过法案，规定社交媒体平台追踪所有政治广告和被定位的用户，禁止在马里兰州的竞选中使用外币，并赋权选举委员会调查对在线广告和选民压制的投诉。Facebook和推特都为《诚实广告法案》（将类似规定上升至联邦层面）背书，而且已经实施其中多数条款。但有些人担心，马里兰州的法律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此外，监管机构当然会让政治官员审查政治言论，但这些人都有偏见和私心。

对个人数据收集的监管同样很复杂。我们很容易忘记有多少行业和社会服务依赖这种收集。举例来说，我们的整个信用评级系统都在收集、使用并向广告商销售精准数据，供其定位。消费者在获取信用卡、抵押贷款、医疗、社会服务、教育和旅行过程中私人数据都会被收集。是限制数据收集，保护隐私，还是任由这类限制拉低上述重要服务的质量——监管机构必须权衡其中利弊。

不论是限制数据收集，要求广告商在获得用户同意后发送广告，还是用API实现数据移植——两种选择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举例来说，一个有力论点是，数据保护和竞争相互矛盾。数据可移植性可能会促进竞争：初创公司可获取在位企业的社会数据，进而带动同样的网络效应。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同时确保数据保护和竞争。否则，强化一个方面，就会削弱另一方面。

即便数据可移植性可以保证高度安全，也不一定会优化竞争。比如允许消费者将自身社交网络数据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会导致平台之间的竞争；但消费者也可能选择在知情的前提下，将数据分享给自己信任的企业，而非不认识的初创公司。Facebook等公司已经建立了数据垄断，所以现在统一强制实行隐私保护措施只会限制Facebook的竞争对手，巩固其市场霸权。对数据收集和使用的限制措施应该结合反垄断行动吗？我们所有人都应密切观察GDPR的执行，因为该法案在实行隐私保护的同时，还支持数据可移植性，这可能预示了美国的未来。

作为研究人员，我尤其担心所谓的“透明悖论”（transparency paradox）的意外后果：如今Facebook背负巨大压力，公司要更多说明有关定位营销的运作原理、新闻推送算法原理、趋势算法原理、外部敌对势力在网络上做政治宣传和散播谣言的原理。但与此同时，Facebook也面临封锁自身数据、增强安保、保护用户隐私的压力。一直以来，公司都努力协助学者评估社交媒体对选举的影响；比如，Facebook与哈佛的盖瑞·金（Gary King）和斯坦福的内特·珀斯利（Nate Persily）合作开发的项目，就为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新模型，而且是可喜的一步。但公司极有可能对剑桥分析公司事件反应过度，给自身的数据分享添加很多不必要的限制条件，而这可能影响到公司亟须开展的研究。



面前的挑战

遏制假新闻的疯狂传播并非易事。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困难的）挑战是，几乎每个解决方案都要求对真假做出定义。在创建给我们提供信息的标签和遏制谣言散播的算法时，我们必须决定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界限，以及谁有权做这些决定。这是个棘手问题。

其次，谣言并非静止不动的目标。我们在研究对抗谣言的设计方案时，那些热衷散播谣言的媒介也会改进。我们将自己研究过的一些最真假难辨的谎言归为一类，称之为“混合谎言”（mixed）。混合谎言中既有部分真实的信息，也有部分虚假信息。这类谎言将假相包裹在真相内，让人难以觉察到，也让消费者很难忽略这些假信息。如果有关部门严格监管谣言，那么这些有意混合真假的新闻就会越来越猖獗。

第三，我们现在看到的还不算什么。我们当今要对付的谣言和不久的未来即将看到的假新闻相比，还远远不够复杂和阴险。美国舆论普遍认为，俄罗斯2016年用政治类文字信息配上伪造图片，企图操纵美国总统选举。但未来的假新闻会以合成媒体的形式出现——假音频和视频听上去和看起来都很真实，比如伪造政治家做出结束自己职业生涯行为的假视频。从长期来看，这种视频比政治家称结束自己职业生涯的真实行为是假新闻，杀伤力更大，而这种事已经发生过了。商业级媒体合成器的发展会改变我们对真实的认知和评定真相的标准。最臭名昭著的媒体合成器之一deepfakes尝试将软件“民主化”，更便于登录和使用，但这并不是什么好迹象。发现、标记和遏制合成媒体内容的传播将是新一波伪造新闻迫近之际，最重要的挑战。

最后，我们必须停止对社交平台社会影响的独立调查。现在人们对“微定位广告”（microtargeted ads）的反应也许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们将会对政治操控持何种态度。他们的回应并非微不足道，但影响也不算大：基础转化率在0.01%到0.1%之间。考虑到这一数字如此之低，那么举报人克里斯托弗·怀利（Christopher Wylie）称剑桥分析能实现5%到7%的转化率，这真的可能吗？我们无从得知——但如果我们想要有效解决现在全球信息生态系统面前的挑战，就必须知道该问题的答案以及更多信息。



谣言的肆意传播可能导致“现实的终结”，这一概念是由《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富兰克林·弗尔（Franklin Foer）提出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外国政府散播谣言，操控选举并破坏民主；政客将反对意见标记为假新闻，为自己辩护；新技术制造了令人信服，却又眼花缭乱的假象和虚拟现实。如果这些趋势成功分割了我们集体意识中的现实，那我们就深陷困境了。平台、科学家和监管机构都必须在我们不得不为现实全力而战前，联合起来保护并强化真相。





聚光灯 THE BIG IDEA



我们对假新闻了解多少？

WHAT DO WE KNOW ABOUT FALSE NEWS?


最新思想综述


作者是丹尼斯-玛丽·奥德韦(Denise-Marie Ord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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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新闻已经成为全球现象，学者对此做出了回应。他们加倍努力来了解不良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和原因，以及制止方法。过去18个月来，他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新研究，并提高了该问题的紧迫感。权威期刊《科学》2018年3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假新闻的科学》（The Science of Fake News）。在这篇文章中，16位著名学者共同发出行动呼吁，敦促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与学者展开合作，共同评估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

研究人员在短短18个月内的大部分收获都有助于回答以下三个重要问题：人们浏览的虚假信息有多少？他们为什么相信这些信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有哪些？



虚假信息的影响范围有多大？

研究人员仍在试图了解有多少人受到了假新闻的影响，以及假新闻在网络上的覆盖范围。目前，他们已经能够根据调查数据、地理位置等资料来源进行估算。

举例来说，《经济展望杂志》2017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2016年总统大选前几个月美国假新闻的浏览情况。在一项针对1208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中，15%的人表示记得看过假新闻，而8%的人承认看到过一条假新闻并相信了。纽约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亨特·阿尔考特（Hunt Allcott）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修·珍茨科（Matthew Gentzkow）主持了本项研究。他们估计，平均而言，美国成年人“在大选期间都曾读过并记住了一篇或几篇假新闻”。

今年年初，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假新闻网站在欧洲似乎影响有限。例如，在法国（俄罗斯人被指控试图干涉该国最新一次的总统选举），大多数假新闻网站在2017年每个月都仅覆盖了网民的1%或更少。但当研究人员考察人们在Facebook上如何与假新闻互动时（例如分享和评论），“样本中的少数假新闻媒体引起的互动比老牌新闻媒体更多或一样多”。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鲁·盖斯（Andrew Guess）、达特茅斯学院的布兰登·奈汉（Brendan Nyhan）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杰森·瑞弗勒（Jason Reifler）2018年共同发表一篇论文，率先发布了对2016年总统大选前后主动寻求假新闻的美国人的研究。根据他们的研究，估计有27.4%的美国成年人（约四分之一）浏览过假新闻网站上一篇支持特朗普（Donald Trump）或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文章。2016年10月7日至11月14日期间，人们在假新闻网站上平均看过5.45篇文章。

盖斯、奈汉和瑞弗勒还发现，假新闻的消费主要集中在一小部分美国人身上。假新闻的访问量中，有近60%来自信息浏览方式最保守的10%的美国人。

这项研究另一个可能令人惊讶的关键发现是：“一般来说，假新闻的浏览似乎是对硬新闻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浏览最硬新闻的人群对假新闻网站的访问量最高，即便在政治知识最渊博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也未明显降低。”

这一发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硬新闻迷也想获得假新闻？对有些人来说，这可能只是出于好奇，惊悚的标题或煽情的照片激发了他们的兴趣。但有些人相信了他们在假新闻网站上发现的信息，哪怕没有得到既定事实或科学证据的支持。



为什么人们会相信虚假信息？

学者几十年前就已知道，人们倾向于寻找和相信那些能证实他们已经认为真实内容的信息。现在，社交媒体和使用社交媒体的友人组成的全球网络成为新的因素。在Facebook和推特等网络平台上，人们会放松警惕，因为这些平台是朋友、家人和同事分享照片、八卦内容和其他各种信息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教授希亚姆·桑德尔（S. Shyam Sundar）在The Conversation网站上解释说，这正是人们对假新闻信以为真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已经将平台个人化——他们通过的朋友请求和“点赞”页面等其他操作反映了自己的兴趣和身份，所以一般不太会怀疑所接触到的信息。

桑德尔这样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定制新闻门户内容的参与者仔细检查假新闻的可能性较小，相信的可能性更大。”

越来越多的研究还表明，反复看到虚假信息可能会让人们相信这些谎言。由范德比尔特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丽萨·法齐奥（Lisa Fazio）领导的一项实验研究表明，相比对某个主题的已知信息，人们有时甚至更可能相信重复的不真实事实。例如，即便研究参与者已经正确回答了苏格兰人穿的短褶裙被称为“苏格兰短裙”这个问题，但在他们多次阅读 “苏格兰人所穿的短褶裙名叫纱丽”这句话后，他们相信这个错误说法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加。

同样，即将发表在《实验心理学杂志：总论》的一项研究表明，那些阅读过假新闻的读者再次看到它时，更有可能认为那是真的。即使新闻中有警告表明其传达的事实存在争议，如果读者事先看过该新闻，仍会选择相信。

如果人们认为假新闻是真实的，他们就可能随意地分享。正因如此，研究人员正在寻找遏制其传播的方法。



如何制止虚假信息的传播？

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官员正在推广新闻扫盲计划，帮助美国人更好地评估在线内容的质量。不过，现在还为时尚早，无法判断这些措施最终能否帮助人们改掉坏习惯。

事实检查是否有效，或试图纠正不良信息的补救措施能否解决问题，相关研究对此观点并不一致。

达特茅斯的奈汉和埃克塞特大学的瑞弗勒发现，纠正信息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产生逆火效应。他们2010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更正失败时：政治误解持续存在》（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被广泛引用。报告指出，在有些情况下，人们面对事实信息时会更坚定地坚持错误信念。例如，当政治保守派面对有关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正确信息时，他们更有可能相信伊拉克拥有这些武器。

然而，一些新研究的结论似乎与上述观点略有矛盾。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托马斯·伍德（Thomas Wood）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伊桑·波特（Ethan Porter）即将发表在《政治行为》杂志上的研究表明，“逆火效应”并不常见。“绝大多数情况下，当获得纠正政治人物错误的事实信息时，即使犯错的政治人物是盟友，一般人也会接受正确信息，并拒绝听信不准确的指控。”

2015年，奈汉和瑞弗勒再次合作开展研究，试图纠正人们对流感疫苗的误解。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实验发现，向人们解释疫苗不会引发流感，有助于消除他们对疫苗及其安全性的误解。但传播这些新信息也产生了不好的后果：最担心疫苗副作用的参与者说，他们接种疫苗的可能性从46%下降到了28%。

这些结果与之前关于纠正有关麻风腮三联（MMR）疫苗错误认知的研究结果一致。“纠正信息减少了人们对MMR疫苗导致自闭症的偏见，但最抗拒疫苗的父母更不愿给孩子接种疫苗了。”奈汉和瑞弗勒写道。他们也是该研究报告的作者。

但也有新的证据表明，协助传播虚假信息的技术同样可以遏制其传播。《政治传播》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社交网络关系可以阻止不良信息的流动，至少在推特上如此。这项由康奈尔大学的德鲁·马戈林（Drew B. Margolin）领导的研究表明，发表错误言论的推特用户更有可能接受关注他们的朋友和个人做出的更正。



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吗？

尽管假新闻最近引起关注，催生了许多新的研究，但还有很多方面仍然很神秘。

比如，很多新研究主要关注美国政治，特别是选举问题。但社交网络推动了关于许多其他主题的对话，如商业、教育、健康和个人关系等。要对抗网络信息中的糟粕，最好先了解人们对这些主题的回应是否有别于对政治候选人和选举信息的回应。另一有效做法是，了解关于商业产品或教育趋势等某些主题的谬见是否比其他主题更难以纠正。

正如16位学者在《假新闻的科学》一文中所指出，人们需要采用跨学科程度更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群社会科学家和法律学者还强调，人们需要更多了解基于平台的检测和干预措施。他们在行动呼吁中，敦促谷歌、Facebook和其他网络平台的领导者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平台过滤信息的机制。他们写道：“从工业界和学术界的角度来看，科学协作正面临挑战。然而，超越市场力量的道德和社会责任让平台能够将自身独有的数据贡献给假新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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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玛丽·奥德韦
 是哈佛大学肖伦思特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记者资源”（Journalist’s Resource）项目的执行主编。该项目旨在拉近新闻与学术界之间的距离，主要目标是更多通过科学证据和高质量的同行评审研究，帮助记者提高工作效率。





聚光灯 THE BIG IDEA



假新闻背后的真故事

THE REAL STORY OF THE FAKE STORY OF ONE OF EUROPE’S MOST CHARISMATIC CEOS


两位教授如何打造出一个延续十年的神话


作者是鲁多维奇·弗朗索瓦（Ludovic François）和多米尼克·路泽耶斯（Dominique Rouzi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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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登实验室（Laboratoires Berden）曾经风光一时。该实验室由现任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杜蒙皮埃尔（Eric Dumonpierre）于1996年创立，曾将一种治疗肥胖症的药物Mutorex成功商业化。杜蒙皮埃尔很快就成为了明星首席执行官，先后荣膺多个企业社会责任奖项。在混合动力汽车流行起来之前，他就投资了一个混动车车队。他在巴黎及其周边种植树木，以阻止森林砍伐。他给员工放“团结休假”——在进行人道主义任务期间能获得全额工资，受到了员工的爱戴；他还推出了32小时工作周制度。杜蒙皮埃尔驰名于行业会议和政治论坛，并屡屡被媒体提及。

但到了2005年前后，他无可挑剔的声誉遭受了一些打击。有人对伯登打算将一些业务外包到海外的做法感到不安——这可能导致法国裁员。然后，媒体曝光称，杜蒙皮埃尔旗下的一个慈善机构只是为另一个组织作掩护，而该组织的亚洲工厂雇用了童工。有关Mutorex严重副作用的谣言也出现了，然后一名高管自杀，事情的背景至今仍然扑朔迷离。

不过，到2009年，伯登和杜蒙皮埃尔已经渡过了风暴，而且公司利润暴涨。

伯登和杜蒙皮埃尔的故事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不是他们的成功，也不是其声誉如何从丑闻中恢复，而是这一点：这家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每一则信息都由大学生虚构——从2005年开始，一直“存活”了十年。在人们还不了解假新闻现象前，我们已经开始在巴黎高等商学院课堂上制造假新闻，并找到传播和延续假新闻的技巧。



声誉游戏

“伯登实验室”的故事来自我们在巴黎高等商学院所授课程。本课程围绕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声誉和危机管理展开。当时的任务很简单：编造一家公司和一位首席执行官，并在网络上提高他们的曝光度，让他们在与该公司相关的通用术语搜索排名中登顶。在这个案例中，诸如“CSR CEO（企业社会责任 首席执行官）”这样的术语是一个关键目标。在第一年，也就是2005年，学生们编出了伯登实验室、杜蒙皮埃尔和周边企业，包括一家名为John Fund Equity的投资伙伴及其首席执行官埃尔维斯·布朗尼（Elvis Brownie），以及支持伯登实验室在发展中国家运营的非政府组织。唯一的限制是，学生们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与合法媒体进行沟通。他们必须打造由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构成的互联网生态系统，以此来自然提高声誉，这些网站和社交媒体负责分发新闻稿，并传播有关该公司及其历史和活动的其他信息。

反转剧：在一群学生以假新闻打造该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的形象之时，另一组学生则被分配了另一个任务，即运用相同的工具，遵循相同的规则，用丑闻和涉及不当行为的报道破坏他们的形象。

接下来，每年都会有新一批学生继续战斗。每个班级都会创造出形象的新高度，比如杜蒙皮埃尔曾经当选“法国年度首席执行官”（France’s CEO of the Year），以及新的谷底——某一年，某条受污染的河流玷污了伯登实验室的声誉。对杜蒙皮埃尔的问答和视频采访也出现了。投资伙伴John Fund Equity的网站称Mutorex是改变生活的药物。另一个炮制出来的非政府组织则揭露了亚洲的童工丑闻。

我们构建了一个假新闻比拼赛，以便了解哪些策略能在搜索排名中占据优势，并影响声誉的好坏。两个学生团队在互联网上争夺知名度，因为在企业界，知名度是维持销售势头的要素。我们通过搜索引擎过滤信息。我们发现的信息会影响我们做出的决策。一个人或一个公司的声誉可能只与某人在搜索结果第一个页面上看到的一样好。如果假新闻阴魂不散，就会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



假作真时真亦假

近期研究表明，假新闻比真实新闻更容易传播，我们十年来运作伯登实验室和埃里克·杜蒙皮埃尔声誉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我们的资源十分有限，但即使在第一年，学生创建的账户和网站都还相当简陋时，虚假新闻依然迅速扩散。2005年，人们已经可以使用像“CSR CEO”这样的通用术语来获取有关埃里克·杜蒙皮埃尔的搜索结果。职业记者也开始提到关于伯登实验室和Mutorex的报道。2010年，搜索“CSR经理人”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法国新闻网站Le Post发布的一则报道。（《赫芬顿邮报》 2012年收购该网站后，该文章与Le Post的所有内容一起被删除。有关该报道的链接仍然显示在网上，但将访问者重定向到了法国版《赫芬顿邮报》的主页。）关于伯登实验室和杜蒙皮埃尔的动态也在社交媒体板块和讨论版上不停传播。

学生们取得成功的其他迹象还包括：求职者将简历发给了伯登实验室，实验室甚至收到了一家真正的制药公司关于Mutorex未经授权商业化的投诉。

我们大学这一课程于2014年结束，但即使是现在，停课几年之后，网络搜索仍能发现两万多条提及伯登实验室、杜蒙皮埃尔和其他虚构组织的信息。



为什么会这样？

对假新闻传播的研究表明，学生们所使用的沟通技巧，正是几十年前学术界发现的推动假新闻传播的力量。相比简单叙述的报道，读者更容易传播激发情感、生动形象的报道，例如引起恐惧（污染的河流）、厌恶（童工）、惊喜（32小时工作周）。此外，诸如“伯登化学品泄漏被曝”等语言的效果远不如“伯登将剧毒致癌化学品倾倒在紧挨着城市公园的河流中”。学生们利用了这一理解推动假新闻的传播。

学生们还在他们创建的网站和账号生态系统中重复发布和链接相关报道，来提高可信度，直到算法最终将这些报道提升到搜索结果列表的顶部。研究人员已经证明，重复可以提高虚假新闻的准确性感知。简而言之，众口铄金。

学生们在创造新新闻时会再度利用旧新闻，从而增强假新闻的黏性。每届学生都杜撰了新的奖项和丑闻，还引用并延续了以前的虚构故事，创建了一整套报道，构成了长时间的叙述，而这些报道被网络用户、记者、活动家和博客无意中引用。这种黏性不只是让报道更难忘——即使信息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会有效推动读者的决策。



现在怎么办？

假新闻因在当今政治中的影响巨大且备受关注，但也许更为阴险的是，假新闻在商业和经济中的应用。

像Snopes和Emergent这样的事实检查网站持续记录了一系列损害企业声誉的假新闻，例如百事公司首席执行官让特朗普支持者“到别处购物”；麦当劳正在用机器人取代所有收银员并停止供应巨无霸；Facebook（那么多企业中偏选择这家公司！）推出了一项新算法，仅向成员展示来自26位朋友的状态更新。

某流传广泛的报道称，肯德基的一些餐馆将出售大麻——这样的新闻必须被揭穿。星巴克的敏感度培训日在今年早些时候成为热点，因为这篇新闻引发了关于该公司的一整套虚假报道，比如一则报道称，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凯文·约翰逊（Kevin Johnson）说：“有色人种……将获准在排队时加塞……”

投资者和交易员正与网站上的假新闻作斗争，这些网站捏造有关企业的信息来打压股票价格，以便快速抛售，这是经典“拉高出货”手法的现代版本。这种手法依赖于算法交易的急速上涨。

我们的学生小组仅参加了为期两个月、共计18个小时的大学课程，却在互联网上编造了成千上万的关于某个虚构事件的内容报道。有相同主题的假新闻、评论和分析成功充斥整个网络生态系统，这类“长期影响战略”的潜在危险可见一斑。

不难想象，资金充足的专业“假记者”有能力编造出比我们的声誉游戏规模更大、更复杂的虚假新闻报道。欺诈的规模通过合法参与者的搜索算法放大，意味着企业声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攻击。

对任何公司而言，为避免虚假新闻大肆传播、发酵并开始影响公司盈利，引入管理这一现象所需的技术和社交技能并加强重点防范，应该是首要任务。我们的个人和企业声誉与价值创造密切相关，这可能会成为所有公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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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多维奇·弗朗索瓦
 是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兼职教授，也是Stratinfo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多米尼克·路泽耶斯
 是巴黎高等商学院法国电力集团（EDF）教席讲座教授。





聚光灯 THE BIG IDEA



数字炒作与深度造假，当代企业的挑战

BUSINESS IN THE AGE OF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AND DEEP FAKES


假消息的新高峰近在眼前


作者是斯科特·贝里纳托（Scott Berin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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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上流传着一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清醒点，XXX”的视频截图。视频当然是伪造的，是奥巴马的脸和喜剧演员乔丹·皮尔（Jordan Peele）的嘴巴以及声音拼合而成。搞这种东西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假新闻正在向视频蔓延，其产物即使无法以假乱真，也足以令人警惕。

研究假新闻的专业人士早已预测到这类行为。前不久在硅谷举行的峰会上，与会者有顶尖技术人员、网络安全专业人士、社交媒体和平台公司专业人士、研究者、媒体从业者、人权活动者以及视频与验证方面的其他专家。他们的目的是探讨如何对抗这类“深度造假”（deep fakes）和其他合成媒体的恶意应用。这类技术滥用可能会导致公众对电子信息进一步失去信任，影响一些依赖声誉和公众信任开展业务的公司。

峰会组织者之一是萨姆·格雷戈里（Sam Gregory），一位荣膺多个奖项的项目负责人，供职于人权组织WITNESS。这个组织的关注重点是，有关压迫的信息和文献材料如何在视觉媒体和社交网络上传播。格雷戈里主持的项目主题是人权相关的见证视频创新，以及信赖、可信度和影像。他还负责WITNESS的Tech + Advocacy项目，帮助平台科技公司了解人权活动者如何利用其平台。他在拉美和亚洲参加过活动，对美国国会、英国议会和联合国的政策及法律修改做过贡献。他还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人权未来领域成员，国际刑事法庭技术顾问委员会成员。

格雷戈里认为，奥巴马/皮尔的视频是个让我们警醒的信号，但他担心的不只是广泛传播的大规模造假。他担心“数字野火”（digital wildfires），即针对特定人群有目的的小型深度造假，影响范围虽有限，影响力却依然强大。他说，公司必须了解，深度造假和其他形式的合成媒体不只是政治闹剧，这类活动可能损害任何一个依赖于公众信赖和名誉的组织，“这不是小事”。

《哈佛商业评论》与格雷戈里聊了聊深度造假，以及他所说的“数字炒作”（computational propaganda）。以下是采访节录。





HBR：
 从“深度造假”这个术语开始吧。你如何定义这个概念？




格雷戈里：

 我知道这个词现在很流行，对于不一样的人群来说，所指的东西不一样，不过本义是指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操控媒体。具体来讲，就是把一个人的面孔放到另一个人身上。比如我可以把你说的话录下来，然后在你的影像里叠上另一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人说出了你说的话。或者换个思路，让另一个人冒充你说“我的文章都是瞎编的”，录下视频，然后把你的脸放进这个视频里，就好像这句话是你说的。甚至我还可以做一段模仿你的音频，放进模仿你的视频里，彻底伪造一段影像。




而且不需要被冒充的对象合作？


对的。目前最有名的例子是乔丹·皮尔模仿奥巴马的视频（有粗口）。

这就是我们对深度造假的定义。不过，如果用更广泛的视角，这也算是AI生成内容的一种进步。AI生成的内容，为无数合成媒体的产生提供了空间。编辑和定制音频及视频、模拟面部表情等行为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不只是有人擅长编辑照片或视频，或有人能模仿你的声音？


当然。很多最新的合成媒体是通过机器学习的进步实现的，特别是“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技术：把两个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放到一起，根据同样的数据展开对抗，一个用于生成（比如伪造逼真的图像），另一个来分辨真实和伪造的图像。这种技术把学习过程变成一场博弈，可以加速学习，并且让模型造假的能力得以提升。

我要说一下，这项技术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产生非常强大的作用。我觉得积极的方面被低估了。在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方面，将人像叠映于内容的能力非常有用。举例来说，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患者可以建立语音库，以备自己失去说话能力时使用。这项技术的积极用途范围很广，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谨慎考虑它不好的用途。




乔丹·皮尔的视频令人震惊，可是看起来就不像真的。目前深度造假的水平真能达到以假乱真吗？


看你用它来做什么了。多数情况下，换脸是能看出来的，嘴巴和鼻子的动作会有点不协调。如果视频背景元素太多，换脸的效果也不会很好。这个涉及很高端的技术。现在的生成对抗网络要求还是挺高的，要有强大的处理器、性能优越的显卡、经过良好整合的待处理图像的数据，还要有耐心。不过我们已经进步很多了，以前这项技术是用来给好莱坞电影做特效的。随着计算能力和网络的进步，这项技术会继续演化，与之相关的威胁会转向移动领域，但现在还没有。




所以目前深度造假还是只有专家能做？


也不是。但威胁模型会随着技术进步一同演进。深度造假的门槛已经大大降低，代码是公开发布的，人们已经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动作。不过做这个还是得聪明，哪怕是第一步寻找图像素材也要动动脑子。反正换脸真的很有难度，从威胁的角度来讲，我最担心的也不是这个。




比换脸更让人担心的是什么？


三个方面。第一是微调，比如在一段视频增删某些元素，这种做法的难度很快就会降下来，而且足以彻底改变图像或视频表达的意思，比如在镜头里放一面有争议的旗帜、抹掉事件相关的重要目击者、抹掉地上的一把枪，等等。

第二，深度造假不必那么逼真，也可以产生影响力。在色情出版物领域，深度造假是一大体裁，把名人放进色情片里，效果不用太真实，就足以吸引观众。再举个更贴近主流世界的例子，我们在人权工作中看到，拙劣的深度造假也会对可信度和真实性造成负面影响。比如伪造一段女性记者在印度参与性活动的视频，不必太真实，就能对这位记者造成危害，带来严重的威胁。关键似乎在于媒体本身的特性，而非造假的可信度。

我考虑的第三点是数字野火蔓延——意图不良的片段被传播（通常是在封闭式通信应用里），迅速在当地造成极坏的影响。这种东西通常是非常模糊的深度造假影像，以愿意相信谎言的特定人群为受众，内容不一定是公众人物煽动暴力，却也能迅速反扑主流价值观。我们在印度看到了这样的状况：一段经过编辑的视频声称有人绑架儿童，导致两名男子被暴徒私刑打死。这正是合成媒体造成的典型威胁。从政治和人权的角度来讲，我担心这个问题，公司角度也一样。




公司如何识别针对自身的深度造假及其他合成媒体行为？


公司注重名誉，深度造假可以伪造出公司领导者宣扬某些观点的内容，从而损害公司名誉。用于判断上市公司价值的信息，是进行公司交易的基础。热门视频会影响公司声誉，进而影响股价。我们已经看到假新闻被用来炒作股票，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欺诈。深度造假和其他合成媒体也可以这样利用，导致公众对市场丧失信心。这不是小事。

不过，我考虑的不只是针对整个公司的深度造假阴谋，还有较低层次的数字野火内容，比如伪造的食品污染或产品安全问题相关视频，音质很差的暗示公司涉嫌阴谋的高管发言音频，或者让某位立法者出洋相的假视频。这些内容即使经过辟谣，也会继续影响公司名誉和公众对信息的整体信赖感。

与个人一样，公司也应当注意合成媒体和其他信息滥用趋势的共同作用。这些趋势包括其他形式的数字炒作，如机器人程序和算法用于模拟和充实人类活动，以及在聊天室和线下协调线上行为的方式。合成媒体的利用还涉及一些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对新闻媒体缺乏信任，当然还有社会观念的两极分化。




要不要考虑文化素养问题？虚假信息和炒作宣传不是什么新事物。学着对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就行了。


差不多。我们本能地更加信任视觉内容，而且比较缺乏核实查证这类内容的经验。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素养，不会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去评估视觉内容。这种东西可以培养，而且将来可能必须培养。




什么都不能轻易相信，这样活着可真难啊。


这种担忧古已有之：如果无法相信任何东西，那就应该什么都别信。故意污染信息环境侵蚀信赖的行为很常见。因此我们必须设法提防。不过还有另一层更切身的担忧：针对具体目标的深度造假和其他合成媒体。在人权方面，可能是找一个人当作仇恨言论针对的目标，伪造自己身边的人或某位有声望的领导者发言。而在商业中，我觉得可能会有冒充熟人声音的钓鱼诈骗。我们在尝试广泛处理虚假信息和虚假情报带来的风险的过程中设计过这一类威胁模型。




所以我们要如何着手应对这些威胁？


前不久的会议上，我们列出了12个大致方向。总体来讲，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合成媒体更为普及、风暴来临之前主动寻找解决方案。我要重点讲讲我认为最有前景的三到四种方法。

第一，了解如何运用传统的取证方式去发现深度造假和伪造的影像，如何向媒体或调查员等把关者通报，最终让消费者知悉。我们正在寻找取证的新方式。举例来说，目前深度造假无法再现心脏跳动造成的面部变化，但真实视频放大后可以从像素上检测出这一点。这类技术能否应用于甄别伪造视频？这方面有很多科研投资。

第二，利用深度造假的技术去甄别深度造假。前不久研究者建立了名为FaceForensics的伪造图像数据库，培养神经网络模型的检测能力。第一轮下来，神经网络模型的表现比人眼优秀得多。当然，能够识别的伪造图片和信息都可以放进培训数据集，帮助算法提升甄别能力。这方面前景不错，可是技术界也有针对学习速度的质疑声：发现造假的速度赶得上造假技术本身发展的速度吗？对这个问题，目前很多人有信心。不过还需要提高技术可及性，并且整合建立平台，才能真正打击造假。

于是接下来就是第三点：将平台应用于实践并制定政策。如何区分恶意造假和艺术讽刺？艺术家会提意见说，让领导者说出没有真正说过的话，只是政治漫画的一种延伸，歪曲正是评论的一种手法。如何在控制恶意内容的同时不限制自由表达？平台必须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交网站Reddit处理过深度造假的专题论坛（subreddit），Giphy和Pornhub也处理过深度造假。平台、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站都面临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设法解决。

最后，我觉得用技术手段确保信息来源和真实性是很可行的。能不能给图片来源分类，显示监管链，增加人们对真实图像的信任？可以提供文件创建时的元数据，通过区块链及其他标记方法，记录编辑过程。这些方法也有缺陷，因为人们没有保障，不能冒险把太多个人信息跟重要泄密或罪案证据相关联，但我们必须开展对话，讨论如何建立对照片和视频的信赖，以及来源和真实性能起什么作用。




你有信心用以上这些策略扼制深度造假吗？


没有万灵丹，上述每个方向都有不足之处，但既然无法保证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些是最有希望建立信赖的方案。对图像、音频和视频的普遍篡改，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陌生。即使我们熟悉了，也还要去理解人们为什么明知是伪造却仍然想看这些东西。




（本文由蒋荟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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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贝里纳托
 是《哈佛商业评论》高级编辑，著有《HBR数据视觉优化指南》（Good Charts: The HBR Guide to Making Smarter, More Persuasive Data Visualizations）。





聚光灯 THE BIG IDEA



如何对抗虚假信息

HOW WE ALL CAN FIGHT MISINFORMATION


每个人都要采取行动


作者是克莱尔·沃德尔（Claire War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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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上的信息污染，是个“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这种问题无法以常规方式解决，尝试解决往往适得其反。举例来说，Facebook增加了一项功能，由事实检查员为虚假信息打上“有争议”标签，然而，如果用户原本已经倾向于相信该信息，看到这个标签只会更加坚信不疑，不会改变想法。我们还需要更好的解决方案。

虚假、误导和捏造的信息，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难以量化，一般根据信息对广大人群的影响程度而定。可是，这类信息对经济的影响却少有人问津。前不久发生了三件受误导信息影响的世界大事——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法国马克龙当选，无疑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归根结底，专为散播猜忌、困惑情绪，并利用国家、民族、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加剧已有社会文化隔离而设计的任何活动，都必然会对各个经济体产生深远影响。

我与同事侯赛因·德拉克山（Hossein Derakhshan）在前不久提交给欧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里提出了35条建议，可以帮助我们赢下这场战役。我们的建议包括调整算法、教育读者和监督平台等。不过，要想彻底把信息污染甩在后面，参考我们的建议还不够，媒体、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导者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每个人都应当迅速行动，开展合作。



我们对抗的是什么

从定义入手比较有用，尤其是当下“假新闻”这个词的外延大大扩展。我们所说的“虚假信息”“虚假情报”，不一定是伪造的新闻，也不一定是无中生有。对于无恶意误传的假消息，最贴切的描述是“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与之相对，恶意传播的则叫作“虚假情报”（disinformation）。信息内容可能呈现多种形式，从文章里误导性质的文本和评论，到窃取品牌标识的图像和视频。将虚假情报的范围再扩大，还可以包括网店商品刷出来的好评或差评、用钱买来的联名申请、付费获得的搜索引擎排名，以及被复杂手段操纵的舆论。

虚假信息之所以成为难解问题，部分原因在于，造成虚假信息形成并散播的许多方法原本也有很多正当用途。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剑桥分析公司用来收集个人信息的先进技术，几乎与公司寻找新客户、非政府组织寻找新支持者、新闻媒体吸引新受众的技术完全相同。商业方面，谷歌AdSense等在线代理商提供的广告覆盖范围惊人，但其中可能包含有问题的网页。广告技术初创公司Storyzy发现，网页广告中有600多个品牌推送阴谋论及其他虚假信息。WhatsApp和微信等封闭式通信应用让家人朋友能够轻松保持联系，但也导致谣言迅速散播，很难彻底辟谣。

这些活动都让公司陷入不利境地。即使普通公司与俄罗斯的钓鱼公司毫无共通点，防止Facebook及其他平台上出现虚假情报的措施也会限制合法企业在社交平台上开展外联。谷歌永久禁止了近200个有争议内容发布者订阅AdSense，也就是限制了商家广告可触及的范围。封闭式通信应用则让商家难以获知自己的品牌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攻击和滥用，例如2017年肯尼亚总统大选前期，有人盗用BBC的商标和图片在WhatsApp上行骗，最后BBC不得不发布视频辟谣。



我们如何合作

品牌已经在采取行动，要求平台删除虚假信息，在自身名誉因假新闻受损时尤其积极。欧莱雅、耐克和沃尔玛等公司，发现本公司的网页广告出现在虚假信息旁边，就移除了自己的广告。这样的应对方式迫使YouTube采取措施，确保自动投放的广告不会出现在争议内容旁边。Facebook也屏蔽了反复出现假新闻的页面提供的广告。这些措施限制了不良信息发布方获得的广告利润，进而起到遏制作用。

科技公司也不得不艰难地做出妥协。这类公司要讨股东欢心，目标就是鼓励用户在平台上停留，让广告曝光率最大化。确切地说，公司调整算法，记录用户之前点赞、分享和评论过的内容。用户分享正常内容时，这个流程没有问题，但如果是虚假信息，分享就会让假消息迅速传播。技术公司不可能在算法上做出实质性改变，但可以给用户更大的权限，让用户自行调整算法，进而有目的地找到有悖用户理念的不和谐内容。这样小小的改变可以减轻“过滤泡沫”（filter bubble，在用户只查看与过去行为关联的内容时，会收到未经检查的虚假信息）的影响。

最后，所有公司都应当主动寻找并迅速彻底消灭虚假信息。举例来说，公司可以应用社群监测工具，在网络上搜索本公司的标志和主要员工的名字，警惕品牌和员工身份被冒用。全球公司要在许多不同的平台上进行监测，难度很大。亚太地区每个国家常用的封闭式通信应用各不相同，中国是微信，缅甸是Viber，日本是Line，韩国则是KakaoTalk。针对这种情况，最好的防御方式是跟员工交流虚假信息问题，让对假情报扩散情况和热点话题有所了解的员工成为公司第一道防线。如果公司已经成为攻击目标，就要考虑如何反击。像BBC在肯尼亚大选相关事件中的表现一样，有时公司必须采取行动。



别屈服，别放弃

眼下信息污染在全球范围内爆发，迫切需要可行的解决方案。不过，我不相信假新闻能够彻底根除，这种想法未免太幼稚。学术界、新闻界、公民团体和政策制定者对虚假信息的讨论，显得好像我们与这类信息的关系足够理性。然而，尽管有平台参数和新的扩散策略推波助澜，虚假信息本身却着实反映着我们的本质，以及我们的优越感、愤怒和恐惧。信息污染之所以能飞快扩散，是因为利用了这些情感，让用户感到自己的观念是正确的。

我们必须不断尝试。科技公司应当与研究者密切合作，政策制定者要参考事实检查员的意见，我们每个人都要警惕假新闻。这个问题无法彻底解决，但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降低其损害。




（本文由蒋荟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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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沃德尔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肖伦思特媒体、政治及公共政策中心主持信息混乱（Information Disorder，简称ID）项目。该项目通过研究、培训和媒体支持，对抗虚假情报在媒体中的传播。沃德尔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信息及娱乐未来领域成员。





聚光灯 THE BIG IDEA



我们只会得到符合自己要求的新闻

WE GET THE NEWS WE DEMAND


所以要学会提高要求


作者是理查德·奥尔尼克（Richard Hor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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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担忧的现状

在我们察觉之前数年，世界各地大肆传播的假消息已经开始扰乱公民社会。社交媒体平台被利用，干扰总统大选，给加深种族和教派矛盾的阴谋论火上浇油，且在总体上损害了群体就公共利益主题开展客观理性讨论的能力。

为处理虚假信息，一个小作坊式的分析咨询行业诞生了。每天都有评论文章信誓旦旦地宣称有办法解释我们为何陷入了对事实的信任危机，多半还要给出缓解其影响的解决方案。

早期一些研究，特别是克莱尔·沃德尔在First Draft Media参与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我们对当前严峻挑战的认识，让我们了解其规模和复杂程度。2017年，沃德尔提交给欧洲委员会的报告，应当成为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所有讨论的原点。

然而像沃德尔的报告那样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绝大多数解决方案不切实际，或者没有作用，甚至会起到反作用。由有钱人基本上出于善意出资赞助，并经社交媒体平台和搜索引擎（由那群基本上算是好心的有钱人所有）主办的乱七八糟的相关项目，都预设问题在于信息质量本身，或者信息提供者的声誉，于是导致了以下几种现象：



• 科技巨头对算法进行调整，与事实检查员合作，回避或诋毁不可靠或有恶意的第三方提供商

• 非营利组织和新闻机构为公众人物的发言和社交媒体投稿提供更快的事实检查

• 初创公司根据信息提供商过去的信息传播表现对其评级

• 新闻机构付出更多努力，向消费者解释获得消息的方式和途径，倾听消费者的意见



在Facebook、推特和谷歌等媒体平台上把问题复杂化，是这些社交媒体独有的商业模型。这种模型依赖于这样一种能力：辨别消费者的隐性偏见和诉求，不要让他们去浏览别的网页，帮助广告商传达信息。因此，要处理假消息，这些平台就陷入两难：彻底修改算法，不再顺应网站用户本身的倾向，无异于商业自杀。前不久，Facebook只是暗示了这种改变，还没有真正实施，股价就跌了超过20%。

但即使这些公司有能力做出改变，即使新闻机构付出双倍努力保证透明度和社区参与度，这一领域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警示消费者注意虚假信息风险的事实检查等措施，几乎没有多少正面作用，甚至会产生负面作用。此外，虽然透明度和社区参与度很重要，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两项因素能使公众对新闻机构改观哪怕一点点。



老问题和新问题

现状令人担忧，但并不是新问题。眼下分析咨询泛滥，都忽略了一个事实：虚假信息问题古已有之。最基础的历史课就能让我们对当前的局势有新的认知。

600多年前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的印刷术推动了通信革命，改变了全世界的权力关系。经过几个世纪的出版权垄断（大部分由罗马天主教会控制），活字印刷降低了出版活动的成本和难度，新入者也可以进入市场。突然之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可以向公众传播。如果不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等人的激进思想迅速广泛传播，后来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可能都不会发生。

站在今天回顾过去，我们认为这些活动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当时，这些动乱导致了难以计数的破坏和死亡。以前大多数人不识字，出版机构也不只提供文字内容。路德和他的图形设计师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激怒的对手不只是天主教会，还有执政精英，他们运用的手段足以让21世纪的钓鱼党望尘莫及。

德国农民战争爆发时，路德先是予以认可，然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据估计有数十万人被杀），最终他不得不转而谴责这场暴乱。

换言之，通信革命会引发社会、文化和政治剧变。当下状况并不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崛起的特有产物，而是通信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起初我们低估了当代这场剧变的严重性，一个原因是它比较分散。古登堡带来的混乱和广播、电视的小规模起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将出版的权力留给了企业、利益集团、政府和有钱人。没有垄断，但依旧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发布信息。

互联网和移动计算的出现，是另一项不可与古登堡同日而语的转变。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早在20年前便有此预言，但他没有考虑另一个足以改变社会权力关系的因素：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对当今文化的影响赫然已经达到了当年活字印刷的程度。

与活字印刷的影响相似，社交平台让公众获得了发布信息的权利，带来很多有益的结果。举例来说，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男性被警察射杀，警察却免于受罚，这种状况只有在今天才会引起众怒。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加上WITNESS等组织，培养人们披露此类事件的意识）是重要的工具，让人们关注这种悲剧。

与此同时，有意歪曲事实的人也能够轻松便捷地发布信息，并严重破坏了有关真相的舆论。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我们面临四大严峻挑战：

一、每天都有大量信息席卷而来，难以辨别真伪。

二、创造和分享信息的新技术，可以从各方面模仿权威信息渠道，使虚假信息以假乱真，迅速传播。

三、速度和准确性之间的矛盾加剧。我们都想尽快得到最新信息，但快速获得的情报可靠性会相应地降低。

四、我们更愿意接受与自己原本相信的东西一致的信息。有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就更容易选择巩固已有观念的信息，过滤掉与自己理念不符的内容。



新的老方法

针对假消息困境，诸多所谓的“答案”都集中在供给方，即出版者。可是，如我们所见，供给方为数众多，难以管理。从需求方（消费者）这边可以找到更好的答案。活字印刷术让读写能力成为公民的重要素质，现在我们也需要顺应21世纪潮流的“新读写能力”。没错，答案正是学习——这个办法不怎么高端，但也许是最有效的。斯坦福历史教育集团（Stanford History Education Group）负责人萨姆·温伯格（Sam Wineburg）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习“横向”阅读，即利用网络来验证网络，利用不同网页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开展考据。总体而言，我们必须学习：



1. 考据信息，而非单纯地吸收信息

2. 先查证再分享

3. 不要用排名和热度判断可靠性

4. 了解信息发布源不一定是其初始来源

5. 认识到每个人都有的隐性偏见



这些技能无法通过培训速成。这一点经过验证。乌克兰最近的一个项目，用200页的手册培训450人，让他们带领1.5万人展开半天讨论。在后续调查的虚假信息分析测试中，参与者的正确率约为64%，对照组则不足57%。培训带来的提升不大，而且参与者在新闻报道分析中的得分与对照组相差无几。

换言之，虽然投入了几十万美元资金，让头脑聪明的研究者研究了几千个小时，虚假信息却依然坚不可摧。

针对需求方的教育是答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解决问题还需要大规模、长时间的教育转变。过去十年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开设的“新闻素养”课程，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思维技巧，以判断纸媒、电视、网络及社交媒体等各种来源的信息可靠性和可信程度。

一万多名本科生上过“新闻素养”课，美国30多所大学开设了类似课程。过去五年里，香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越南、以色列、俄罗斯、波兰和缅甸多所大学与石溪合作，开设适合学生情况的课程。Coursera上还有这门课的简略版。

独立研究发现，上过这门课的学生，新闻媒体素养得到了显著提升，对时事有更深入的了解，理解新闻的积极性更强，而且这种效果并不会随着时间而减退。

然而，给大学新生上课并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学习了解假新闻，必须从中学阶段开始，这需要全国共同努力。纽约的初中以及伊利诺斯和长岛的高中已经在开展试点项目。另外，由新闻工作者来到高中介绍这些概念的新闻素养项目（News Literacy Project），已经进行了十年以上。

这些实验都是很好的初步尝试，不过，要想真正取得进展，需要利用公共资金和慈善捐款开展模范试点项目和可以扩大规模的教师培训，还需要州立及当地教育部门官员积极提供支持。

新一代公民具备新闻素养，对信息质量的要求很高，会塑造新闻业的未来。21世纪具备相应能力的消费者会得到自己要求的信息。




（本文由蒋荟蓉翻译）




[image: ]



理查德·奥尔尼克
 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新闻学院讲师，曾在《时代》周刊担任记者24年，2011年担任《哈佛商业评论》临时编辑。





特写 Feature



项目超载怎么办

TOO MAN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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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如何应对过多同时运行的项目？





[image: ]




[image: ]

核心观点


问题


即使现有项目已经不再符合新的战略，许多组织也难以叫停。高层领导者意识不到项目累积造成的影响，抑或不愿抛弃自己得意的项目，或两者皆有，这些问题越积越多，他们却指望一线管理者及其团队能够全部摆平。




影响


不及时叫停无法发挥作用的项目，不把重点放在有效果的项目上，会带来严重的项目过载，影响工作效率、员工敬业度、绩效和员工保有率。




解决方案


领导者要了解项目过载的根本原因，更好地判断组织中的危机，判断哪些项目应当保留和削减，并在人员和其他资源上做出相应调整。






迈
 克尔·波特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影响深远，里面有一句名言：“战略的本质是选择不做哪些事情”。按照这个思路，执行的本质则是真的不要去做。说来简单，可是，组织要叫停现有项目，即便是不符合新战略的老项目，难度之高依然令人吃惊。而领导者仍在不断堆积项目，导致高管团队以下各个层级严重超载。

有时领导者并未意识到有多少项目正在进行，也不了解组织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还有一些情况，组织政治推波助澜，让项目远远超出应当持续的时间长期进行下去。无论哪种情况，项目过载都会导致效率和质量问题，造成损失，并且使员工精疲力尽。眼下失业率达到历史新低，公司不解决过载问题，还有可能失去宝贵的员工。一位曾在人力资源公司主导人才咨询的领导者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我喜欢且尊重自己所在团队，工作也能给我动力，但工作节奏实在是撑不下去。我选择离开，免得心脏出问题。”

很多组织在问卷调查中发现员工敬业度下降，抑或流动率上升，或两者皆有，这便是项目过载的警铃。例如，一家名列《财富》500强的零售公司开展的内部研究表明，门店管理者身上的负担大于一个标准工作周内能够承担的量。针对这一结果，公司高管非但不调整工作强度，反而要求管理者在兼顾所有工作的前提下自行解决。随后门店业绩停滞不前，顾客服务分数下降，高管团队意识到需要寻找新方法，于是让几位高潜力领导人才组建任务小组，评估各种项目对一线门店管理者的影响。

任务小组发现，多部门同时发起需要门店管理者关注的项目，涵盖产品发布、培训、顾客服务和IT等各个领域。全面评估表明，过去6个月内已经有90多个不同的项目在进行。门店管理者必须应对所有项目，采取相应措施，同时还要应对大量顾客并管理团队。这些要求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些折扣店未能达到公司预期，新项目采纳率下降，因为组织无法同时处理这么多的项目。

公司领导者收到报告，意识到不能把担子全都推给门店管理者，必须由他们来调整设限。于是领导者指派一位高管，在职能部门和门店管理者之间把关。各部门无法再直接向门店管理者提出新的项目要求，而是要通过领导者安排工作，门店管理者由此摆脱了不合理的工作负担。这样的改变让门店管理者得以将精力集中在重要项目上，工作量减少，效果有所提升。

为数十家公司提供咨询的过程中，我们目睹了过载现象一次又一次为各行业的组织带来负面影响。在涵盖了多种不同公司的对话和采访中频繁出现一个主题：容量。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这让领导者压力很大。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根本原因，将在下文展开讨论，帮助读者认识到自己公司的风险。组织倾向解决方案常有缺陷，因此我们也会解释为什么这些解决方案通常会失败，以及改进措施。



问题根源

为什么会出现项目过载？我们发现了这个现象的七大成因：


对影响缺乏认知（impact blindness）。
 如上文提到的《财富》500强零售公司，高管团队可能并未意识到正在进行中的项目的数量及其累积造成的影响。很多组织缺乏合适的机制，难以识别、评估和管理项目加诸相应管理者和员工的要求。实际评估整个组织的负担可能相当困难，原因在于项目规模和公司复杂性及其规模，以及缺乏合适的追踪方法。但上文的例子说明，如果公司投入资源，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
 多数高层领导者非常了解自己团队的项目和重点，但对其他团队的活动了解得有限。因为各部门各自独立开展项目，不清楚对其他部门造成的影响。假如一个组织有5个部门，每个部门推进3个项目，每个项目都要求其他两个部门提供资源，那么各部门一线管理者就要应对9个项目。这里假设的是影响较平均的状况；如果一些部门的资源格外重要或格外稀缺，那么负担还会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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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互助（political logrolling）。
 高管倾向于对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项目大量投资，并与其他高管之间达成心照不宣的协议（“你支持我的项目，我就支持你的项目”），为这类项目获取资源。在立法政治领域，这种现象叫作互投赞成票（logrolling）。这一术语据说是美国议员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在1835年提出，是从邻里互助滚圆木（log rolling）的旧习俗中衍生出的隐喻。在组织里，互助现象导致高管彼此间的承诺一环套一环，出现一个又一个新项目。即使组织正式削减相关项目资金，这种现象依然会持续，因为领导者自己拥有资金来源和决策权，可以保证项目继续进行下去。


无经费强制责任（unfunded mandate）。
 政治领域的这个术语，指立法机关通过法令，提出特定要求，但不提供相应的资金。与之相似，公司里的高管团队常常布置任务，要达到重要目标，却不给管理者及其团队提供实现目标所需的资源。我们参与过一次重大收购，高管团队花了几千万美元进行咨询，全面设计新的战略、结构、体系和团队，但却没有为转型和整合的重要工作提供资金。整合工作没有做好，收购方和被收购方之间出现矛盾，发起收购的公司失去了被收购方的大量优秀人才，而收购的一项中心目标正是保留人才。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许多项目未能获得资源。


应急拼凑项目（Band-Aid initiatives）。
 如果启动项目是为了应付重大问题，其结果可能是项目数量激增，却没有哪一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看到一些公司大量投资培训项目，以应对流于表面的相关技能测试，或是为让员工将新技能运用到日常工作里，提供有限的支持。


成本短视（cost myopia）。
 另一种可能加剧项目过载的局部应对方案是减人不减负。如果组织只顾减少人员（显而易见的能够控制人力成本的方法），忽略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其他员工职业倦怠、绩效焦虑、人员流动快），希望剩下的人承担离开的人留下的工作，就会出现这种状况。一家消费品公司的领导者在接受采访时讲了这个问题：“我们原本计划调整流程，但却没有做到，导致我们的员工要利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工作。”


项目惯性（initiative inertia）。
 最后，公司往往缺乏叫停现有项目的方法（及意愿）。有时这是因为公司没有相应机制，无法判断何时应当叫停。一个项目启动之初也许对公司至关重要，但随后需求就没有这么急迫了，却依然在进行，继续耗费资金和人力。举例来说，数十年来许多组织采用所谓的“神秘顾客”（mystery shopper，受公司委托假扮成顾客去了解服务质量的人）法，获取顾客反馈，评估顾客服务。现在有了网络，公司可以直接获得反馈和相关信息，但很多组织仍然在用老方法。其原因在于，要摒弃运转正常（虽然可能明显已经过时）的庞大体系，意味着要转向未经充分测试的新体系。对于公司来说，神秘顾客法已经熟极而流，通过网络收集、理解和评估顾客信息则需要更多时间和不同的技能。因此，许多传统公司聘请具备新技能的新领导者，这些人不必经历对老方法的摒弃过程，可以帮助公司促成转型。




 [image: ]
你的组织

有问题吗？

应对项目过载的第一步，是如实评估和认识问题。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判断你的组织是否面临危机。如果肯定的答案（也就是警示信号）超过4个，你大概就需要在项目数量或时间上做出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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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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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项目之前

要考虑的问题


分析项目


→该项目意在解决什么问题？

→根据什么判断该项目能够起到相应的效果？




评估资源


→该项目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是？

一、设计和启动该项目需要什么资源（如时间、预算和人力）？

二、除了发起项目的部门，还需要哪些部门或职能为该项目提供支持？

三、该项目要求领导者及员工花多少时间参与会议，或培训理解、执行项目所需的技能？

四、支持项目进行需要什么资源？

→将这部分人力需求与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相比较，成本和收益状况如何？

→组织如何判断自身是否有能力承担该项目？




评估利益相关者态度


→关键利益相关者有哪些？

→支持该项目需要何种行动？

→这样的支持是否充分？




划定界限


→要如何做出取舍？换言之，要舍弃哪一部分？

→叫停一个项目时该如何安排时间表和流程？



（返回原文阅读）








无效措施

意识到项目过载，是重要的第一步，但随后领导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然而，这时领导者往往求助于对现状毫无助益，甚至起了反效果的策略。例如：


根据部门确立优先项目。
 领导者很乐意在自己的领域确立优先项目，因为他们最了解这个领域，但这样做他们就意识不到跨层级的累积影响。例如，财务部门的最高目标可能是在全公司开展新的开支项目。即使这个决定的确对公司有好处，但项目要求财务部门以外的领导者通过试错或培训学习新体系，这对他们来说就是额外的负担。指派“超级用户”去为同事提供日常工作指导并答疑，则要花费更多时间，这消耗了他们能够用在自己团队项目上的时间。当然，所有需求都要避免重复，免得浪费组织里所有人的时间：管理者必须为财务部门建立和管理预算，为人力资源部门整理个人和团队绩效报告，替法务部门开展职业道德和反职场性骚扰之类的培训等等。

因此，确立优先项目不能脱离实际情况。高层领导者必须鼓励透明的跨部门对话，谈谈工作量、项目要求以及资源，这种自上而下的信息十分重要。但领导者还必须从自下而上的对话中吸纳有建设性的反馈，而他们平时并不想听到员工反映做不到的事情。在这样的氛围里，员工不敢表达对工作负荷的担忧，不敢承认自己受到的限制，由于担心自己的事业受到影响，他们宁愿保持沉默。没有这方面反馈，领导者就无法全面了解整个组织的需求，也无法根据情况确立工作重点。


尚未决定削减哪部分，就确定整体工作重点。
 领导团队经常为员工划定应当关注和投入精力的优先项目，但如果不审慎考虑应当舍弃哪部分，确立重点的效果会打折扣。向我们咨询的一家房地产公司，领导团队决定同时开展十多个项目，希望项目团队迅速成型并给出成果。最后项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但代价十分高昂：主要贡献者决定辞职，不想再应对越来越苛刻的要求——长时间加班和各种新的责任。


全面削减计划。
 如果领导者要求所有部门将自己的预算或项目减少一部分，比如10%到20%，每个团队都会设法做到。然而这种减负的方式并未考虑组织整体的重点和相互依赖性。结果，削减一个职能部门的计划，比如IT或营销部门，就可能会影响其他部门开展重要项目的能力。例如某酒店公司进行整体成本控制，IT部门必须将成本削减20%，于是该部门转为自助外包形式，取消了现场人工支持。IT部门实现了成本削减，其他部门却要花更多时间解决工作中遇到的IT问题。



有效措施

要解决项目过载问题，就要将组织资源集中到战略必需的项目上，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例如正在增长的商业服务公司CBIZ，已经有了更为严格的项目把关体系。公司组织与人才发展主管玛丽娜·戴维斯（Marina Davis）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从两个角度分析项目：第一，是否对公司有积极影响？第二，是否对文化有积极影响？我们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选择当下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与此相似，上文提到的那家一次启动了十多个项目的房地产公司的高层领导者，开始觉察到需要改变。虽然那一年里他们急于促成公司转型，但他们并不希望那样的节奏成为新的常态。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领导者开始留意这些迹象，并惊讶地发现那些需要大量资金预算的新增项目中，多数是内部项目——全体员工大会、领导力培养活动、规划会议、IT支持和HR培训。公司财务状况并非不足以支撑这些项目，但公司需要更加专注于实际销售，而且高管团队担心还会冒出更多的新项目。为了评估这个问题，他们要求各部门领导者就每一个项目提案，分析办公室内外的差旅预算和时间成本、发展经费以及设施和饮食开支。对人力的要求随之浮出水面：内部会议和活动总共要占去领导者30%以上的时间。CEO和CFO与高管团队讨论了这个问题，将目标定为“少占用一点应当花在顾客身上的时间”，并据此判断各个项目的取舍，重点选择能对业务起重要促进作用的项目。此后一年，管理者被培训和计划占用的时间减少，并得以在一线花更多时间，而且他们的时间分配变得更加易于管理。

这些例子表明，应对项目过载问题，需要意愿和原则来推动困难的抉择。以下指导步骤供参考：

一、了解公司目前有多少项目正在进行，判断公司是否面临项目过载（
见边栏“你的组织有问题吗？”

 ）。

二、评估正在进行的所有项目，找出每个项目的业务需求、所需预算、人员分配和对公司的影响。

三、让高层领导者合作，整合确立工作优先项目。这项讨论必须由最高层领导团队主导，参考以下各层级的真实反馈，充分减少不必要的项目。

四、为每个项目设定“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确定终止提供资金的日期以及人员分配，避免效果有限的过时项目继续消耗资源。

五、在之后的年度计划里，要求各项目重新申请资金及其他资源。含有强制责任的项目应当向组织表明其价值。

六、向组织中的其他人清晰表明，叫停一个项目并不代表该项目有问题或无价值。强调公司无法将所有的好创意全都付诸实践。

当然，避免项目过载的最佳方式是从一开始就不要通过那么多项目，也就是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规定组织可以启动项目的时间和方式，并且密切关注项目消耗了哪些员工的多少时间（
见边栏“启动项目之前要考虑的问题”

 ）。

对于已经面临项目过载的公司，关注削减项目带来的利益，可以降低一点难度。如乔布斯所言，学会拒绝“其他一百个好主意”对组织而言大有好处。这样一来，组织可以更好地利用其创意和能力，提升员工敬业度和忠诚度，在真正重要的领域取得更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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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维能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破除人类的偏见，激发新想法和创造性解决方案，助力创新团队实现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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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虽然我们知道很多能激发新想法和创造性解决方案的措施，但大多数创新团队很难发挥这些措施的效力。




原因


人们的固有偏见和行为习惯会限制想象力的发挥和对可行性的预判。




解决方案


设计思维提供了一个结构清晰的流程，帮助创新者抵抗阻碍创新、起反作用的固有倾向。设计思维与全面质量管理一样，都是一种融合实用工具与人性洞察的社会技术。






有
 些时候，组织工作的新方式会带来极大进步。20世纪80年代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就是如此——将一套工具（看板卡、质量圈等等）与车间员工的现场洞察结合起来，能让他们完成远超日常要求的更高层级工作。这种在工作流程中结合工具和洞察的方式，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技术。

在最近一项为期七年的研究中，我深入研究了商业、医疗和社会服务等一系列行业的50个项目后发现，另一种社会技术，即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可能对创新产生有如当初TQM对制造业的重大推动作用：充分释放人们的创造力，激励他们全身心投入，从根本上改善工作流程。到目前为止，大多数高管即使没有听烦，至少也都已听说过设计思维工具，比如人种学研究、强调问题重构和实验、使用多样化团队等等。但人们可能现在还没明白的是，设计思维能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破除人类的偏见（如安于现状的强大惯性）或对特定行为规范的依赖（如“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正是这种偏见和依赖一次又一次阻碍了人们发挥想象力。

在本文中，我将探讨各种阻碍创新的人类惯性倾向，并阐述设计思维的工具和明确的流程步骤如何帮助团队摆脱这些惯性。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组织需要从创新中获得什么，以及付出努力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的原因。



创新的挑战

创新流程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取得三方面的结果：优化解决方案，降低风险和变革成本，并获得员工的支持。多年来，商界人士已经掌握了实现这些成果的多种有效手段。但在动用这些手段时，组织往往会面临各种新的障碍并不得不做出权衡。


优化解决方案。
 以明显、传统的方式来定义问题，往往会得到明显、传统的解决方案，这并不奇怪。提出有趣的问题可以帮助团队发现更具创意的想法。这样做的风险在于，有些团队可能会无休止地陷入探索问题状态，而行动导向的管理者可能没有足够耐心，花时间弄清他们应该提出什么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以用户导向为标准的解决方案效果会更好。市场研究可以帮助企业理解这些标准，但障碍在于：客户很难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一些尚不存在的东西。

最后，在流程中引入不同声音也可以改善解决方案。但如果持反对意见的人从对话状态演变成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的局面，情况就可能难以管理。


降低风险和成本。
 创新中的不确定性无法避免。正因如此，创新者常常会设计一系列的选项。但这么做也有弊端：太多想法会模糊焦点，分流资源。要管理好这种状况，创新者必须准备放弃一些不好的想法，如我研究过的一位管理者所讲，“承认自己家的孩子长得难看”。不幸的是，人们常常发现，扼杀创造性的（或者说风险更高的）想法比扼杀没多少新意的创意要更容易。


获得员工的支持。
 如果得不到企业员工的支持，创新就无法成功。要赢得他们的支持，最可靠的做法是让他们参与提出想法的过程。这样做的危险在于，许多视角不同的人参与，会造成混乱并缺乏连贯性。

为实现这些结果所做出的矛盾权衡背后，是更为根本的矛盾关系。在稳定的环境中，消除组织中的变量可以实现高效。但在不稳定的世界中，变量开辟了通往成功的新路径，因此成为了对组织有利的因素。然而对于那些不得不面对季度业绩目标的领导者，谁能因为他们更关注效率、合理性和集中管控而责怪他们呢？

对所有需要权衡的矛盾，组织需要一种社会技术来破除这些行为障碍和有害偏见。接下来我会在下文说明，为何设计思维符合这个要求。



结构之美

经验丰富的设计师们常常抱怨设计思维过于结构化和线性化。对他们来说，这种说法当然没错。但创新团队的管理人员通常都不是设计师，也不会经常与客户进行面对面的研究，深入了解他们的观点，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设计并执行实验。结构化和线性化能帮助管理者尝试并适应这些新的行为。

正如前Intuit的设计创新负责人、现任Facebook产品设计总监的卡伦·汉森（Kaaren Hanson）所言：“任何时候，只要你试图改变人们的行为，开始时都要使用很多结构，这样他们就不必去琢磨了。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出于习惯，而这些习惯很难改变，但构建非常清晰的‘护栏’可以给我们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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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流程能让人们按计划办事，并避免他们花费太长时间去探索问题或不耐烦地跳过。流程也能灌输信心。大多数人的驱动力都来自对错误的恐惧，所以他们更注重防范错误，而不是抓住机会。当某种选择有可能失败时，他们往往就不会采取行动。但没有行动就没有创新，所以心理安全至关重要。有形的支持和高度格式化的设计思维工具能带来安全感，帮助潜在创新者发现客户需求、提出想法和测试想法，从而更有把握地采取行动。

在大多数组织中，设计思维的应用都涉及七项活动。每个活动的结果都会在下一个活动中转化成新结果，直到组织得到有可行性的创新。但在更深层次上，其他一些事情也会发生，而且通常是高管意识不到的一些事情。虽然表面上是为了理解和塑造客户的体验，但每个设计思维活动也深刻重塑了创新者自身的体验。



客户发现

设计思维发现过程中，许多广为人知的方法都与找到“要完成的工作”有关。这些方法借鉴了人种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做法，主要用于研究如何让客户的旅程有意义，而不是收集和分析数据。这一探索必须涵盖三组活动：


沉浸式体验。
 客户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种客观的研究方法。熟知多种客户偏好理论的专家会评估小组访谈、调查以及（可得的）当前行为数据的反馈，然后得出对需求的推断。数据越优质，推断就越准确。问题是，这种做法将人们圈定在数据所反映的且已经得到明确表达的需求上。专家们从自身偏见的角度来看数据，找不到人们没有表达的需求。

设计思维采用不同的方式，即让创新者沉浸在客户体验中，从而发现隐藏的需求。以英国慈善机构Kingwood Trust为例。该机构为患有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成年人提供帮助。设计团队的成员凯蒂·高迪恩（Katie Gaudion）为此结识了不会说话并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皮特。第一次在皮特家中观察他的时候，高迪恩看到他正在进行看似破坏性的行为，比如用指尖抠皮革沙发、擦拭墙的凹痕处等等。她记录了皮特的这种行为，并将问题定义为如何防止这种破坏。

但在她第二次造访皮特家时，她问自己：如果皮特的行为出于一种有别于破坏性冲动的动机，那会是什么？她将自己的个人观点放在一边，模仿了他的行为，结果发现他的行为实际上能给人满足感。她解释道：“我现在感受到，皮特的沙发是一种用织物包裹、抠起来很好玩的物体。把耳朵贴在墙上，我能感受到上面音乐的震动。擦拭墙上光滑美丽的凹痕时，我能感觉耳朵里有轻微的痒痒……所以我感知的不再是一堵破墙壁，而是种令人愉悦和放松的听觉及触觉体验。”

沉浸在皮特的世界后，凯蒂不仅对他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开始质疑人们对特殊群体的固有偏见——这些人被视为需要受到保护的残疾人。她的经历让她对自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创新团队如何出于自身的优势和乐趣来设计，而不仅仅为了特殊群体的残疾和安全而设计？这个问题启发了他们对自闭症患者生活空间、花园和新活动的创意，帮助这些人过上更充实、愉快的生活。




塑造

创新者之旅

设计思维之所以是一种社会技术，是因为它能够破除创新者的偏见，并改变他们参与创新过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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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含义。
 沉浸式用户体验为更深入的洞见提供了原材料。但找到模式并理解所收集的大量定性数据的意义却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我曾一次又一次看到，非设计人员在搜寻更深层次见解时无力招架眼前巨大的信息量和混乱，随后对人种学工具成果的热情不断消退。而设计思维的结构真正发挥作用恰是此时。

要理解从沉浸式体验中获得的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名为“陈列室漫步”（Gallery Walk）的设计思维练习。在这个练习中，核心创新团队整理从发现过程中收集的数据，挑选出最重要的数据，并写在大型海报上。通常这些海报会展示出接受过采访的人，包括他们的照片和代表他们观点的语录。海报挂在一个房间里，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受邀参观，并在便利贴上写下他们认为对新设计至关重要的一些数据。利益相关者随后组成小团队，在接下来的流程中，他们在便利贴上写下的观察结果会在创新团队分享、组合，再按主题分类为不同集合，进而深挖其中的洞见。这个过程避免创新者受自身偏见过度影响，只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因为受访者的形象在参观画廊的人眼中会生动和真实起来。该流程创建共同的数据库，帮助合作者互动，达成共识，并挑战彼此的个人看法——这也是对抗偏见理解的另一种关键手段。


达成一致。
 发现过程的最后阶段是一系列研讨会和专题讨论，旨在提出这一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这个设计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关注可能性，而非现实的限制，有助于多元化团队就设计标准或理想创新应具备的关键特征，进行更多协商和创造性的讨论。树立追问精神可以加深对现状的不满，团队会更容易在整个创新过程中达成共识。筛选创意组合时，对设计标准的一致意见更多会给新颖的创意机会，而非偏安全保守的想法。

再来看看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综合医院（Monash Health）的案例。该院的心理健康临床医生长期以来一直担心患者复发的频率——通常表现为服药过量和企图自杀，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为了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临床医生在治疗过程中追踪了特定患者的经历。患者汤姆是他们研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经历包括与不同临床医生进行的3次面对面问诊，有70个接触点、13个不同的病例管理员，以及在初次就诊和复发之间的18次交接。

团队成员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向临床医生询问了这一问题：对汤姆目前的护理是否反映了他们加入医疗体系的初衷？当人们讨论自己成为医生和护士的动机时，他们逐渐意识到，改善汤姆的治疗结果可能既取决于他们对汤姆的责任感，也取决于对他们临床活动的责任感。每个人都接受了这个结论，进而成功设计了新的治疗过程——聚焦于患者的需求，而非已知的最佳实践。新治理过程实施后，患者的复发率下降了60％。



激发想法

了解客户的需求之后，创新者就开始识别并筛选出符合他们所确定标准的特定解决方案。


想法出现。
 这时的第一步是建立关于潜在解决方案的对话，仔细规划哪些人将参与、他们会接到什么挑战，以及如何设计对话结构。在当前设计标准下，进行个人头脑风暴之后，参与者会聚集在一起分享想法，并在这些想法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开发，而不是简单地在出现分歧时协商妥协。

得克萨斯州儿童医院是美国第六大儿科医疗中心。该院确定需要新战略后，在人口健康副总裁彼得·罗伯茨（Peter Roberts）的领导下，应用设计思维来重新构想商业模式。在发现过程中，临床医生放弃了自己的偏见，不再认为医疗干预最重要。他们开始明白，如果达拉斯的当地居民没有时间或能力寻求医学知识，没有强大的支持网络（这个地区很少有家庭能享受到），单靠干预行不通。临床医生也意识到，医疗中心无法自行成功解决问题；社区需要成为所有解决方案的核心。因此，该组织邀请其社区合作伙伴参与，共同设计新的健康生态系统，其覆盖边界（和资源）将远远超出医疗中心。该团队决定从较简单的实践开始，先解决单一疾病，于是开会拟建了治疗哮喘的新模式。

会议汇集了医院管理人员、医生、护士、社工、患者家长，以及来自达拉斯学区、住房管理局、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宗教组织的工作人员。首先，核心创新团队分享了从发现过程中学到的知识。接下来，每位与会者都独立思考自己的机构可能为解决孩子的问题所做的贡献，并将想法记在便利贴上。与会者随后被分成五个小组，并在本组的桌子前分享个人想法，将这些想法归集为共同主题，并设想对年轻患者及其家人而言，理想体验会是什么样子。

这类对话往往会激发出变革的支持者，因此极大地提高了成功实施变革的机会。（很多时候，如果好的创意得不到个人支持，不能转变为现实的话，就会在中途夭折。）在得州儿童医院案例中，受邀参与该项目的合作伙伴激励社区采取行动，建立并维持实现新愿景所需的关系。住房管理局代表推动了住房法规的变更，要求检查员的评估工作中加入对儿童健康问题（如是否有发霉物质）的调查。当地的儿科医生引入了一套治疗哮喘标准方案，哮喘儿童的父母作为朋辈辅导员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家访为其他家庭提供强化教育。


明确表达。
 通常，提出想法的活动会激发许多相互矛盾的想法，吸引力和可行性也不同。在下一步，即明确表达阶段，创新者开始找出并质疑这些想法隐含的意义。很多管理者往往在这个阶段表现欠佳，因为他们受太多行为偏见影响，如过度乐观、证实偏差和对第一种解决方案的习惯性依赖。如果想法没有受到挑战，关于哪些想法行得通或行不通的讨论就会陷入僵局，每个人都会基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讨论问题。

相比之下，设计思维将讨论变成问询：一个想法要具备可行性，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详见《管理绝不仅是科学》，罗杰·马丁（Roger L. Martin）和托尼·戈斯比-史密斯（Tony Golsby-Smith），《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11月刊］以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加速器点火计划”（Ignite Accelerator）为例。在亚利桑那州的怀特里弗印第安人保留区医院，年轻的质量控制官员玛丽扎·里维拉（Marliza Rivera）领导的小组试图缩短医院急诊室里的候诊时间——有时病人需要等待长达6个小时。

该团队最初想借鉴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做法，准备安装一个电子信息亭，供病人挂号登记。但团队成员开始应用设计思维，他们要说明为何自己认为该想法行得通。这时他们才意识到，病人中许多都是阿帕奇部族的老人，不太可能熟悉计算机技术。在巴尔的摩市区行得通的方法在怀特里弗行不通，因此之前的想法尽可以舍弃了。

激发想法的过程结束时，创新者将拥有经过深思熟虑但可能完全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背后的逻辑会得到仔细审查，其成功所需的条件也必须可以实现。这些想法还会得到团队的支持，团队将准备承担将其推向市场的责任。



测试体验

企业通常将原型设计理解成，对基本开发完毕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微调的过程。但在设计思维领域，原型设计针对远未成型的产品进行，涉及用户对正在进行的工作的迭代体验。这意味着，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相当彻底的变化，其中包括重新设计。


预体验。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能“预先体验”某些新颖的东西——或者说把未知情况想象得逼真形象，就能更准确地评估这种新奇事物的价值。正因如此，设计思维要求创建最基本的低成本模型，展现出计划中用户体验的基本特征。这些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产品原型，通常比精益初创企业用来进行客户测试的“最低限度可行产品”更加粗略。这些模型虽然欠缺保真度，但更具灵活性：模型可以轻松调整，应对在用户测试中遇到的问题，其不完整性也促进了互动。

这些模型可以多种形式出现。例如在对恺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新医疗办公楼布局进行测试时，设计者用从天花板垂下的床单来标记未来的墙壁。他们邀请护士和医生，与扮演患者的工作人员进行互动，请参与者就如何调整空间以便于治疗提出建议。莫纳什综合医院的“莫纳什观察”（Monash Watch）项目旨在利用远程医疗技术，让脆弱人群在家中保持健康，并降低住院率。该项目使用详细的故事板帮助医院管理人员和政府决策者来想象新方法在实践中的情形，无须构建数字化产品原型。


在行动中学习。
 要评估新的想法，并确定使之可行需要做出哪些改变，真实世界的测试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这些测试还有另一种不太明显的价值：帮助减少员工和客户对变化的正常畏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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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医学教授唐·坎贝尔（Don Campbell）和莫纳什综合医院运营研究经理基斯·斯托克曼（Keith Stockman）提出的想法为例。在“莫纳什士观察”项目中，他们建议雇用非专业人员担任“远程护理”向导，这些人将充当“专业邻居”，与有极可能多次入院的患者保持频繁电话联系。坎贝尔和斯托克曼假设，低薪的非专业人员经过精心挑选，接受过健康素养和同理心技能培训，并在需要时可获得决策支持系统和专业辅导员的支持，因此可以帮助高风险患者在家中休养。

他们的提议遭到了怀疑。许多同事强烈反对让专业医疗人士之外的任何人给病情复杂的患者提供此类服务。但如果专业医疗人员承担这一角色，成本太过高昂。然而，创新团队成员并没有对这一点进行辩论，而是承认了这些问题，并邀请同事参与，共同设计了一个测试该假设的实验。对300名患者进行测试后的结果是：患者的反馈绝大多数是积极的，独立顾问也证实了床位使用和急诊室就诊量下降了。怀疑者的担忧就此平息。




如上所述，
 设计思维的结构创造了从研究到推广的自然流程。沉浸式客户体验会生成数据，数据会转化为洞察力，从而帮助团队就设计标准达成一致，并就此展开集体讨论，得出解决方案。接下来，关于这些解决方案成功要素的假设会得到检查，然后使用粗略的模型进行测试，这些模型可帮助团队进一步开发创新，并为实际实验做好准备。

在此过程中，设计思维过程破除了阻碍创新的人类偏见，同时解决了卓越解决方案、降低成本和风险，以及员工支持等方面的挑战。设计思维认为，组织是人的集合，组织中的人受不同视角和情感驱动，因此设计思维强调参与、对话和学习。通过让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问题的定义和解决方案的开发，设计思维获得了广泛的变革支持。通过为创新过程提供结构，设计思维可以帮助创新者展开协作，并就每个阶段结果的必要元素达成一致。这些目标不仅通过克服办公室政治得以实现，也通过塑造创新者及其关键利益相关者和实施者每阶段的经验得以实现。总之，社会技术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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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发展，提供优质护理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不管医护人员有多坚毅，也不可能独立完成任务。这就要求医院和医疗系统在个人、团队和机构层面培养坚毅性。所有参与方需要努力追求同一个高级目标，即将患者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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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毅组织里，人们为一个重要目标而团结努力。1942年，克莱斯勒芝加哥轰炸机工厂的女性担负起支持参战盟军的新使命






成就高的人
 都有超乎常人的耐力。即便他们已经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仍坚持提升自己。即便他们为工作做出很大牺牲，也依然深爱着自己的事业。即便他们面前出现捷径，仍不懈努力。我们将这些超强能力的组合称为“坚毅性”。

坚毅性可以用来预测谁能完成极具挑战性的目标。比如西点军校的研究表明，相比成就测验得分和运动能力，坚毅性更能说明哪位学员可以完成培训。坚毅性能用于预测学生高中和大学的毕业率，以及从事高压职业（比如销售）员工的绩效。我们认为，在很多高强度工作中，坚毅性还能激励员工进入最高领导层。

医疗领域中，患者长期对医生和护士个人的坚毅品质有很强依赖性。但在现代医学中，提供优质护理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以至于不管医护人员有多努力，也不可能独立完成任务。如今，优质护理要求有高效的合作——优秀医生组成坚毅团队，每个人都不懈追求改进。除此之外，整个提供商系统的医疗机构都必须展现出坚毅特质。

基于本文作者托马斯数十年的行医和担任医疗领袖的经验，以及安吉拉对坚毅性的基础研究，我们将个人层面的心理学研究，和对组织及医疗文化的当代反思结合起来。我们将在下文中介绍医疗领域的坚毅模式，以及在新模式下，追求患者健康的激情和对该目标的不懈追求已经成为社会规范，在个人、团队和机构层面都如此。梅奥医学中心和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等领先机构就是这方面的表率。医疗行业吸引了大量精英，而且极度依赖于团队合作，所以很容易找到坚毅组织的典范。但本文阐述的原则也可以用于其他商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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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长期以来，医疗卫生领域一直依赖医生和护士个人的激情和坚韧品质。但随着现代医学发展，提供优质护理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不管医护人员有多坚毅，也不可能独立完成任务。




解决方案


医院和医疗系统都应在个人、团队和机构层面培养坚毅精神。这要求所有参与方努力追求同一个高级目标。将患者放在第一位就是一个常见且有效的目标。




具体做法


维续坚毅的组织文化要求领导者就价值观展开明确沟通，制定庆祝成功的计划，并推广强调持续改进并从挫折中学习的“成长型思维模式”。





培养个人

领导者可以从遴选和培养坚毅人才开始，逐步建立坚毅文化。组织应寻求什么？坚毅的两大关键组成因素是激情和坚韧。激情源于你对自身专业领域的内在兴趣和目标感——深信你的工作不仅有意义，还能帮到他人。坚韧是面对厄运时的百折不挠，也是对持续提升的坚持不懈。

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坚毅人格的特征之一，而要做到持之以恒，就必须给目标分清主次顺序。以心脏病专家可能采取的目标分级为例：最底端是短期待办事项清单中的具体任务，如病例回顾分析会议。这些初级目标都是一种达到更高级目的的手段，即帮助心脏病专家实现中级目标，如与其他专家和团队成员配合，为患者提供护理。最高级是抽象、宽泛和重要的目标，如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上升这种高度的目标会让人做任何事都有意义和方向。（
见边栏“心脏病专家的目标分级”

 ）相反，不够坚毅的人对目标的分级则不明晰，而且每个层级的目标之间都存在诸多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将一群坚毅的人聚集在一起，不一定就能创建坚毅组织，反而会形成混乱无序的组织——虽然每个人都积极努力，热衷的事业却各不相同。如果目标不一致，文化就不可能具备坚毅性。我们还会在下文中进一步阐明，达成一致需要下一番功夫。

以梅奥医学中心为例。将患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是梅奥中心不懈追求的最高级目标。中心不仅在使命宣言中列出这一目标，还在招聘过程中不断强化该目标。梅奥会连续两到三天，观察外部职位候选人的行医和教学工作，既评估他们的技能，也考核价值观——确切地说，他们是否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展开工作。只有展现出符合中心要求的才华、毅力和目标时，他们才可能获得终身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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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专家的目标分级

在下面的简略图中，直接具体的目标位于最底端，支持上一层级更宽泛的目标，最后逐级向上支撑起提供意义和方向的最高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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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你如何将坚毅性作为招聘条件？调查问卷虽然对研究和自我反思有很大帮助（
见边栏“评估你的坚毅程度”

 ），但容易被操纵，所以我们不建议将调查问卷作为雇佣工具。相反，我们建议组织仔细审查求职者的履历，特别是多年的经验以及晋升和成就的客观证据，而非频繁的平级调动，比如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

在做背景调查时，组织要留意候选人是否有从失败中走出来的经历，这能证明他们有应对未知困难的韧性和持续自我提升的习惯。最重要的是，组织应查明，候选人追求的目标是否高于自身利益，并与组织使命一致。

和很多坚毅组织一样，梅奥从内部培养大量人才，比如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总院超过一半以上的医生均来自其医学院和培训项目。该院某领导者告诉我们，这些项目算是“长达八年的工作面试”。梅奥和克里夫兰医学中心扩张到其他区域时，更倾向派遣在本系统内接受过培训的医生，而非雇用价值观可能与医院文化不符的本地医生。

创建正确的环境有助于组织培养坚毅的员工。（培养成人的激情和毅力听上去似乎有些幼稚，但大量研究表明，性格的演变会贯穿人的一生。）理想的环境既给个体提出高要求，也提供支持。他们要满足高期望，这些目标虽然明确且可行，可挑战性极大，但组织也会给他们必需的心理安全、信任和有形资源，支持他们承担风险、试错、持续学习和成长。

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只与医生签一年合同，基于其年度专业考核（APR）决定是否续签。考核包括对职业目标的正式讨论。在进行APR前，中心的3600名医生每人都要完成一份在线评估，回顾自己过去一年的进步并提出下一年的新目标。医生及其上级在会议中就特定目标达成一致，比如提升沟通技能或学习新技术。中心之后提供相关课程或培训，以及医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需要的经济支持和“受保护的时间”。

克利夫兰医学中心不仅用绩效奖金鼓励员工提升自我，还给他们详尽的反馈，告诉他们在多个指标上的表现，包括某项手术的效率和患者体验。整个流程背后的逻辑是：医生本人希望提升自我，而组织，特别是他们的上级全力支持他们实现要用一年或更多时间才能实现的目标。



建立团队

坚毅团队整体表现出的特性和具备坚毅性的个人基本一致：愿意努力工作、学习和提升；面对挫折韧性十足；对优先事项和目标有清晰认知。

对医疗团队的定义往往基于他们服务的人群（如乳腺癌患者）或工作地点（如冠心病监护病房）。坚毅的团队成员可能有自己的专业目标分级，但每个人都认同团队的最高级目标。最高目标往往也是基于团队自身业务，比如“提升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效果”，反过来也会支持组织的最高级目标。

医疗行业的很多人都认为忠于团队就意味着失去个人独立性，是减分项；但坚毅的人视之为给患者提供更优质护理的机会。他们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以团队形式合作比个人单打独斗获得的成就多。

当前商业背景下，团队越来越分散和虚拟化，但据我们所见，最坚毅的医疗团队依然强调面对面沟通。成员频繁见面回顾案例，设定提升目标并记录进度。所有成员还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每个新患者的情况。这些会议强化了目标共享和尽职尽责的意识，帮助成员了解彼此和建立信任。这是高效团队的另一特征。

很多医疗领袖在读过《团队中的团队》（Team of Teams）一书后，都认同上述观点。本书介绍了大名鼎鼎的美国海豹突击队为期六个月的培训。作者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将军提到，培训的目的不是“培养超级士兵，而是建立超级团队”。他写道：“几乎所有任务都需要靠团队完成。海豹突击团队的创建初衷更多是，在小团队中建立信任和适应能力，而非教导成员严格遵从命令。”在这种文化中，即便面对未知挑战，员工也能保持高效工作。

为共同的部门奋斗、关注持续提升和互信都是综合医疗部门（IPU，医疗团队的最高级形式）的特点。这些综合部门为有相同或类似症状的患者群提供一整套护理。因为IPU聚焦于有相似需求的患者，所以可以收集到医疗费用和效果方面的有效数据。这意味着一个部门创造的价值可以被量化、最大化和奖励。换句话说，IPU能收集到促进自身持续提升的反馈。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肾移植IPU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984年通过的《国家器官移植法案》要求器官移植项目收集并上报相关的效果数据，例如一年生存率等。两年后，美国凯萨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找到UCLA，要求签订肾移植合同。如果UCLA接受一整个疗程的固定价格（“捆绑式支付”），占主导地位的凯萨医疗集团将提高转诊病人的人数。达成协议后，UCLA就有动力追求更好的治疗效果（否则就可能公开丢脸并失去转诊病人）并保持高效（否则就要根据捆绑支付合同赔钱）。

该团队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团队之一，每年治疗成功率均远高于国家标准。随着医学进步和公开报道增多，全美肾移植成功率普遍出现提升，而UCLA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打造坚毅组织

要想让坚毅的个体和团队蓬勃发展，组织必须发展相应的文化，成为其最优秀团队和个人的集合体。

因此，将目标明确分级对组织大有裨益。如果公司确定多个目标但分不清主次，就很难做出明智的战略选择。

贯彻员工不愿接受的高级目标，也会有隐患。在医疗领域，如果将首要目标定为节省成本和扩大市场占有率，而医护人员的目标是提升治疗效果，双方就很难达成一致。

根据我们的经验，坚毅的医疗组织的首要目标都是将患者放在第一位。事实上，我们认为如果医疗组织做不到将该目标放在首位，就谈不上坚毅。（
见图表“协调组织目标”

 ）将医生或研究人员等人的需求排在第二或第三位，会引发争议；但若不将患者放在第一位，利益相关者就会争夺资源，决策更可能基于政治做出，而非战略。这并不代表机构不能有其他目标。比如梅奥也重视研究、教育和公共卫生，只不过重要性都次于为患者治病。

当然，即使高级目标明确合理，只是口头重视也不够，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如果机构领导者不基于目标做决策，可信度会受到影响。

克利夫兰医疗中心发现，预约拖后可能导致排尿不畅的患者多受几个小时的罪，随即做出调整。提交预约请求时，医疗中心会询问患者是否希望当日接受治疗。向患者提供选项意味着要对原有流程做出复杂且代价不菲的改革，但很显然此举将患者需求放在第一位。本次改革获得的回报是中心的市场份额大幅增加，但这只是个意外的好处，并非改革的主要目标。

上述案例表明，明确高级目标可成为市场竞争的差异化优势，在组织内部也能产生积极影响。医疗保健研究公司Press Ganey数据表明，如果临床医生和其他员工认同组织对质量和安全的坚持，且个人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不仅治疗效果更好，公司业绩也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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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毅团队会不断追求进步。二战期间两名工人在美国工厂里检查军用飞机的螺旋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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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组织目标

坚毅的医疗机构有明确的目标分级，比如下面假设的简略图。和个人与团队的目标分级一样，较低层级的目标支持更高级目标，而所有目标都是为了支持一个最高级的目标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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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但领导者如何将最高级的组织目标融入到团队和个人实际行动中？七年前，克利夫兰医疗中心迈出重要一步，明确了企业文化和方向。时任CEO的托比·科斯格罗夫（Toby Cosgrove）要求员工参与半天的“欣赏式探询”（appreciative inquiry）项目，不同岗位的员工围绕在大概十张桌子前讨论哪些治疗案例令他们感到自豪。医生、护士、清洁和行政人员相互交流体现本中心最好一面的积极真实案例。

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所举案例中的治疗到底好在哪里，如何确保每次治疗都保持这样的水平？要求员工抽出时间讨论经验的成本约为1100万美元，但科斯格罗夫认为，这是让本中心就最高使命达成一致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另一种策略是建立支持高级目标的社会规范。在梅奥诊所，临床医生的社会规范是立即回应跟患者有关的传呼。如果他们在开车时收到传呼，会停在路边给医院打电话。如果他们在写电子邮件或跟人谈话（哪怕在跟病人谈话），也会停下并回复传呼。

“如果做不到立即回复会怎样？”我们问了几位梅奥的员工。“那你在这里肯定混不好。”其中几位告诉我们。另一位员工开玩笑说：“地面会裂开，把你吸进去。”也有员工说：“最害怕听到的评价就是，‘他是那种收到传呼不回的人’。”这只是一个方面。“梅奥方式”（the Mayo Way）不只是着装规范，还包括及时回复传呼、团队协作，以及将患者需求放在第一位。

坚毅组织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不满足于现状和不断追求进步。保持医疗组织的积极进取精神是对领导力的艰巨考验，因为医疗行业里全是训练有素又勤奋努力的人，而他们往往不太愿意听到“需要改变”这样的话语。但“保持卓越”这类目标对坚毅的员工来说，说服力和吸引力也不大。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医疗行业真正的客户，也就是患者身上，将目标定为提供满意的“服务”，并长期致力于满足患者医疗和情感方面的需求。

我们还可以在组织中推广斯坦福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所说的“成长型思维模式”，即能力可通过努力工作和反馈培养，重大挑战和挫折可提供学习的机会。当然，成长型思维模式要求领导者接受，甚至公开探讨复杂问题和错误——这在医疗领域很难实现。但如果领导者清楚说明评估风险、减少错误并持续学习的必要性，往往能真正促进组织发展。

危机为发展和强化组织文化提供了特殊机会。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之后，提供护理的机构发现，灾难体验会催生强有力的联系，增强目标感和对卓越的渴望，并再次激起人们为组织目标奋斗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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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你的

坚毅程度

想知道你与5000多名美国成年人相比，坚毅程度如何吗？请回答下面的问题并计算分数，然后除以10。不要过度思考答案或试着猜出“正确”答案。你的回答越诚实，结果就越准确。（如果想接受在线测试并即时获得评分，请访问angeladuckworth.com/grit-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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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得分与下面的百分比比较，看看你的坚毅程度是否超过平均值。例如，如果你得分在4.5以上，那么你比90%参加测试的人更加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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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隶属奥克斯纳医疗集团的某家当地医院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包括停电、洪水、过度拥挤、食物和补给短缺等。但整个救援过程中，士气一直相当高；所有员工聚在一起努力，还完成自己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例如，医生负责供应餐食，护士主动清理病房。“飓风期间，这里的团队协作程度之高，堪比战斗中的士兵，”该医院的供应链和支持服务副总裁告诉《Repertoire》杂志，“人与人之间无比尊重和信任。”

但应对自己造成的危机可能有点棘手。然而，患者故事有时是提升的重要动力，特别是那些令人难堪，还与“自己人”相关的故事。以亨利福特医疗集团为例，集团的每名新员工都要看一个视频，内容是该医院重症监护室（ICU）医生拉纳·奥迪什（Rana Awdish）2008年的亲身经历。当时她肝脏肿瘤突然破裂，几乎流血而亡。她陷入重度休克并伴有中风症状，肚子里七个月的宝宝也没能活下来。

当奥迪什的病情持续恶化时，她听到自己的同事说，“她要死在我们面前了”和“她时间不多了”，这些都是之前她在ICU工作时说过的话。后来她向同事描述自己的经历，其同事认识到，给她治疗的医生只关心病情，却没有关心她身为一个人的感受，而且这种情况在亨利福特可能经常出现。此次危机之后，领导层决定坚持贯彻对每位病人保持同理心的目标。

如今，亨利福特每位员工都看过该视频，也都十分清楚自己的目标是对患者保持同理心。分享奥迪什的故事只是亨利福特采取的干预措施之一，而且在之后的推广活动中，组织发现，患者体验方面大部分和医生有关的指标都提升了5到10个百分点。



坚毅的领导者

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观察到，组织就是领导者影子的延伸。为了吸引员工、打造团队、培养人人坚毅的组织文化，领导者自身应表现出激情和坚韧，为组织中其他人提供直观且具权威性的榜样。人际交流过程中，领导者应该既严格要求员工，也给予充分支持。

以托比·科斯格罗夫为例，他是个勤奋的学生但患有阅读障碍，直到35岁左右才确诊。他学习成绩一直不佳，但依然决定学医，申请了13所大学，只有弗吉尼亚大学录取了他。“阅读障碍增强了我的决心和坚韧，”科斯格罗夫回忆道，“因为要获得同样的成绩，我得付出更多努力。”

1968年，正担任外科实习医生的科斯格罗夫被征入伍，只得中断医院的工作。他前往越南，当了两年美国空军外科医生。回国之前他完成实习，1975年回国后加入克利夫兰医疗中心。“所有人都劝我别当心脏外科医生，”他说，“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实际上，科斯格罗夫比同行完成的心脏手术都要多（约2.2万台）。他还开创了多项技术和创新，包括微创二尖瓣手术，并获得了30多项专利。

科斯格罗夫成为世界级外科医生的经历就充分体现了坚毅精神。“实习期间，人们告诉我，我是住院医生中资质最差的一个。但失败是伟大的老师。我努力工作，不断锤炼技巧，”他告诉我们，“我的工作方式也在不断改变。以前我很喜欢‘创新之旅’，即去世界各地旅行，观摩其他外科医生的工作和技术。我会从中提炼精华，融合在自己的医术中。我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方法。”

2004年，科斯格罗夫当选克利夫兰医疗中心CEO。他的激情和坚韧助他成为杰出的外科医生兼心脏病治疗团队的负责人，而在走上新岗位，开始领导超过4.3万名员工后，他的这些品质很快要接受检验。“我决定认真学习领导力，”科斯格罗夫回忆说，“我有大量领导力方面的书籍。每天晚上回家我都去自己的小办公室里阅读，还打电话向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请教。”波特是公认的当代战略学之父，他邀请科斯格罗夫到自己家做客。“他和我聊了两个小时，后来我请他来克利夫兰。自那以后，我们一直有交流。”科斯格罗夫说。波特帮他认识到，担任CEO后，他的身份已经不仅限于著名外科医生和充满热情的领导者。他还要担负起发展组织战略的工作，关注如何为患者创造价值，同时实现差异化竞争。

科斯格罗夫仔细查阅克利夫兰医疗中心的质量报告，虽然死亡率数据与其他顶尖机构相差无几，但其他指标上的表现，尤其患者体验方面仍然有很大改进空间。“人们尊敬我们，”他说，“但肯定谈不上喜欢。”2009年，他聘请年轻的医生吉姆·梅林诺（Jim Merlino），并任命他为首席体验官。这名医生因为父亲在本院不治身亡而伤心离开。科斯格罗夫让梅林诺解决当初导致他离开的各种问题。

梅林诺提出很多创新理念，科斯格罗夫都很支持，其中就包括让员工体验“欣赏式探询”，还有观看内部培训电影——这个“同理心视频”感染力极大，就连诊所外部也有很多人看过，YouTube上浏览量超过400万。克利夫兰医疗中心在实施很多新措施后，患者体验从全美医疗组织中排名倒数的25%跃居领先地位。

科斯格罗夫和团队实行的机构改革措施不胜枚举，以下为其中几例：调换停车位，让患者而不是医生的车位更靠近诊所入口；将病历本中的记录储存到电子系统中；确定标准治疗方案，保证一致性并提升治疗质量；拒绝雇用吸烟人士；最近响应全美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对所有克利夫兰医疗中心工作人员进行随机药检，包括医生和高管。

改革刚开始时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些措施。但科斯格罗夫一旦认定自己是正确的，就会坚持下去。他还在桌上贴了一句话提醒自己：“只要想到，就能做到。”

科斯格罗夫在担任CEO的13年里，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除了患者体验改善，中心收入也由2004年的37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85亿美元，同期每年就诊人次也由280万增长到710万。几乎每项指标均已位列美国医疗系统顶尖水平。

科斯格罗夫首次发表CEO演讲时，发放了4万个襟章，上面刻着“患者优先”。我们问他有没有同事对此不屑一顾。“是的，很多人都翻了白眼，”他说，“但我决定不予理会。”

科斯格罗夫表现出了坚毅精神，他所领导的机构也有了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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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过

自己：

自我同情

的救赎


GIVE YOURSELF A BREAK: THE POWER OF SELF-COMPASSION

塞丽娜·陈（Serena Chen）| 文

刘铮筝 | 译 刘筱薇 | 校 时青靖 | 编辑






自我同情心态所产生的益处也能传递给他人，对于领导者而言尤其如此。培养自我同情并不复杂，也不困难，是一项可以学习和提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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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当我们遭遇挫折时，往往会责怪别人或者自责，但这两种反应都于事无补。




观点


研究表明，我们应从自我同情的角度做出回应。我们应该善待而非苛责自己，承认人人都会犯错，不要陷入挫折的泥潭中。




收获


自我同情让我们相信自己能提高，鼓励我们追求进步，从而培养我们的成长型思维，也能让我们找到更真实的自己。






无论是糟糕的销售季度，升职无望，或与同事发生冲突，当人们在工作中遭遇种种挫败时，通常以两种方式作出回应。要么出于自卫责备他人；要么自责。不幸的是，这两种回应都于事无补。用自卫来逃避责任可以减轻失败的痛楚，但也要付出学费。另一方面，自责只能换来一时平稳，可能会让别人对你的潜力做出差评，影响个人发展前途。


面对类似情况，如果我们能站在朋友的角度看待自己，会怎么做呢？ 很大几率下我们会持友善、理解和鼓励的态度。从自我内心深处产生这类反应被称为自我同情，近年来这一概念一直是大量研究的焦点。心理学家发现，自我同情是在各种环境下提升表现的利器，从健康老化到田径运动不一而足。我和其他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自我同情如何促进职业发展。




自我同情能激励人们培养成长型思维。





对于非学界人士而言，自我同情比自尊或自信更陌生。 虽然具有自我同情的人往往自尊心比较强，但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自尊往往涉及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自己，但自我同情不涉及评判自己或别人。相反，自我同情能创造对自我价值的感知，因为它能让人们真正关心自己的幸福，并在遭遇挫折后自我修复。具有高度自我同情的人表现出三种行为：首先，面对失败和错误，他们善待而非苛责自己；第二，他们认识到失败是所有人都有的经历；第三，当他们跌倒或没达到预期时，他们允许自己心情变差，但不会沉湎于消极情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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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教授克里斯汀·内夫（Kristin Neff）开发了评估自我同情三要素的调研工具。研究者和从业人员已经使用该工具来发现与自我同情有关的个性特征和行为，并且已经发现，高分者通常更有动力完善自己，并且更有可能具有高度本真性，即忠于自我的感受。这两点都是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令人欣慰的是，自我同情能培养和加强这些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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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型思维

大多数组织和人们都希望提升自我，自我同情对此至关重要。我们倾向于将个人成长与决心、毅力和努力联系起来，但该过程通常始于反思。自我提升的一大关键要求是，对我们所处现状——优势和局限进行客观评估。说服明天的自己比今天的自己更好，会导致自满；但认为明天的自己不如今天的自己会导致绝望。 当人们以同情心对待自己时，能更客观地评价自我，这是提升的基础。他们也更有动力去审视自己的弱点，而不是想“这有什么意义？”鼓起勇气提升技能和改变恶习。

我的同事，罗德岛大学的朱莉安娜·布莱内斯（Juliana Breines）、孟菲斯大学的张佳伟（Jia Wei Zhang，音译）和我在系列研究中证明了上述观点。研究中，参与者以自我同情或者提升自尊的方式对待自己，然后我们评估了他们对自我改善的渴望。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要求参与者回忆一段犯错并因此产生负罪感、悔恨和内疚的经历。大多数人的回忆包括感情上的背叛、学术不端行为、不诚实、背信弃义或伤害他们在乎的人。然后我们将它们随机分配到以下三组：自我同情、自尊或对照组。自我同情组的参与者被要求给自己写一段表达善意和谅解错误的文字。自尊组被要求写一段描述自己优点的文字。对照组的参与者需要写一段描述兴趣爱好的文字。然后所有参与者都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评估他们未来希望弥补过错以及承诺不重复犯错的程度。我们发现，与自尊组和对照组的人相比，那些被鼓励以同情心对待自己的人称，他们更有动力去弥补过失并且永远不会重复犯错。在其他研究中，我们发现，与其他两组参与者相比，自我同情增强了那些曾背叛感情的参与者的决心，让他们在未来关系中有志成为更好的伴侣。

自我同情不仅能帮助人们从失败或挫折中走出来，还支持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所说的“成长型思维”。德韦克记录了采取成长而非“固定”方式来提高绩效的好处，无论是成功建立初创公司，养育子女或是跑马拉松都适用。固定思维的人认为，人格特质和能力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他们自己的个性和能力。他们相信今天的我们和五年后的我们没有区别。成长型思维的人则反之，认为人格和能力具有可塑性。他们看到了成长的潜力，因此更有可能尝试改进，努力实践并保持积极乐观。

我的研究表明，自我同情会激发人们采取成长型思维。在我与朱莉安娜·布莱内斯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指出他们认为自己最大的弱点。大多数人提及了社交方面的弱点，如缺乏信心、焦虑、害羞和在关系中缺乏安全感。之后他们被随机分配成三组。自我同情小组的参与者被要求回答下面的问题：“试想以同情和理解的角度谈论这个弱点，你会说什么？”自尊组中的人们被要求回答：“试从证明积极（而非消极）品质的角度来谈论这个弱点。”最后的对照组未被要求写下任何答案。

接下来，参与者完成了一系列他们是否感到满足、悲伤或沮丧的评估，然后被要求花5分钟描述是否做过任何改变弱点和发掘弱点源头的努力。独立程序员根据其所传达的成长或固定型思维程度，对他们的答案进行打分（“这是天生的，我无能为力”对比“努力工作，我就能改变”）。与其他两组参与者相比，自我同情状态的参与者表达了与成长心态相关的更多思想。

但实际行为呢？我们怎么知道自我同情，以及由此产生的成长思维，能让人们更加努力地改善自己？根据有关固定和成长思维的科学文献，成长思维最有说服力的标志之一是，他/她乐于在收到负面评价后继续努力做得更好。毕竟，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固定的，那改变就没有意义了。但如果你认为能力是可变的，负面评价就不会阻止你提升自我。

我们在一项研究中测试了这种推断。该研究参与者全部是某名校的学生。首先，他们进行了难度很高的词汇测试，并收到了表现不佳的反馈。然后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实验者对第一组（自我同情组）说：“并不只有你一个人觉得刚才进行的测试很难。学生认为这种测试难度高很正常。如果你觉得自己表现不佳，不必太过自责。”对于另一组参与者，实验者则说道：“如果你觉得刚才的测试很难，不必感到难过。能考上这所大学，说明你肯定很聪明。”

之后，所有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必须进行另一个词汇测试。他们有机会研究单词和定义列表，并被告知在测试前花多长时间复习单词都可以。我们发现那些被鼓励以同情态度对待最初失败的参与者，更有可能以成长型思维看待自己的词汇能力，并且比自尊组参与者投入更多时间学习。似乎自我同情能促使他们做得更好，鼓励他们相信改善的可能性，并激励他们努力不懈，从而为提升自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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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做自己

在工作场所中，除了能促使员工提升自我，自我同情带来的好处还有很多。长此以往，人们能逐渐发现符合自己性格和价值观的角色。在生活中真实做自己，被心理学家称为“本真性”。 本真性能增强人们的驱动力，并带来很多其他心理健康方面的益处。不幸的是，对很多人而言，在工作中保持本真性依然难以捉摸。人们可能会因不一致的工作场所行为规范，感到停滞不前，怀疑自己应做出的贡献，或担心遭到同事和上级负面评价，从而压抑真实自我。但自我同情能帮助他们评估职业和人生轨迹，并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上予以纠正。例如，某具有自我同情的销售主管未完成季度目标，她不仅会专注于如何改善下个季度的销售表现，而且更有可能评估她目前的工作岗位是否符合自己性情和性格。

在最近由张佳伟带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自我同情能通过尽量弱化消极思想和自我怀疑来培养本真性。在初步研究中，参与者完成了为期一周，每天一次的简短调查。 他们被要求评估自我同情程度（“今天，我表现出对自己的关怀，理解和善意”）和本真性（“今天，我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感觉真实和真诚”）。我们发现，自我同情程度的日常变化与本真性的变化密切相关。相对平均水平，在参与者报告具有更多同情心的日子里，他们也感受到了更多本真性。

这些相关性研究结果得到了另一项研究的实证支持。在自我同情的态度、提升自尊的角度，或两者皆无这三种情况下，我们随机指派参与者对自己的人格弱点做出回应。紧接着，他们又完成了一份本真性的问卷。对自己弱点表现出自我同情的参与者所报告的本真性，明显高于其他两组参与者。

到底发生了什么？善待、理解、不加责备，这些言行能减轻人们对社会指责的忧虑，为本真性铺平道路。乐观似乎也起了作用。对生活持积极态度会让人们更愿意冒险，比如流露真实的自我。事实上，研究表明，乐观的人更容易坦陈自己的消极经历，例如他们所受的痛苦经历或面临的艰难医疗挑战。实际上，尽管存在潜在风险，但乐观主义增加了人们的真实倾向。我相信，自我同情能让情绪相对平静，视角相对平衡，帮助人们以积极态度对待困难。



赋能领导力

自我同情心态所产生的益处也能传递给他人，对于领导者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同情他人和自我同情相互关联：锻炼其一，也能增进其二。善待自我、不苛责自我，也能让人学会善待他人；正如同情他人能增进人们对自己的同情一样，能创造积极向上的同理心循环，并矫正困扰工作环境的“不文明螺旋”。

自我同情鼓励成长型思维——这一点和领导力也有关联。研究表明，当领导者采用成长型思维方式（也就是说，相信可以改变）时，他们更有可能关注下属绩效的变化，并提供如何改进的实用反馈。反过来，下属能发现领导何时拥有成长型思维，因此他们士气更高昂、感到更满足，而且更有可能采取成长型思维模式。古话说：“以身作则”，正适用于自我同情及其所鼓励的成长型思维。

领导和下属之间的类似联系也适用于本真性。人们可以感知到他人的本真性，当人们感到领导者忠于自我时，会在整个工作场所创造真实的氛围。大量证据表明，当人们在与他人互动中感到真实时，建立的关系更牢固。当领导者以自我同情的态度应对失败和挫折时，自己会从中受益，更有可能表现出对自己职业发展和成功有利的心理和行为。这些好处能惠及下属，造就自我同情在领导者和下属身上的双赢。



培养自我同情

培养自我同情并不复杂，也不困难，是一项可以学习和提高的技能。从分析角度看，我建议可以利用心理学家对自我同情定义的三要素清单：我能善待和理解自己吗？我是否承认短板和失败，并愿与大家分享这些经验？我是否能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如果这些都不起作用，还有另一个简单的技巧：坐下来，以朋友和爱人的口吻，用第三人称给自己写一封信。我们中的许多人更善于成为他人而非自己的好友。所以给自己写信有助于避免自我防卫或自责升级。

近年来企业界在组织层面上，已经成功洗刷了对失败的污名化。这很自然，因为失败必然是实践，乃至创新的副产品。但我们中还有太多人未在工作中充分发掘失败的救赎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被颠覆，人们的工作陷入剧变，该技能将变得越发重要。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职场和个人生活中不擅长培养自我同情，也无须自责。多加练习一定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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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丽娜·陈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Marian E. and Daniel E. Koshland Jr.创新教学和研究杰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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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台战略

到生态战略的STEP模型

戎珂 王勇 康正瑶 | 文 李全伟 | 编辑






许多企业纷纷从平台战略转型为生态战略，如何实现战略升级？本文提出STEP模型，即企业从用户结构（Structure）、交易层级（Transaction Tier）、商业赋能（Enablement）和模式绩效（Performance）这四个方面，实现从平台战略升级到生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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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已经发生了数次转型。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传统经济转型为网络经济，而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形态的转型带来企业战略的升级调整。网络经济下，平台战略被企业广泛采纳，而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大量企业开始转型为生态战略。

在中国，已有不少互联网企业开启了从平台转型为生态的步伐，美团点评就是一个典型企业。初期，美团作为一家连接餐厅和食客的团购平台发展起来，而目前的美团已经超出了传统平台的连接供应与需求的范畴，已经初步打造起了多元业务融合的生态系统，囊括核心业务如餐饮、娱乐、旅游、出行，以及很多支持性业务如物流配送、移动支付等。

美团深入到了各产业链的深层，使得这些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美团大平台上相互支持，形成了有机的协同效应。2017年4月25日，美团点评CEO王兴再次提出了“互联网下半场”的概念，并且详细阐述了互联网行业进入了新阶段的战略。可以发现，进入“互联网下半场”以来，除美团外，还有许多企业也纷纷从平台战略转型为生态战略。那么，平台战略和生态战略的区别在哪？企业又如何从平台战略转型为生态战略？本文将主要关注这两个问题，为企业提供战略建议。



新经济形态不断崛起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社会的经济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今天已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在信息技术革命之前，传统经济下企业的主要战略为产品战略，并依托供应链模式垂直地开展经济活动。供应链是一个包含了研发商、原料商、生产商、分销商和用户的线性系统，供应链上的企业依次完成从产品开发、提供原料，到生产商品，最终将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一系列流程。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平台这一新型的组织方式出现了，平台对接匹配起大量的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者和消费者。企业实施平台战略，不再专注于产品，而是打造了一个双边市场。像我们熟知的淘宝、苹果应用商店、优步、滴滴等都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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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台为主要组织方式的网络经济标志着第一次经济转型。今天，在技术创新和数据驱动下，信息和数字技术进一步实现了整体爆发，诸如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巨大突破和广泛运用推动整个社会开启了全面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未来我们将逐步走向万物互联互通的智能时代。由此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可以说，网络经济的出现促使企业启动平台战略，而当下数字经济的来临则要求企业从平台战略转型到生态战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平台型公司正在实施生态战略，包括谷歌、苹果、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纷纷基于原有平台模式扩张自己的生态版图，涉足的业务逐渐多元、完整，囊括了购物、社交、娱乐、资讯、高科技等多元化业务。

图表“企业战略演变：从产品到平台到生态”，展示了社会经济变迁下企业的战略演变。传统经济下的产品战略强调专业化分工和上下游整合。网络经济时期，企业实施平台战略，目的是打造一个双边平台，核心企业在其中充当了一个双边匹配的角色，对接起商品或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而在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的今天，企业需要转型到生态战略，目的在于打造一个生态系统，也就是一个包含了消费者、生产者、供应商和其他互补机构等成员的有机整体。我们认为，生态系统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价值网络，二是嵌入资源。

互联网生态系统的价值网络一般以平台为基础，各个参与主体的互动与交易在这里完成。其嵌入资源则指生态系统基于价值网络产生的其他附加资源，主要包括：用户数据——用户保留和产生的如个人信息、用户偏好、消费行为等数据信息；商业信用——用户通过价值网络中的交易行为建立的信用关系，比如芝麻信用体系就是一种衡量商业信用的指标；社交信任——用户在互动中通过建立或强化社交关系、从而产生的信任心理。生态系统的价值网络和嵌入资源保持着动态的更新与互动，互相促进、协同成长。

平台战略和生态战略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异？企业又如何从平台战略转型到生态战略？本文提出STEP模型，即企业从用户结构（Structure）、交易层级（Transaction Tier）、商业赋能（Enablement）和模式绩效（Performance）这四个方面，实现战略的升级。



战略升级的STEP模型


用户结构。
 首先，不同企业具备不同的用户结构。传统企业实施产品战略，企业的用户结构是单一的，也就是只需面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此时企业注重规模效应，即生产单种产品的规模变大，企业经济效益得到提升。而对于平台企业，由于其用户结构的拓展，则带来了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指使用同一产品或服务的用户数量越多，每个用户从消费中获得的效用也就越大。这指的是同侧的网络效应，而对于平台来说，平台既需要对接消费者，也需要对接供给者，因此平台既具有同侧网络效应，还具有了交叉的网络效应。以滴滴平台为例，司机越多，顾客获得的效应越强，这是同侧网络效应；同时，越多的司机会吸引更多的乘客，而乘客的增加又将进一步吸引司机的加盟，这是交叉网络效应。所以，企业需要将重点放在增加双边用户的数量上，以强化交叉网络效应。平台战略之下，用户数量决定了企业能否存活和成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平台竞争企业要大打价格战，正是为了抢夺更多的用户。

当实施生态战略时，企业用户结构的种类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因此带来了互补效应。生态系统由价值网络和嵌入资源两部分组成，通常来说，原有的平台模式是价值网络的基础，而在用户数据等嵌入资源的支持下，企业可以充分发掘已有双边用户的需求，且有能力将平台之外的不同类型的参与主体纳入到价值网络中，因此在原有平台的网络效应的基础上，产生了从平台内拓展到平台外的互补效应，也就是平台与平台外参与主体之间的业务、资源等具备互补性，两者可以互补共生，共同壮大。以淘宝为例，原有电商平台内部具有网络效应，包括卖家的同侧网络效应，以及卖家和买家之间的交叉网络效应，同时，淘宝的成长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不断强化既有平台和平台之外参与主体的互补效应，包括支付、配送、店铺管理等服务更好地支持了原有电商业务的运作，同时平台的壮大也为这些附加服务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总结来看，不同战略下，企业具有不同的用户结构，也带来成长效应的强化（
见边栏“企业用户结构对比”

 ）。对比来看，平台企业的网络效应只局限在平台内部，在平台发展过程中，参与主体的类型基本保持不变，动力主要来自双边用户数量的增长。以滴滴为例，虽然滴滴平台上有出租车、专车、快车等多种车型，但总的来说，滴滴提供的仍只有单一的用车服务，其用户种类为两类：司机和乘客，诸如补贴、开发不同车型等战略的目的是为了在数量上吸引用户，从而增强交叉网络效应。

相比之下，生态系统用户结构更加丰富，互补效应拓展到了原有平台之外，种类和强度都更强，其成长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用户数量的增长，二是参与主体类型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时，敲钟的并非马云或是其他高管，而是八位阿里生态系统的参与者，由网店店主、美国果园农场主、电信服务商、云客服、网络模特、快递员和消费者代表组成。由此可见，生态战略下企业的用户结构是多元化的，比如淘宝上大量的买家和卖家产生了很强的平台内的网络效应，而诸如为卖家提供网店管理、营销支持的客服团队、支持产品配送的快递员群体等则带来了巨大的平台外的互补效应。


交易层级。
 交易层级这个概念是从核心公司的供应链视角出发，看企业将供应链上的多少交易环节纳入业务体系内。平台战略下的交易只聚焦在供应链上的某一环交易上，通常是供应链末端的分销环节，比如电商平台、团购平台等都是在解决如何把从产品或服务的最终生产者对接给消费者。此时交易层级为一级，如边栏“交易层级对比：平台和生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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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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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实施生态战略，将基于原有的交易层级，进一步和各自的上下游展开交易，供应链上的其他环节将被纳入企业的业务体系中，比如原有的卖家将与供应商建立新的交易关系，原来的买家群体与新的卖家产生交易，这就是第二级交易。进而，围绕新的参与主体，交易层级可被拓展为第三级、第四级等，企业的业务范围也拓展到供应链的多个环节。

梳理美团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交易层级的不断拓展。初期美团的团购业务扎根于供应链的零售环节，作为平台对接起大量线下商家和消费者。启动生态战略后，在买家端，美团顺应消费需求开发了“团购+订电影票”“团购+订酒店”的组合业务，进而分化出猫眼电影、美团旅行等第二级业务，近期上线的美团打车也是在完善生态、打造一步到位的生活服务。在卖家端，美团则利用团购业务积累起大量线下实体店面资源，向供应链下游拓展出外卖业务，解决了商品配送环节的问题。向供应链上游则开发“快驴进货”，为餐饮店铺对接起食材、餐饮用品的供应商；推出“商启通”，提供库存管理、财务分析等店铺管理服务，从而将供应链上的原料提供等环节也纳入到整个生态系统中来。


商业赋能。
 生态系统将本不属于平台交易体系的多元化主体纳入到生态内部，从而丰富了用户结构，拓展了交易层级。那么，为什么各类主体愿意参与到生态系统中并建立交易关系？我们认为，正是因为生态系统具备强大的对外部多元主体的商业赋能能力。商业赋能指的是企业基于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数据，通过提供需求分析、交易匹配、管理工具、金融支持等服务，将外部的主体吸引纳入生态系统中，从而建立起新的交易层级。

首先，企业的需求分析和交易匹配都需要基于用户数据展开。平台由于受到其用户结构的局限，只能掌握双边用户的相关数据，也只匹配一种固定的交易关系。而生态系统的参与主体更为多样、用户结构更为复杂，因此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种类和更大量级的用户数据，从而大大提升企业进行需求分析的覆盖面和精准度，也使得企业能够高效匹配多种多样的交易关系，像美团不仅需要将消费者匹配给各类线下生活服务，如餐厅、电影院、美容院、司机等；还要把各类店家匹配给各自上游的供应商等，像针对线下餐饮商户推出进货服务“快驴进货”，可以根据餐饮店铺长期的运营情况来推荐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总之，生态系统拥有更丰富和更精准的数据，使其在需求分析和交易匹配能力上更具优势，从而能降低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交易效率，这是导致其赋能范围超出平台的边界的原因之一。

在管理工具上，平台提供的工具较为单一，一般只涉及与平台业务高度相关的若干个方面；而生态系统的智能管理工具能帮助生态内的参与者在财务、人力、库存等多方面进行高效精确的分析和管控，节约大量管理成本。为什么生态系统的管理工具更为先进？一大原因是生态系统具备充分的互补效应，可以引入第三方的互补者比如软件开发公司、相关领域咨询公司等，来提供更为专业、更有针对性的管理工具；相比之下，平台的参与主体比较局限，管理工具一般需要由企业内部自行进行设计与开发，所以无论在效率，还是专业程度上都难以企及。

最后来看金融服务。核心企业为业务体系中的用户提供小额贷款、保险等金融服务，可以有效地减少融资成本、降低经营风险。平台战略下，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吸引双边用户，扩大平台规模，一般不会关注用户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平台尚在成长阶段时，企业自营金融业务须投入大量的成本，一般难以负担。比较之下，生态战略下，由于参与主体更为多元，交易层级更为丰富，为了支持这些交易环节的顺利进行和拓展新的交易关系，金融服务对于生态的成长是必要的。同时，由于生态企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用户规模、资金体量、社会信誉，也积累了大量如商业信用、社交信任等资源，赋予其实力拓展金融业务。生态还可以利用其用户数据的优势，吸引专业金融机构开展合作，推出更专业、更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总结来看，相较于平台，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嵌入资源，包括用户数据、商业信用、社交信任等，将赋予生态系统全方位的赋能能力，超越了原有价值网络的边界，我们称之为生态赋能。生态赋能不断反哺价值网络，吸引更多数量和种类的主体加入生态体系之中，促进其范围不断扩张。


模式绩效。
 我们认为，企业的模式绩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评价，分别是：交易规模、交易种类、持续成长。其中，交易规模反映企业的体量，交易种类衡量企业业务的多元化程度，这两个指标体现企业的经营现状；第三个指标持续成长则可用来判断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平台战略下，因为企业的交易层级仅为一级，相当于企业只是在单个固定的市场开展经营活动，从而限制了企业的交易规模，交易种类比较单一和固定。而生态战略下，企业涉及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张，可以进入多个市场，交易种类更为丰富、多元，总的交易规模也更大。

在持续成长方面，生态系统的成长可持续性优于平台，其原因也与前两个指标息息相关。平台的成长只是聚焦在规模这一个维度上，将重点放在了吸引某个市场更多的双边用户，当这个市场达到饱和后，平台的增长也就遇到了瓶颈。相比之下，生态系统的成长涵盖了规模和种类这两个维度，当一个市场达到饱和后，生态系统可以基于其丰富的嵌入资源，吸纳新的参与主体加入生态，进入另一个新市场，开始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应该在交易规模、交易种类和持续成长这三方面实现全面、平衡的发展。以腾讯为例，交易规模上，2017年全年总营收达2377.6亿元，净利润715亿元；交易种类上，腾讯生态目前已经涵盖了社交、娱乐、资讯、金融、工具、智能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腾讯的成长速度也是惊人的，在财务指标上，2017年总营收相比上一年上升了56%，净利润同比增长了74%；从业务布局方面看，腾讯在2017年总共进行了132笔投资，数量上超过阿里巴巴和百度的投资总和，可见其成长速度之快、持续成长的潜力之大。乐视则是一个反例，乐视在短短三年内，业务已经涵盖了视频、手机、电视、体育、金融、汽车等多个产业。看似具备多元化的交易种类和极快的成长速度，但实际上，乐视鲜有真正盈利的业务。另外各个业务之间没有形成很好的协同效应。在根基不稳的情况下进行过快的扩张，导致其资金链问题愈发严重。



企业如何实现STEP模型

我们用边栏“STEP模型：平台战略和生态战略”总结了企业战略的STEP模型，对比平台战略和生态战略在用户结构、交易层级、商业赋能和模式绩效这四个方面的差异。

基于STEP模型，我们认为企业要从平台战略转型到生态战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调整用户结构。
 企业需要突破固有的双边用户种类，从既有用户出发，进一步挖掘用户需求和市场潜力，比如，现有用户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服务，这些用户又能和哪些群体发生联系等。从而突破目前的用户结构，将多元主体纳入到交易体系中来。

可以说，要实现生态转型，企业不仅需要关注原有平台内参与主体之间的网络效应，还应关注如何与平台外的参与主体产生互补效应。网络效应增长规模，互补效应推动扩张，这样才能帮助平台企业打破原有平台的边界，实现用户结构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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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拓展交易层级。
 企业不能将目光局限在一个交易环节上，而是应该放眼于整条价值链。平台企业可以结合已有的用户数据、用户信任等资源优势，在原有业务的上下游环节发掘新的商业机会，再决定如何引入新的交易关系，实现交易层级的拓展。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的新业务和既有业务需要紧密联系、互相融合。同样从交易层级的角度看，新业务必然是以既有的交易层级为基础，要么是顺应用户的需求，要么是基于已有的嵌入资源，自然而然地分化和拓展而来的。这就要求核心企业在开拓新业务时，必须考虑其与既有业务的联系，后续是否能互相促进，否则可能会造成新业务与原有体系的脱节，无法产生互补效应，不利于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优化商业赋能。强大的商业赋能能力是生态系统不断成长、不断拓展边界的保障。生态系统通过在需求分析、交易匹配、管理工具、金融服务等方面对外部主体进行赋能，将吸引更多成员加入，新成员与原有生态之间互利互惠，协同成长。用户数据、商业信用、社交信任等嵌入资源是企业商业赋能能力的基础，平台通过培育和运用这些资源，深入服务于各个产业链，从而优化其商业赋能能力。

因此，这要求平台企业不能只关注自身的价值获取。获得价值固然是企业的根本目的，但若缺失支持性的嵌入资源，企业将囿于原有的业务边界很难实现突破，也难以面对商业环境的风险和变化。所以，企业也需要注重培育嵌入资源的丰富度，比如充分挖掘和发挥数据的价值和作用，又如通过建立信用的保障、信任的纽带这类具备社会基础设施作用的机制，从而降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来深层次服务于产业链。


最后，提升模式绩效。
 平台企业在进行战略转型的过程中，应该对交易规模、交易种类和可持续成长这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全面的布局，三者需要保证互为支持，保持步调一致，才能打造一个可持续、有潜力的生态系统。

交易规模是企业进行生态化转型的根基，若没有稳固、强大的核心业务为企业扩张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持，盲目地进行多元化扩张将难以维系生态的稳定，甚至可能导致全盘皆输。同样的，企业也不能一味只追求规模而忽视交易种类的多样化，这样自身的成长将面临瓶颈，难以在急剧变化的商业环境下实现创新和突破。所以要注重培养交易的多样化，是为了未来发展而考虑。最后，企业在考虑持续成长时，应从两个方面出发，既要基于企业现有的资源实力，也需契合未来生态的协同发展，两手都要硬。

目前我们已经迎来了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的新契机，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万物互联的情境下，生态战略将成为商业世界的主流，生态系统也将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未来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因此企业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用户结构的调整、交易层级的拓展、商业赋能的优化和模式绩效的提升，从而实现从平台战略到生态战略的转型。生态战略也正好回答了进入“互联网下半场”后公司应采取何种战略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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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Feature



职务晋升中的

正向选择与逆向淘汰

张维迎 | 文 李源 | 编辑






一个组织的职务晋升规则，既可能是正向选择，也可能是逆向淘汰。对于保留优秀成员来说，正向选择的结果总是好于逆向淘汰，但组织却往往很难总是使用正向选择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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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组织（包括商业公司、学校、军队、政府等）的业绩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成员的品质结构（即不同品质成员的比例）。组织中不仅不同级别成员的品质不同，而且同一级别内部成员的品质也相差甚大。本文证明，组织成员的品质结构依赖于三个因素：（1）初始成员的素质；（2）晋升规则（正向选择还是逆向淘汰）；（3）个体品质的演化。通过数学推演，本文将进一步证明，“晋升规则”对组织的品质结构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一个组织的晋升规则究竟是正向选择主导还是逆向淘汰主导，则与如下四个因素有关：（1）组织面临的外部竞争程度；（2）组织中个体业绩的可度量性；（3）组织是否有剩余索取者；（4）组织内部上一级成员的个人品行。



正向选择

为了聚焦于本文的主题，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假设的科层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该组织只有最底层的职位对外部市场开放，最底层以上的所有职位都通过内部逐级晋升补充，并且不存在越级晋升。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最底层级标定为层级1，紧连层级1之上一层标定为层级2，以此类推，直到最高层级（“大老板”，可能一个人也可能数个人）。

我们假定每个成员的个人品质只有“好人”或“坏人”两种类型。这里的“好人”“坏人”既可以指道德品行的好坏，也可以指工作能力的高低。现实中的人当然不止两种类型，也没有绝对的好人或绝对的坏人，工作能力的分布也是连续的，但这个简单化的两点分布足以说明本文的基本结论。

我们考虑两种典型的晋升规则：正向选择和逆向淘汰。在“正向选择”规则下，好人比坏人有更大的机会得到晋升。反之，在“逆向淘汰”规则下，好人得到晋升的机会小于坏人。

为了说明正向选择的重要性，我们再做一个极端化的假设：层级1成员（普通员工）的构成是10%是好人，90%是坏人。这些普通员工可能是刚从大学毕业生中被招进来的，也可能是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的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人。我们先假定每个人的品质不随时间演变，即好人永远是好人，坏人永远是坏人。第三节我们将放松这一假设。

假定不同品质的员工晋升的概率不同，其中好人晋升的概率是0.3（每10个人中有3个得以晋升），坏人晋升的概率是0.2（每10个人中有2个得以晋升），这样不同级别混合（平均）晋升概率大概在0.21和0.28之间。好人晋升的概率高于坏人，这是“正向选择”的基本含义。在这些假设下进行数学推演，我们得到如果表1和图1所示的每一层级员工队伍的品质结构（我们假定层级11是最高层）。

表1和图1清楚地表明，即使最底层员工中90%都是坏人，每一层级好人晋升的概率比坏人只高出10个百分点，正向选择会导致好人的比例随层级上升而迅速增加，到层级7的时候，好人的比例就超过坏人近12个百分点（分别为55.9%和44.1%），最高层（大老板）是好人的概率达到86.5%。如果我们假定每一层级好人晋升的概率比坏人高出20个百分点（即晋升概率分别为0.4和0.2），到层级6好人的比例就超过坏人，大老板是好人的概率接近90%。如果假定最底层员工群体好人和坏人的比例是5:5，而不是前面的1:9，晋升概率分别为0.3和0.2的正向选择规则就可以保证，到层级6的时候，好人的比例达到92%，大老板是好人的概率接近99%。由此可见，最底层员工的品质结构越好、正向选择规则越强，较高层收敛于高品质员工的速度就越快，大老板是好人的概率就越高。给定高层岗位总是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责任，那么收敛于高品质结构越快的组织其业绩当然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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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淘汰

一个组织的职务晋升规则，既可能是如前所述的正向选择，也可能是逆向淘汰。所谓逆向淘汰，是指好人晋升的概率低于坏人的情形，而不是说好人一定不能得到晋升。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可能是因为坏人比好人更会巴结上级，更会说假话，更会走歪门邪道，因而在晋升中获得优势地位。识别人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即使上级主管主观上希望提拔好人，但也可能得不到足够的信息区别好人和坏人，最后提拔上来的可能是坏人而不是好人。

为了说明逆向淘汰对组织员工品质结构的影响，让我们做一个与前面相反的极端假设：假定最底层员工队伍中好人和坏人的比例分别是90%和10%。再假定好人晋升的概率是0.2，坏人晋升的概率是0.3，即坏人比好人高出10个百分点被晋升。使用与上一节类似的数学推演，我们得到如表2和图2所示的逆向淘汰下每一层级的员工品质结构。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即使最底层招进来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好人，逆向淘汰会使员工品质结构随层级的上升迅速恶化，到层级7的岗位，坏人已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最高层（大老板）是好人可能性只有13.5%。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看到，即使上级主管本身是好人，也渴望挑拨好人，越到高层级岗位，他的选择范围越有限（我们假定不能越级提拔）。可以想见，基层员工队伍的素质越差，逆向淘汰越严重，则较高层岗位品质恶化的速度也越快，组织的整体业绩表现也会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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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品质的演化

前面我们一直假定人的品质是天生的、基因决定的，不随时间而变化。事实上，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的品行不仅取决于天性，更取决于后天的养成。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指生物在个体生活过程中，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产生带有适应意义和一定方向的性状变化，并能够遗传给后代的现象。由法国进化论者拉马克（C.Lamark）于19世纪提出。——编者注）对动物不成立，但对人类是成立的。根据演化博弈理论，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则会诱使人们学习、模仿最成功者。如果坏人比好人更容易得到晋升，说假话比说真话更容易得到上级主管的青睐，原来的好人就可能变成坏人。

为了证明逆向淘汰下个人品质演化对组织带来的影响，让我们假定最底层员工队伍好人和坏人的比例仍然是9:1，每一层级得到晋升的概率仍然分别为0.2和0.3. 但我们现在假定，从层级2开始，由于模仿成功者带来的效应，已经得到晋升的员工每一层中有10%的好人变成坏人（这个比例不算高）。表3和图3给出了这一假设下不同层级的员工结构。

比较表3（图3）和表2（图2），容易看出，个体品质演变的可能性会使一个组织的员工队伍素质更快地恶化。在我们的例子中，如果不存在个体品质演化，到层级7的时候，坏人的比例高出好人不到12个百分点，最高层级是好人的概率是13.5%，但在存在个体品质演化的情况下，到层级5的时候，坏人的比例就高出好人25个百分点，最高层级是好人的概率只有2.4%。由此可见，个体品质演化的概率越高，员工队伍素质恶化的速度也越快。

好人哪去了？简单地说，一是好人被淘汰了；二是好人变坏了。这是逆向淘汰的双重效应。

相反，在正向选择的情况下，如果每一层级有10%的坏人转变成好人，即使最底层员工90%都是坏人，到层级5的时候，好人的比例就会高出坏人2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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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选择和逆向淘汰的决定因素

前面我们分别讨论了正向选择和逆向淘汰两种情形。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组织究竟是选择正向选择主导还是逆向淘汰主导？据我观察，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组织面临的外部竞争程度。组织的业绩与员工队伍素质正相关。外部竞争越激烈，生存压力越大，晋升规则越可能由正向选择主导。反之，垄断性组织由于缺乏竞争压力，更可能被逆向淘汰主导。同样的原因，像军队这样的组织，和平时期更可能由逆向淘汰主导，而战争时期更可能由正向选择主导。

第二，度量个体业绩的难易程度。对任何组织来说，个体品质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影响组织的业绩。但品质通常不容易直接度量，外部人主要通过观察到的个体业绩推断个体品质。在不同的组织，甚至同一组织的不同岗位，观察个体业绩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个体业绩相对容易度量的组织和岗位，更可能由正向选择主导；个体业绩不容易度量的组织和岗位，更可能由逆向淘汰主导。因此我们看到，逆向淘汰在非营利性组织比在营利性组织更盛行，在公司的行政部门比业务部门也更盛行。

第三，剩余索取权的归属。剩余索取权就是所有权。企业的拥有者（持股人）是最在意组织业绩的人，因为他（她）拿的是扣除别人的合同收益之后剩余的东西，而不是旱涝保收的合同收益。剩余多少与组织的业绩最相关。因此，有明确所有权的组织更可能由正向选择主导，而没有明确所有权的组织更可能由逆向淘汰主导。这就是国有企业中逆向淘汰比私人企业公司更为严重的原因。

第四，上级主管的个人品质。任何组织，领导人的个人品质都会直接影响提拔的标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个人道德品质和能力越高的主管，越倾向于正向选择；个人道德品质和能力越低的主管，越倾向于逆向淘汰。所以正向选择和逆向淘汰都有一种自我强化的趋势：好人把持的组织，会吸引更多的好人；坏人把持的组织，坏人会越来越多。“武大郎开店”的比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讲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上述四个因素既可以独立影响组织的晋升规则是正向选择还是逆向淘汰，也可能相互作用。它们之间既有互补关系，也有替代关系。就互补性而言，比如说，外部竞争的存在会提高个体业绩的可度量性（存在所谓的“标杆”），因而使得一个组织更可能由正向选择主导；度量个体业绩的难易程度也取决于组织是否有剩余索取者，因为剩余索取者最有积极性通过改变分工和调整组织结构提高个体业绩的可度量性。就替代关系而言，即便个体业绩是难以度量的，但如果外部竞争强度足够大，组织成员之间就可能形成一种生死攸关的连带责任，所以即便个体业绩不易度量，主管也有较大的积极性采纳正向选择规则。同理，即使一个组织面临的外部竞争很小，个体业绩也不易度量，也没有剩余索取者，但如果主管是一个能力强、为人正派，又很有事业心的人，那这个组织也可能被正向选择主导。反之，即便一个组织面临很强的外部竞争，个体业绩也不难度量，也存在剩余索取者，但如果主管心术不正、嫉贤妒能，那么这个组织也可能由逆向淘汰主导。不过这种情况不可能长久，或迟或早，这样的主管会被替代，否则组织自行灭亡。但无论如何，缺少外部竞争压力、没有明确的所有权、个体业绩很难度量、主管又昏庸无能的组织，更可能被逆向淘汰主导。



抓阄也许是好办法

前面我们分别讨论了职务晋升中正向选择和逆向淘汰及其对组织员工队伍素质的后果，并且简单分析了决定一个组织是正向选择主导还是逆向淘汰主导的四个因素。理论上，几乎人人同意组织应该由正向选择主导（没有人敢公开说要搞逆向淘汰），但现实中，许多组织长期被逆向淘汰主导，而且，除非有特殊的事件发生，已经被逆向淘汰主导的组织要转向正向选择很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在这样的组织，所有层级的主管都没有积极性选好人，而且越到高层，越缺少好的候选人可供选择。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把所有层级的岗位都向外部市场开放，而不是像我们前面假设的那样只有最底层级岗位对外部开放，情况或许会好一些。此外，允许越级提拔也可能有助于缓解人才匮乏问题。

在一个组织难以做到正向选择的情况下，抓阄可能是解决职务晋升中逆向淘汰的最好办法。抓阄可以保证“好人”和“坏人”有同样的概率得到晋升，因此，至少不会使得上级的素质比下级差。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最底层级员工中90%是好人，10%是坏人，抓阄可以保证每一层级中好坏人的比例始终保持在9:1，还可以节约每个人为晋升花费的游说成本，组织也不需要为选拔人才花冤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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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INSIGHT



创业中不可或缺的隐性支持

齐菁 | 文 李全伟 | 编辑




聪明、有决心并且拼命工作的中国创业者取得了许多商业奇迹，同时他们也出于自身思维和能力所限而面临压力和危机。中国的创业者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和支持？本文提出，创业者应当避免思维误区，而要注重获取心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隐性要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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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6年估值近600亿美元的滴滴出行在2018年一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然而就在其准备上市期间，4个月内发生两起重大安全事故，对公司造成重创，也给创始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滴滴出行只是集聚成功和风险的中国创业企业的一个缩影。根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CB Insights截至2018年8月的数据，全球260家独角兽企业中有76家中国企业，占比约29%。中国已经超越欧洲，成为继美国之后拥有独角兽企业最多的国家，并且与美国的差距也在快速缩小。

广阔而活跃的中国市场虽给予创业者无限机遇，但整体来看，中国的创新创业系统仍刚刚起步，政策、资本、科研、行业各方支持配合程度比较低，与创业相关的服务和培训尤为欠缺。

我们常常会从行业、市场和产品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创业者和他们所做的事情，偶尔在一些负面事件突发时反思创业者的行为。但我们几乎没有更进一步，真正站在创业者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工作和生活行为，没有认真感受他们面临的压力，了解他们的需求。

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的创业者，你会发现，聪明、有决心并且极度努力工作是他们令人敬佩的特质。他们对市场非常敏感，善于观察一波又一波的商业浪潮并迅速投入其中寻找机会。与此同时，他们还是心态开放的学习者，愿意投入资金、精力和时间来阅读、上课和出国考察。

来自深圳、33岁的董学振已经是第三次创业了，在成功创办印刷厂和在线印刷平台之后，他转投消费品，开始做智能恒温酒柜项目17°生活。

从2017年开始，董学振已经无数次地跟朋友和投资人讲述过他关于智能恒温酒柜的商业设想。但在今年8月底他参加了一个由营创学院和创始人空间（Founders Space）联合举办的为期3天的硅谷创业导师霍夫曼独角兽创业营，彻底改变了他讲故事的思路和方法。短短3天时间内，经过多轮的打磨，董学振对他的商业计划进行了3次大调整，是创业营中改变最多的人。当他带着新的方案回归日常工作，第一次跟朋友沟通就收获了一个合作伙伴，对方投资60万元购买了300个智能恒温酒柜的共享分红。

董学振对这一次训练营的收获非常满意，他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通过在短时间内高频度地沟通商业计划，让他获得全新的视角，认识到自己的思维误区。

这一训练营是由硅谷创业船长、Founders Space创始人斯蒂文·霍夫曼（Steven Hoffman）和清华大学博导、营创学院院长郑毓煌联合打造。他们自己的身份既是创业者，又是创业导师，因此对中国的创业者们有着深入的观察，对创业者所面临的挑战也有着相似的体会。《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他们最近的训练营结束后对霍夫曼和郑毓煌进行了专访，一起探讨了中国创业者的特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思维误区和他们真正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



创业者存在四大思维误区

最近3年，霍夫曼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度过，与超过100位中国创业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所以花那么多时间在中国是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创业者将会在塑造我们这颗行星未来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中国创业者普遍聪明、勤奋、行动迅速。他们对于新的想法保持着完全开放的心态，并且非常迫切地想要在这个世界刻下自己的印记。与此同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特质，群体性文化历史悠久，然而，在创新的过程中追求体面与和谐可能带来更多限制而非激励。就创业而言，中国的创业者主要表现出以下四方面的思维误区。这些误区有些是全球创业者的通病，也有根植于中国式思维的特色产物。


技术迷思。
 虽然中国的创业者们理解技术创新只是创新的很小一部分，一项发明变成商品也需要经历众多考验，但依旧有很多创业者将技术当作自己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和壁垒。事实上，人们很容易就会相信技术能带来独特的市场优势，却不知你可能会因为掌握了一项专利技术去主动搜寻适合这项技术的市场机会，而陷入“技术迷思”限制发展。

郑毓煌认为，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应该是来自商业上的需求，而不是相反。重大的突破往往来自关注市场机会而不被任何特定的技术所束缚的创业者。以史蒂夫·乔布斯为例，他依靠施乐公司的发明创造了个人消费型计算机Mac。


产品陷阱。
 成功的初创企业早期往往会专注于把某一件事做得尽善尽美，打造最小可行的产品（MVP，Minimum Viable Product）的“精益创业”方法早已不是秘籍（详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2013年5月刊《精益创业改变一切》）。但创业者们又进入了另一个陷阱，过于热爱他们的产品，笃定产品能够创造商业价值。要知道所有的商业设想都有时效性，想为用户解决一个真正的问题，所面临的痛苦和烦恼比看起来要多得多。

好消息是痛苦和烦恼越多，创新的空间就越大。创业者需要用设计思维来一点点重塑价值缔造过程和商业模式。打造智能恒温酒柜的创业者董学振此前就陷入了产品陷阱，他热衷于强调恒温的酒柜为用户带来的品质保障和提升，却忽略了恒温酒柜的屏幕能带来广告模式的商业可能性。


得体禁锢。
 中国文化是典型的群体性文化，中国创业者们擅长组织团队、统一目标、快速行动，但在处理冲突、坦诚和信任问题时会面临很大挑战。很多创业公司的失败是由于创始团队的冲突矛盾。顾及脸面和得体，让人们不愿意公开表达不同意见。但这反而会增加沟通成本，甚至可能积累团队成员之间对彼此的误解，最终导致冲突不断。

这种行为模式，令创业者面对投资人的时候也有众多顾虑。在8月底举办的霍夫曼独角兽创业营上，另一位创业者就为要不要在路演的时候提及自己是夫妇合伙创业而困扰，她一方面担心公开信息会令投资方认为是“夫妻店”，另一方面也担心隐瞒带来的信任问题。霍夫曼认为，因为担心风险而隐瞒或者忽略问题实不可取，坦诚是建立信任的第一步，而信任是任何商业成功的基石。


热衷于追求答案。
 中国式应试教育从小培养孩子的就是回答问题，出色的学生会为一个问题找到多个解决方法和答案，然后选择最优的那个进行回答。中国的创业氛围也类似，领导创业公司的灵魂人物——创始人往往是拥有最优答案的那个人，带领大家按照他的答案来解决商业问题。这的确能将创始人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但也会造成企业过于依赖创始人的局面，尤其在企业快速壮大之后可能会面临组织的僵化。

霍夫曼提倡，真正有活力的创业团队应该激发每一个成员的潜力。要实现这一点，创业者需要改变自己的管理方法，多向团队成员提问，比如“你觉得现在的工作优先级应该是什么？”“要想达成这个目标，你认为我们需要做什么？”“这里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你有没有尝试过这样做？”“你为什么觉得那样做更好？”等等。让团队成员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这种提问式管理是要让员工拥有工作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在知识密集和需要创新的工作环境中，这种拥有自管理能力的团队更加敏捷、主动性更强、效率也更高。



创业者需要隐性支持

创业维艰，政策的优惠、资本的青睐和用户流量对于创业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支持。除了这些显性要素外，随着创业者的成长和市场机遇的增长，心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层面等隐性要素的重要性也在日渐凸显。


价值观的发现与确信。
 一般来说，我们决定创业都是出于希望能够为社会解决问题增添价值的目的。然而这一目的不足以打造企业的价值观，还必须经过时间和金钱的考验，因为如何处理融资和预算决定了一家企业未来的业务导向。

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过多的金钱可能是一味毒药。当创业者提出想要融很多钱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是大声说出已经找到了商业模式、要做大规模的时候。即便如此，金钱的激励和资本的注入可能也会改变其初衷和动力。初创企业在各个方面的问题，也都是在疯狂的扩张与争夺市场中体现出来的。

如何保证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和确信企业的价值观？笔者认为，在扩大规模的时候，更需要坚守标准。与其设定宏大的愿景和目标，不如反向思考，设定一些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在选择要做什么的同时，也要明确不做什么。拒绝的东西越多，反而能够让前进方向更加明晰。


密集地思辨与讨论。
 截止时间是第一生产力，绝不是一句空话，它有着心理学的支撑。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涂艳萍和迪利普·索曼（Dilip Soman）关于“时间的分类及其对任务启动的影响”的研究指出，如果人们把截止时间设置在下周二，很多人在下周一之前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个截止时间。如果你花太多时间思考一件事，也许你永远也无法完成这件事。

对于创业者来说，潮流和时机至关重要。因此短期的、密集的、高强度的训练对于创新商业模式的打磨非常有效。其实很多黑客马拉松大赛利用的就是这种原理，在几乎没有任何预算，而充满了竞争对手的扭曲现实世界中，激发人的创造力。霍夫曼把他全程授课和辅导的独角兽创业营称之为“创新冲刺”的状态。

很自然，这种状态是无法持续的。但是如果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这些短暂的创新爆发结合严格的截止时间就能产生极佳效果，团队在冲刺、创造，再到恢复常态的历程中也能锻炼韧性。关键是如何结构化地设置各种截止时间，如何拆分不同的冲刺阶段并且明确定义目标。


情感支持。
 在社会中，人们保持快乐、高效和心理健康稳定的最重要的源泉是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创业是一件感情消耗极大的事，需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如何缓解压力也是创业者的必修课。如果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人们会倾向于保守，不愿意承担风险，而这正是想要获取成功的初创企业需要极力规避的。

创业者虽然能够通过阅读、听播客、看视频获得很多新的知识，但是面对面的交流能让他们真正了解彼此，建立良好的关系，获得情感上的支持，缓解很大一部分压力。这也是很多人参与创业培训项目、孵化器项目，进驻共享空间时内心真正想要获得的东西。

情感支持的另一方面则来自能够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如何与内在的自己交流。霍夫曼的经验是，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被困在具体的情境之中，而要换个角度重新构建和思考问题，尽可能地减少问题所带来的情绪波动，客观地做出决定后就继续前进。

创业者处理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所花费的精力应当与处理公司业务一样多，这也是一个不断练习的过程。如果能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了解问题的核心所在，那么他就更可能适应变化莫测的商业环境，心无旁骛，抓住真正的机会。


工作生活平衡。
 创业需要广泛的好奇心和持续的创造力，才有可能把握商业浪潮的时机。中国创业者的勤奋和工作时长的记录已在不断刷新，互联网公司兴起的“996”工作模式已经很普遍，很多初创企业深更半夜还在开会和工作。在霍夫曼看来，这种仅仅关注到工作的生活态度是一种严重的身心障碍，极有可能导致健康问题，而且对企业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创业是一场马拉松，过早的消耗殆尽会造成更多问题。

工作狂的现象在中国尤为严重，创业者更是重灾区。中国的创业者有决心有毅力，他们相信如果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努力工作，就会成功。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如此，但如果太过极端的话，反而会伤害到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因为这使得他们缺少了将各种零碎信息组合在一起，并判断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能力。

只有开放头脑、体验生活，才有机会看清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如果把其他的事物都排除在头脑之外，那么你不但会错过正在到来的商业浪潮，还会错失生活本身。

创业本就是一段冒险的旅程，创业者应当不盲目乐观，也不备感压力。健康生活、快乐工作，创业的意义才更大。但需要认识到的是，90%的初创企业会失败，要想突出重围必须有新的或者独特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如此丰富和多样的情况下，更好一点、更特别一点还不足够，要有绝对竞争优势才有机会取胜。而要打磨出这样的创意，创业者需要找准市场和竞争者，用新的思维模式来引导，花费时间和精力来讨论商业模式，并在市场上不断进行测试。这正是创业者们日常工作中最应该着力的部分，也是创业教育中最应该关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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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的投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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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转型为平台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也必然随之转型，如何将人才价值最大化，就需要人力资源把自己当成投资机构，将人力作为资本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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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联网时代，“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重要性相对工业经济时代急剧上升，真正成为了所有生产要素中最具不确定性的一种。其既可以创造极大的价值增量，也可能导致企业走向失败。

在这样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必然走向平台型组织，要想发挥人力资源的最大价值，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以下简称“HR”）需要转型为企业内的“人力资本风险投资机构”，将人力作为资本运营，并产生经营结果。本文将阐释平台型企业结构下，人力资源资本化的必然趋势，并给出HR转型的具体建议。



人力资源资本化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多是在宏观层面说明了人力资源具有的经济价值，但对于如何在微观层面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手段形成人力资本却语焉不详。

事实上，如果进入到微观层面，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一下人力资源、人力资产、人力资本这三个概念：


• 人力资源——
 “资源（Resource）”是企业掌握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功能要素。换句话说，只要有用，就是资源。就人力资源来说，只能确认其有用，但却不能确认其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这正是当前人力资源业界面临的尴尬，选用育留只能被模糊地认为有用，因为这样的方式维护了人力资源职能。


• 人力资产——
 “资产（Asset）”是相对资源更加狭窄的概念，企业控制的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资源。其特点是“增值性”，这种资源因为其功能的存在，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将人力资源过渡为人力资产，主要是通过提升人力资源的准备度（readiness）来实现的，当我们针对企业需要的人力资源缺口做定向补给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类人力资源是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正是我们口中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但这种模式依然是模糊的，经济效益的产出并没有被锁定。


• 人力资本——
 “资本（Capital）”是相对资产更加狭窄的概念，是指投资人往公司里（项目里）投入的资源，而投入的形式可能是获得公司的股份，成为股东，或者是获得公司的债权，成为债权人。人力资源的特殊性在于，其拥有者天然是员工自己而非企业（即使企业雇用了员工），企业不可能充当人力资源投入项目后的股东，这类股东应该是员工自己。所以，企业要将人力资产过渡为人力资本，需要将（属于员工的）人力资源和（属于企业的）其他资源共同投入项目里，而后，要么是企业与员工共同作为项目的“股东”，要么是因为给予了员工资源并获得明确的交付承诺，而成为“债权人”。只有这样，企业与员工才是共同劣后的，企业才能锁定一个可预期的回报。

人力资本相对人力资产的区别是，少了那些没有进入项目的人力资产。这类人力资产大量存在于企业的后勤职能部门（费用中心），尽管也是企业经营所必需的，由于没有进入项目内，输出的收益并不明确。



HR的攻与守

如果将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那么，人力资源效能（投产比）就是衡量这项工作优劣的标准。HR们存在两种选择，一是提升产出，二是降低投入。

现有HR们的工作模式决定了他们更擅长防守（降低投入），而非进攻（提升产出）。

在传统工具中，绩效管理是最直接的进攻工具，最能够将人力资源资本化，但这个工具往往天然羸弱，现实中的考核工具在区分员工业绩上并没有那么理想，大多数无法发挥激励以驱动业绩的作用。由于无法区分人力资源产生的价值，企业难以与员工建立“股权”或“债权”的关系，这个方向上的人力资源资本化实际上是失败的。除此之外，招聘、培训、调配等工具尽管可以固本强基，但对于企业业绩的作用却相对间接。也就是说，这些工作产生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甚至产生了大量的人力资产，但却无法将这些成果转化为人力资本。

由于HR们无法通过传统工具来更提升企业的产出，剩下的选择自然是防守，即降低人工成本和人数上的投入。于是HR们成为了企业内部最容易被抱怨的一群人，业务部门埋怨他们把持资源、不接地气，用“守财奴”一样的方式处理业务部门对于人员和人工成本的需求。

如果我们用投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一个风险投资机构居然在几年里没有投出一个项目，表面上是维护了资金安全，实则是碌碌无为。这就好比HR们即使面临老板要求他们推动经营的诉求，仍然固守选用育留。他们的职能活动产生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如果足够精准，还能产生大量的人力资产。但这些人力资产全部趴在公司的账户上，并没有进入项目内实现资本化。

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真正的进攻模式应该是典型的“投行模式”。HR 成为积极的投资机构，通过盘活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将各类资源注入到经过筛选的优质项目里实现资本化，并通过激励和赋能确保企业的平台收益最大化。具体来说，HR要做好投资评估和投后管理两类工作，前者是筛选项目并给出“激励条款”，而后者则是在前序“激励条款”的框架下进行项目监控和增值服务。

再进一步看，互联网时代的HR们的主要任务有三类：第一是搭建有效的平台型组织结构，让足够多的业务能够以项目（也被叫做小微、经营体、模拟公司等）为单位进行经营损益的核算；第二是设计平台型组织的激励模式，理想状态是“让人人都是自己的CEO”；第三是设计平台型组织的赋能模式，这需要从一线快速抓取最佳实践，快速编码为知识，并快速地进行传播，让个人与项目实现快速成长。



核心人才资本化

HR如果将自己代入投行的角色，那么，他们会用一种更加简单的资本思维，来重组传统选用育留的各个环节。

第一个投资阶段是“金钱→人才”，即如何用最划算（而非最少）的钱找到最好的核心人才。为什么这里是核心人才呢？因为人力资源资本化必须基于项目，而核心人才是项目的建队基石。反过来说，周边人才由于作用有限，没法对项目产出负责，在招聘之初是无法资本化的。

大量企业的HR在招聘核心人才时，都喜欢向老板要大预算，号称“高人”一定是“高价”。但这却面临一个尴尬，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商业泡沫扭曲了人力资源的供需关系，人才价格存在大量泡沫，大量所谓高价人才并非真金。2013年至2015年期间，互联网如火如荼，大量所谓高级人才依靠互联网从业背景，一跳槽薪酬就能翻两三倍，但相当一部分最终却在新的平台碌碌无为，让不少企业直呼上当。表面上看，这是时代布局的陷阱，躲不开。但实际上，这却反过来证实了HR们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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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商业环境变化莫测，对于人才的素质模型不断提出新要求，而企业的素质模型显然无法同步迭代并筛选出真正的人才。此时，要锁定人才的产出（主要是高价的高端人才），就好比投资项目一样，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条款”，让人才与企业协同创造、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这些条款集中体现为各种形式的股权激励，如实股、期权、业绩股、受限制股、虚拟分红股等等。这种激励条款在当今被广泛应用（尤其是互联网企业），企业更愿意用股权或期权的形式来支付核心员工的部分薪酬，而员工则只有在企业达成了一定业绩时，才能获得这部分权益的套现。对于大多企业，节约当期支付的人工成本倒是其次，更多是希望员工能够与自己共同进退。

传统意义上，这些不同形式的股权大多是公司股份，但如果要更精细地锁定人才的产出，还应该核算到项目。所以，基于项目的对赌模式成为了一种强力的激励条款，这避免了人才进入企业之后“搭便车”。具体来说，大多时候是员工用对赌投入换取的“项目虚拟分红股”，如果业绩目标达成，不仅是对赌投入全额返还（甚至还有溢价），员工还能分享一定基线之上的“超额利润”。反之，则对赌投入被罚没。其中，对赌代表企业拥有对于员工的“债权”，而超利分享则代表企业和员工“共同持股”。这种设计往往是HR的痛点，由于对业务的了解不够清晰，如何基于项目划分出“赛道”再配置相应的激励是一个巨大挑战。但这一关却必须要过，因为，只有基于对业务前景的理解，才能给出最科学的激励条款，才能从茫茫人海中找出真正有创客精神并对自己能力极其自信的真金。

有的企业家也曾经问我，对于核心人才来说，他们可能并不接受所谓的资本化，他们会认为那些激励条款过于苛刻了。但这也是个伪命题，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激励条款虽然增加了不确定性，但也提高了杠杆率（带来了更大的收入可能）。对于核心人才来说，从生意的角度，肯定是划算的。海尔的张瑞敏在谈到人单合一模式可能对人才带来的“不安全感”时，回答简单明了：“那这种人就不是人才。如果是人才，为什么不能在市场上证明自己呢？如果他有才能，又不愿意去证明自己，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人才呢？”

其实，当我们向员工释放这种制度，他们的积极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想象。2018年，我们为房地产经纪人平台房多多设计的城市公司跟投制度里，每位城市经理及其核心团队可以按几个档次投入现金等实际利益与公司对赌，换取一个相应档次的超额利润分享比例。结果，大多数的参与者均选择了中等以上的对赌档次，半年的时间里，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都取得了快速增长，就连以前最疲软的城市公司也出现了迅猛增长。若干的城市公司经理用几十万的投入换取了几百万的收益，与公司一起实现了双赢。事实上，这样的激励机制已经成为了若干前沿企业共同的选择，海尔、万科都是较早的成功实践者。

当然，部分企业的模式可能是“隐性的对赌”。以腾讯和网易的游戏板块为例，进入项目组的员工仅有13-14个月固定薪酬的保障，更多收益则必须在项目的利润中进行分享。看似没有对赌投入，但对于游戏行业来说，13-14个月的固定薪酬显然是远远低于员工收入预期的（主要收入一般应该来自项目利润分享），他们实际上是在投入自己可以在其他二流企业套现的固定薪酬，来换取了一个利润分享的资格。



周边人才与资源资本化

第二个投资阶段是“人才→项目收益”，即如何将最合适的人才配置到相应项目，使他们在项目里形成最大的产出。这种人才的配置分两层：项目负责人的配置和周边人才的配置。对于前者，通过前面的激励条款已经可以形成高效配置，道理很简单，对自己有信心的人才能接受对赌，进入相应的项目。从这个制度开始，项目负责人实际上就是天然的“劣后者”，是项目配置一切资源的基础。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剩下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把其余人才高效地注入到项目中。

现实的场景中，每个业务的负责人都会要求最好的人才，即使最不重要的业务模块，也会在业务负责人的描述之下显得与企业生死攸关。而HR们如何去甄别？只有把人才都人力资本化，核算为货币符号，才能核算投产比，才能计量他们进入某个项目后是否划算。

显然，周边人才并非基于项目被招聘进企业，无法在一开始就获得激励条款。他们必须在进入企业的平台后，才能被配置到相应的项目里，获得企业第二次出价的激励条款。当然，这一条款必须在最初招聘时约定的范畴内进行细化，除非人才自愿，否则不能打破最初定好的游戏规则。此时的项目中，无论是企业对于周边人才的现金薪酬的投入还是项目股权的投入，都能够资本化衡量。在此基础上，将这种投产比和损益与项目负责人的激励条款相联动，项目负责人自然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甚至主动去推动项目内人力资源的资本化，确保这种激励机制渗透到底。举例来说，一个没有太大产出希望的项目里，项目负责人绝对不会无限索要最优秀的周边人才，因为，这样会发生周边人才的人工成本，也需要为其配置利润分享，必然大量吃掉项目的利润。

这种制度设置前后的区别相当明显。以我们辅导的几个转型平台型组织的企业为例，在项目独立核算初期，项目负责人均会提到团队人员不足，并且索要企业内的精兵强将。而一旦我们告知这类人员的人工成本将计入项目成本，或当我们将人力资源效能指标（如人均营收、人均利润或人工成本投产比）设置为惩罚红线后，项目负责人又会不约而同地撤回用人申请，提出要“内挖潜力”。有时，当不得不使用某个人才时，项目负责人还会提出企业作为平台方来建设公共人才池，而自己的项目按使用时间或次数付费，或者按照人才交付的效果付费。这里，项目负责人在考虑投产比的基础上，主动进行了人力资源的资本化，构建了一种基于交易的债权关系。

第三个投资阶段是“资源→项目收益”，即如何将各类资源盘活，注入到项目里，使他们在项目里形成最大的产出。大量的企业里，资源被固化在一个不能流动的空间内，并不能被所需要的项目随需调用。有的时候，这类资源甚至是边际成本为0的，但项目依然无法共享。

对于各类资源，HR也应该推动其实现资本化，而且，越是边际成本为0的公共资源，就越应该推动其无限复用。例如，海尔就将自己的品牌资源注入到若干的小微团队中，助推其发展，如纯净水供应、家居物流解决方案、清算中心等非相关多元化领域。若不通过这类形式来盘活资源，这些资源就必然变成公共地，产生经济学上所谓“公共地的悲哀”，导致企业整体的低下效能。

具体来说，是将这些资源打上标签并进行定价，依靠内部的市场机制进行配置。与人力资本的相同之处在于：一方面，这类资源的定价会让项目负责人对其进行理性选择，而不会强行对项目进行“超配”；另一方面，这类资源注入项目，也会换算为企业在项目里的“股权”或对于项目团队交付物的“债权”，成为企业回报的来源。



结语

如果人力资源管理真的进入投行逻辑，HR们需要恪守两条底线：

其一是效能的底线，这是真正意义上“防守的底线”。这意味着需要控制投产比，确保了企业在这个领域的投资是划算的。此时，效能标准成为了激励红线，企业在这个标准之上定制激励条款，让能把事情做成的人（核心人才或周边人才）与企业共同劣后。

其二是预期收益规模的底线，这是真正意义上“进攻的底线”。这意味着要在效能合理的前提下聚集越来越多的创客和资源，并通过机制设计让两者自动形成越来越多的项目，在企业重要布局的战略领域脱颖而出，让企业捕获时代的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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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新变革下的数字化供应链

丁杰 赵立强 邹娟 | 文 李全伟 | 编辑




零售新变革给传统供应链带来全新挑战，相关方需要把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与新商业模式进行结合，打造数字化时代的新型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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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1世纪初电商兴起以来，中国整体零售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数字化变革的驱动下，零售行业全面重构和升级，各种零售新业态飞速发展，作为零售重要环节之一的供应链遭遇全方位的冲击。面对新业态下快速变化的客户需求，传统供应链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帮助供应链参与者更好地了解当下行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贝恩公司与G7汇通天下合作，对超过50家业内领先的供应链企业展开调研，包括品牌商、物流平台、物流商、零售商、2C及2B电商平台。我们的研究发现，在面对零售新变革时，传统供应链各个物流环节均存在诸多挑战。同时，伴随着大数据、智能化软件和物联网硬件的迅速成熟，迎接零售新变革的挑战过程也将给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带来巨大的变革机会。



新变革下，供应链面临六大挑战

零售行业的新变革通过打通数据壁垒，重新定义了人、货、场三大组成要素，也对传统供应链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本次调研和贝恩长期以来对供应链行业的深入调研与分析，我们发现，传统供应链在面对零售新变革时主要存在以下六大挑战。


挑战1：需求预测难度高。
 研究显示，消费者需求分散导致的订单碎片化、产品定制化给生产端带来了大量压力。随着消费者逐渐“部落化”，新品的生命周期急剧缩短，导致预测、库存控制和生产弹性都面临巨大挑战。以某消费品企业为例，由于用户需求的多元化，其SKU（库存量单位）个数在1年内上升超过25%。面对飞速增长的生产复杂性，公司目前完全基于人工分析和内部数据的预测方式难以对销售端做出准确估计。短时间内公司采取将预测分散至经销商，总部“以订单生产”的方式减低预测不准确的危害，但是这种变相的风险传递易造成经销商端库存爆仓或缺货，尤其是在大型促销窗口极易导致终端销售的潜力无法充分实现。


挑战2：线上线下物流体系分立。
 很多传统行业零售商过去采用层层分销的方式，除了部分大型经销商外，并不具备到次级经销商及门店的数据可见度。此外，许多企业内部不同渠道、不同区域间的数据也尚未打通，无法做到全局协同。线上线下分开的物流体系带来了诸多的额外成本，日益成为品牌商的挑战。


挑战3：仓储管理复杂化。
 随着消费者对“时效”要求的逐步提升，供应链长度不断缩短，仓库布局越来越贴近终端，涌现了前置仓、门店仓等大量信息模式。但此类前置仓储点有限的容量增加了运营难度和成本，渠道融合和订单碎片化也对传统仓储的管理提出了挑战。以某领先生鲜电商为例，其前置仓内放置的SKU数不能多于500，仅占整体SKU的1/6，且多为周转天数较少的高频商品，需要每日补货才能保持新鲜。同时，不同地区间消费者偏好差异较大，显著提升了备货难度。在单量密集度不够的情况下，高达数万元的建仓成本及月度投入给资金端带来较大压力。


挑战4：运输规划复杂化。
 生产端的碎片化及仓储前置点的迅速扩张都增加了干线及城配物流中的复杂性。一方面，面向终端的配送和覆盖时效持续提升，终端覆盖由原先的城市级别深入到区县、乡镇，同时当日达、次日达在业务中的比例显著提升。为了配合时效提升，各商家纷纷调整仓库布局，更多接近终端消费地，以提升服务体验，大量新增的仓储点导致现有干线及城配的路径与车次规划难以循序跟进。


挑战5：“最后一公里”配送成本高。
 随着零售升级，消费场景将变得无处不在，对时效、便捷的重视使得消费者愈加追求极致配送的体验。碎片化的需求和极高的时效要求导致终端配送成为了物流中难度最大、成本最高的领域之一。

自2016年起，即时配送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除了美团及饿了么等外卖企业，盒马鲜生、超级物种、沃尔玛、天猫商城等等也纷纷启动即时配送服务。虽然参与者众多，即时配送的每单成本仍然高居不下，每单配送费往往在10-15元。除去地段最好、单量最大、客单价最高的少数头部门店，绝大多数参与者尚未实现盈利。以某领先O2O企业为例，虽然其配送业务发展极快，年增速高达300%，但在目前50元左右的客单价下，基本处于“送一单，亏一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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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消费者“随时随地”的要求使得各类参与者纷纷升级服务水平，各大新物种纷纷提出“3公里生活圈”概念，并力争在该区域内将现有1小时的送货时间缩短至30分钟。然而配送窗口的缩短导致路径更加碎片化，为了满足准时率，牺牲有限时间内的集单量。此外盒马鲜生、饿了么、超级物种等尝试开展24小时配送服务，面向午夜、清晨等订单小高峰。但夜间时段的订单密度仅为日间的1/6，配送员也往往需要更高的提成和底薪。可以预见，这些即时配送服务提升计划将进一步加重企业的物流成本亏损压力。


挑战6：B2B电商平台物流成本高。
 互联网的高度渗透使B2B电商平台成为新型零售趋势下不可忽视的业态，零售通、新通路、中商惠民为代表的大型eRTM平台相比过去层层分销的网络能够更快、更有效地触及杂货店、夫妻店等渠道。但现有电商平台相较经销商城配成本普遍更加高昂，成为其颠覆传统分销渠道的一个重要阻碍。以某领先电商平台为例，虽然由于分销层级的减少，大幅度增加了终端夫妻、杂货店铺的毛利；但是受限于单量较小、议价能力不足等因素，其全渠道物流仓储成本仍然比传统分销商高出10%左右。同时，由于其直接从一级经销商进货，无法享受来自品牌方的返点，即使能利用VAS优势（如数据分析）额外享受2%利润，但整体仍处于亏损状态。而经销商往往能够享受到品牌方的返点作为经销商销售激励或报销等。因此，诸多电商B2B平台因其高成本、无返点导致利润亏损，这也导致其商业模式的进一步的拓展需要依赖不断的资金投入。



数字化供应链的创新解决方案

零售新业态模式下，传统供应链在数据库建设、产销规划及运营效能提升方面均存在一定机会领域，亟待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基于上述六大挑战，我们对供应链参与者提出以下可能的解决方案：


方法1：基于大数据的预测能力提升。
 典型的预测分析分为原始数据积累、数据质量提升和智能决策三个阶段。首先，企业应当贴合自身运营状况在关键环节增加监控，提高数据的掌握程度；同时通过内外部分享协同，实现关键系统的打通整合。拥有足够数据体量后，企业需要排除数据缺失并建立统一标准，以提升数据质量，提高数据利用率。最后的决策阶段则需要积极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采取最优算法最大化预测效果。以某领先跨国化妆品公司为例，该客户原先采用人工为主、系统为辅的预测方式，预测偏差高达约30%并且严重依赖分析员的经验判断。在贝恩的帮助下，其利用大数据建立新的智能销售预测系统，使预测偏差降低9%并大幅度降低工作难度。


方法2：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物流体系整合。
 随着大量消费品企业线上销售比例的迅速提高，部分线下零售通路与B2C物流解决方案有显著的协同作用，尤其是在品牌企业拥有或掌控较大比例的线下通路的库存及物流的时候更加明显。基于线上线下共同管理的巨大效益潜力，领先的电商物流企业如菜鸟、京东以及众多品牌企业如耐克、GAP、杜蕾斯等都在积极尝试。初步的实践发现，对于线上销售额占总销售达到15%或以上的企业，整合线上线下的物流可以节约3%-5%的物流成本。

当然，在当前的实践中要完全实现线上线下统一管理的优势，还有许多具体的难题需要克服。例如，线上仓和线下仓操作模式差异的协调问题；实体库存与线上订单的操作协同机制；线上物流管理和线下物流管理的成本差异处理等。这些问题与挑战都有待于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利用新的商业模式及技术来加以攻克。


方法3：在大数据驱动下优化仓储供应链布局。
 物流网络的优化需要立足于公司战略，结合产品组合、市场需求、库存控制、仓库容积、运输成本、人工成本、采购成本等输入，同时在结果上兼顾物流效能、成本控制、反应速度、营运资金管理等。在跨仓管理及店仓合一方面，国内以便利蜂为代表的新型创业公司通过与仓库管理系统（WMS）、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联通的互联网平台打通总仓、前置仓、门店及货柜，实现高度精准的库存实时监测，并开发面向供应商的自动订货补货系统大幅度减少人力依赖。此外结合终端数据反馈，通过支付端口及用户会员购买数据勾画精确用户画像，指导不同地区的前置仓选品，在前置仓SKU数目仅为门店1/10的情况下仍然保障低至10%的缺货率。


方法4：智能调度体系及自动驾驶技术优化运输城配效率。
 应用大数据驱动的智能调度及规划系统，来优化车辆运行时刻、路线及配载的规划是提升运输尤其是城配运输的必由之路且效益巨大。以UPS智能路径调度及规划系统Orion为例，它通过联网配货机动车的远程信息服务系统，实时分析车辆、包裹信息、用户喜好和送货路线数据，实时计算最优路线，并全程通过GPS跟踪信息。Orion实时路径优化让UPS每车每日平均减少1-2公里路程，车燃油成本节省5000万美元，并增加35万包裹配送。

而随着人工智能及自动驾驶技术的迅速发展，车辆自动驾驶技术将对运输体系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以最后一公里为例，相比传统配送，自动驾驶将提升2倍效率。就短途而言，自动驾驶将提升50%以上的效率并且能够全天运营。尽管当前自动驾驶技术的演进尚在实验阶段，贝恩预测，2020年左右将会出现众多的商用路试方案，2025年前后有很大机会自动驾驶将在物流、无人出租车等行业率先出现大规模的商业应用，这将对当前的物流运输领域带来颠覆性的模式及费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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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5：智能调度、众包模式及前置自提综合解决最后一公里配送成本。
 相比抢单模式和人工调度，系统能够有效地对派单和路径进行优化。如美团通过大数据及动态算法与智能硬件在最适当的时间和地点自动向配送员推送订单并实时导航，实现高达20%的降本。盒马鲜生通过集单率优化模拟筛选出最适合派送的单量。自提柜等通过对终端配送点的汇集，大幅度缩短配送员的等待时间及末端配送距离。以丰巢和速递易为例，使用自提快递柜后平均派送时长节省5分钟以上，人力成本平均节省高达0.5元/单。

人工成本及设备投入较低的众包模式，虽然在时效性及服务质量方面相较自营及专业第三方运力有所差异，但20%以上的成本节约机会已经使其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充分实现众包模式的潜力需要在调度系统及制度/激励等环节加大投入并进行细致的设计。


方法6：提升区域浓度、共享仓配服务共同降低2B电商平台成本。
 电商平台在数据化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运力成本控制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平台可以与组织化的高效物流商合作，统一外包并调配运力以降低闲置运力比例；另外也可以考虑自建车队以规避第三方的溢价并利用自身的数据优势建设甩挂路线，提高车辆的使用效率。在提升2B的电商物流管理领域，优先考虑区域浓度，应尽量借助自身抽点较低的优势扩大流量，通过增加区域小店的覆盖范围提升单位面积内的订单浓度，达到规模效应。通过这些举措在一些区域B2B平台的实践，领先的企业已经可以使物流成本从当前的占商品销售额的4%降低到2.5%左右，即接近或仅略高于传统经销商体系的成本水平。而随着B2B平台创新实践规模的扩大，我们预计其物流成本有望继续降低到销售额1.5%-2%的水平，达到这个水平的物流成本即可以为扭转B2B电商平台的业务模式的亏损现状奠定坚实基础。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可以看出，零售新变革给传统供应链带来的挑战是全新的，冲击也是全方位的。但智能技术、智能物联网与硬件、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与众多创新的商业模式的结合，使我们可以从前所未有的角度来创造数字化时代的新型供应链转变。我们相信，在结合零售变革的创新需求与大数据能力、智能技术与硬件的飞速发展过程中，供应链领域将会迅速涌现出大量的创新模式，供应链体系将在数字化时代，从被动应对零售变革的滞后因素，转化成引领零售新趋势的新一代变革力量。




（感谢G7汇通天下CEO翟学魂与陈立宁、吴海明对本文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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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领导力

WILDERNESS LEADERSHIP—ON THE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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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5项户外探险原则，能让你成为更优秀的管理者。








托莉·默登·麦克卢尔
 （Tori Murden McClure）是第一位独自划船横渡大西洋的女性，也是第一位从陆地滑雪至南极圈的美国人。她曾带领探险队登上瑞尼尔山和安第斯山脉，横跨肯尼亚和阿拉斯加。她拥有神学和法学学位，现任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斯伯丁大学校长。

但在麦克卢尔成就这一切之前，她必须先学会如何做一名领导者。她首次尝试横渡大西洋，因为计划失误、沟通不足以及受到丹尼尔飓风的影响，而宣告失败。她虽然失望，但看到了这件事的积极面：这次尝试为下次横渡收获了宝贵经验，包括如何委派工作，周密决策。次年她又进行了尝试，这一次她在造船材料和技术方面，更多听取了支持团队的建议。在航程即将结束时，她遭遇了连尼飓风，几次翻船，但麦克卢尔保持镇定，仅在风暴过后发射了遇险信标，然后改变了航线。1999年12月3日，她在瓜德罗普岛皮特尔角城登陆，创下历史纪录。

管理者可以从麦克卢尔和其他探险者身上学到什么呢？在美国国家户外领导力学校（NOLS），我们每年组织1.5万名高管、学生和部队军人到野外探险，帮助他们发展麦克卢尔在探险中培养出的领导力技能。我们认为，在不可预测、充满挑战和多变化的野外环境中，参与者可以学到五个主要方面的能力：实践领导力、无头衔领导、端正行为、保持镇静和修复注意力——这些都可以应用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

麦克卢尔1985年从NOLS毕业，现任董事会主席。在她眼中，领导力是每天不断为自己和他人寻找路径的能力。你要思考行动的后果，记住你不一定要走在队伍前面或者在后面跟着。你要确保对他人的期待和对自己行为要求一致。不断翻船时，你要保持镇静，记住逃生的路径。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亲身体验NOLS培训，但是所有高管都可以从野外探险中学到经验。本文将介绍我们的理念原则及在工作中如何应用。



实践领导力

NOLS的根本理念是领导力能够通过学习获得，即使那些认为自己天生不具备领导才能的人也可以。关键在于实践。NOLS使用维泽赫德管理学院教授戴维·科尔布（David Kolb）研发的实验性学习模型，让参与者每天多承担一些责任，逐渐适应做决策、执行和反思的过程。参与者从小决策开始，例如登山队中途多久休息一次，每次多长时间；慢慢制定大决策，例如筹划并执行一段无监管的短途远足。

参与者不断培养出对结果负责的领导力，一步步积累知识和技能。他们必须从难以避免的错误中学习。“我们会让他们尽早犯错，频繁犯错。” 约瑟夫·托马斯（Joseph Thomas）说，他是美国海军学院莱克菲尔德家族基金杰出军事领导力教授，也是NOLS讲师。“他们犯错的次数越多，教训越深刻。”

Netflix的联合创始人、NOLS校友马克·伦道夫（Marc Randolph）坚持认为，这是塑造领导力的正确途径。“在登山时，整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需要不断冒险，在做出决定后1分钟、10分钟或者100分钟之后，才能知道决定是好是坏，”他说，“这也是经营公司时领导者面临的情况，特别是创业者。”在信息不完全、不确定或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做决定，是各级别管理者必须掌握的能力。伦道夫并不认同“学习成为CEO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做一名CEO”，他认为，“在成为CEO的路上要通过数千个小决策的过程学习”。

为了在生活中培养领导力，领导者无论何时何地，要抓住所有决策机会并从中学习。



无头衔领导

随着公司从传统指挥控制式架构向更扁平的架构转变，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多。如今带领项目冲锋陷阵的人可能有“经理”头衔，更多情况下并没有。

NOLS的参与者在探险过程中，学习到四种领导方式，并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方式。指定领导者对团队负责，决定如何实现目标。积极追随者通过清晰梳理和参与意见支持指定领导者，参与决策过程。所有团队成员都被鼓励去做同侪领导者，帮助彼此。大家还要培养自我领导的能力，有条理，能自我激励，照顾好自己，以便有效承担其他三种角色。在野外，“今天的领导者是明天的追随者，昨天的追随者是今天的领导者，” 圣地亚哥大学全球领导力项目主任、前美国海军学院主任、NOLS讲师鲍勃·舒尔茨（Bob Schoultz）解释道，“大家必须要抛弃CEO等头衔局限去解决环境难题，比如如何跨过湍急的河流或在强风中搭帐篷。”

Zipcar公司的车主体验部门副总裁莱斯利·莫塔拉（Lesley Mottla），通过NOLS在东非大裂谷的探险，学到了转变领导力角色的益处。一队登山者错误地认为他们自信且威风的指定领导者是团队中最好的领航员，结果迷路了。而莫塔拉小组的指定领导者找出了团队中领航技巧最出色的成员，让她带领大家，顺利抵达了目的地。

莫塔拉对Zipcar的跨部门团队采用了类似方法。“我们的公司文化是，积极上进且有领导力技巧的中层领导者管理更多项目很常见。”她说。在公司推出预约车辆的苹果手机应用后，新入职的产品部门副经理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使用安卓手机的用户数量庞大。不到一周，另一位新入职的年轻产品工程师研发出了安卓应用程式原型。莫塔拉原本可以将这些项目交给更资深的经理接手，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年轻员工负责，在指导和鼓励下领导项目。

IBM高管、NOLS校友凯文·汤普森（Kevin Thompson）在工作中也信奉“无头衔领导”。34岁的他是一名初级管理者，有一个关于“商业版和平部队”的激进想法，即将员工派往公司主要的新兴市场解决社会问题。他的想法很快遭到质疑，但汤普森谨记积极追随者的培训，努力说服老板——一位企业公民部门高级项目经理，还有其他部门经理。他表示，自己的想法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让员工发展领导力和市场智慧的双重目标。他鼓励这些管理者共同打造项目，在上面花时间和精力，这一过程中批评他的人成为支持者。如今，IBM以企业服务部队的名义在全球部署超过1000名员工。

道理很简单：无论你在团队中的正式角色是什么，都可以带来改变。作为管理者，最好的方法也许就是给他人负责的机会。



端正行为

为了在野外探险中取得成功，探险行为（EB）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要在多元化团队中和大家和平共处，相互协作，积极解决冲突，激励自己和他人。例如，一位团队成员可能需要很早起来，毫无怨言地在零度以下的天气里做早餐或为疲倦的同伴背行李。大家常常关注于“把事情做完”，而不在乎附带结果。这种态度会腐蚀团队凝聚力，不利于实现目标。正如舒尔茨所说，在野外“言语不当和行为自私是无处可藏的”。

商业世界也是如此。全食公司前总裁、NOLS校友彼得·罗伊（Peter Roy）认为，公司杂货供应链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是EB原则。例如，通过和雇员一起擦洗地板、打包食品、在对方孩子生病要请假时帮忙代班等，他和雇员建立起个人关系。

同理心和沟通是EB的关键。邮差包公司Timbuk2的高管团队2007年在NOLS为时七天的课程中学到这点。团队成员利用他们的经验，平息了工作中两次一触即发的争执。公司CEO佩里·柯里巴（Perry Klebahn）和运营总监南希·斯佩克特（Nancy Spector）对公司重组节奏的问题争执不下。课程过后，他们开诚布公地谈论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和感受。柯里巴解释了自己感到需要加快速度的理由，斯佩克特听过之后，更愿意支持他。斯佩克特诚恳坦白地告诉柯里巴，他的工作方式对自己和其他员工的消极影响，柯里巴反思过后，改变了自己的一些行为。

在EB的帮助下，Timbuk2的销售主管和电子商务及营销主管也避免了一场针对产品目录再设计的大战。在打开心胸倾听彼此意见后，他们达成了共识。柯里巴回忆说，转折点在于团队成员不再将彼此视为同事，而是将其视为朋友，理解了每个人的动机、压力点，乃至幽默感。无论在野外还是办公室，EB对于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登山路上的经验


第一步
 讲师将登山绳放到地上，用来代表刻度线。一端定义为“我自由表达意见”，另一端为“我不泄露自己的意见”。参与者选择站在绳子的某个位置上。




第二步
 讲师用另一根登山绳表示第二个轴线，一端为“我镇静且理性”，另一端为“我情绪丰富”。参与者从初始位置向前或向后移动，站到四个象限中符合自己的一处，每个象限代表一种领导力风格。




第三步
 讲师询问谁愿意发表反馈意见，并接受反馈。同意的人每位轮流根据自己认为的队友领导力风格为对方重新安排位置。这一点无需解释。




第四步
 每个人都回到自己最初选择的位置。讲师带领大家，通过以下问题，进行关于优势、弱点、各象限职能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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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1.你所在象限如何领导？

2.哪种情况下你的领导力风格效果最好？

3.对其他人来说，哪种风格是最容易追随的，哪种是最难的？

4.哪个象限让你感到不舒服？

5.在一个团队中，如果缺失某个象限会发生什么？





保持镇静

对逆境和不确定性的容忍（简称TFAU）是另一项关键的领导力技能。在探险中，我们会给参与者配备标有详细路线、营地和补给位置的地形图。但很多因素无法提前预知：天气、地形条件、积雪层等。探险途中，参与者不但常常要放弃A计划，连B计划也一样。我们告诉大家，要计划那些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放弃无法控制的，准备好不期而至的事，发生时要镇定。唯有镇定从容才能解决问题。

哈勃太空望远镜项目科学家、NOLS校友约翰·斯菲尔德（John Grunsfeld）得知NASA要放弃望远镜载人飞行任务后，立即应用了TFAU。他说：“我想把胸卡扔桌子上，大闹一场。”但他权衡了一番，如果他马上从NASA辞职，哈勃科学将失去一位支持者。他决定留下来，想办法在没有宇航员参与的情况下，继续该项目。这才有了哈勃机器人服务和脱离轨道任务。

彼得·罗伊认为TFAU是要学会延伸舒适区。20世纪90年代，一个周日清晨，有人告诉他伯克利山丘有山火正蔓延而下，烧向加利福尼亚第二家全食超市。他没有惊慌失措。“多数团队员工都吓傻了，担心自己的房子和宠物，但我镇静地指挥他们关闭店铺，确保大家都有办法回家。”他回忆。彼得的野外经验教会他不要盯着危险和干扰，而是要直击手头最重要的任务。“其他人慌张的时候，”他说，“领导者需要真正挺身而出，也就是说他们的舒适区要更大。”

马克·伦道夫认为，对创业者来说，能够应对不确定性同样重要。“创建一个公司很难，没有蓝图，没有地图，也没有你能参考的既有路线，”他说，“很多人会僵在原地，因为不知该向左还是向右，所以一动不动。”

如果身处探险的偏僻地带，这样做你绝对走不出去；工作中，这样也无法实现目标。所以如果出了问题，借助TFAU可以帮你走得更远。



修复注意力

很多学者认为，快节奏、高技术的工作环境破坏了领导者所需的慎重思考战略的能力。我们也赞同。高管们尤其需要偶尔从现代生活的陷阱中逃离出来，进行充电。这不仅意味着暂停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还要停止使用为放松而设计的设备，例如iPad和电视机。我们认为到大自然中，可以实现环境心理学家蕾切尔和史蒂芬·卡普兰夫妇（Rachel and Stephen Kaplan）所说的“注意力修复”。在户外可以有效重启大脑，让我们得以分析问题，规划战略，思考远大梦想。

很多企业创始人将自己的“灵光乍现”归功于在野外探险中远离日常环境，这并非偶然。Nantucket Nectars饮料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汤姆·斯科特（Tom Scott）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参与了NOLS在风河山脉的课程，每天和不堪重负的队友一起在厚厚的积雪中拖运雪橇。当时他面临艰难选择，不知道自己该做医生、律师还是银行家。但在这趟旅程中，他十分认真地思考了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看到未来新的可能性：在一艘船上工作卖松饼、咖啡和果汁。“我意识到自己应该追寻热情，创办一家‘漂浮的7-11便利店’，”他回忆道，“沉浸在大自然中，没有了干扰，我可以为了正确的原因做决定。”现在他称其为“暂停时间”，让他能“从混乱中脱离，发现真相”。

1993年冬天，当斯科特得知如果Nantucket Nectars不能在三个月内扭亏为盈，将失去融资，他采用了同样战略——没有找顾问，也没有召集经理开会，而是自己一个人沿着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办公室外冰冻的查尔斯河散步，理清头绪，筹划未来。他意识到，公司的力量来自员工，而不是产品。重新激活员工是关键。回到办公室后，他制定出一套战略，给士气低落的员工更多决策权，让他们更加努力工作，以实现扭亏为盈。

并非所有人的办公室外都有河，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到野外锻炼一段时间。但多数人都可以找出时间，暂时逃离技术的包围，散散步，让自然界发挥它的疗愈功能。如果读完这篇文章的人都决定参加探险领导力的速成课程，我们当然激动万分，但这不可能。不过这些技术你也能在真实世界中逐渐习得。只要记住像托莉·默登·麦克卢尔这样的人，尽最大努力追随他们和我们的原则：实践领导力、无头衔领导、端正行为、保持镇静和修复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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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肯耐吉尔特
 是美国“国家户外领导力学校”领导力主任。阿帕娜·拉加歌帕-德宾
 是该校多元化和包容性业务的经理和教职员工，曾任律师。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该放弃造成亏损的客户吗

WHEN TO DROP AN UNPROFITABLE CUSTOMER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S. Kaplan）| 文

冯丰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当某个长期合作的大客户无法再为公司带来收益，甚至会造成亏损时，公司该终止这段合作关系吗？







汤米·班福德和简·奥尔登堡把车停在韦斯特米德建筑公司停车场的访客区，简立刻认出前方来人：韦斯特米德采购主管史蒂夫·霍顿。他站在总部大楼前挥手打招呼。





简也挥手向这位相交数十年的朋友致意，但汤米皱着眉头。他对这次拜访不是很情愿。“注意点，”简一边说一边轻轻推了下他，“看人家多友好。”

汤米是Egan & Sons公司董事，简是中部地区销售经理，63年来Egan & Sons一直为韦斯特米德供应门板和楼梯。走在横穿韦斯特米德的碎石路上，两人停下来避让车流。路上不断有卡车出入，这些车子往来于伯明翰周边的建筑工地，一路去往伦敦。汤米心里清楚，虽然这个4月的早晨韦斯特米德车来车往显得业务繁忙，但英国经济衰退给这家公司带来了重创。今年韦斯特米德的建筑业务仅为过去高峰期的一半，不再是Egan最大的客户，但仍是有一定分量的大客户。它的分量太重了。

“贵公司派两位前来，让我受宠若惊，”史蒂夫说，“我们先转转？”简身材娇小，性格活泼，一头金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孩。她高兴地同意了。简来过很多次，但汤米不是经常来。史蒂夫一边开着小型电动车带两人穿过仓库和其他建筑，一边聊了起来。

来之前简告诉汤米，亲自去韦斯特米德转转会改变他的看法。但只要想到跟韦斯特米德合作给Egan带来的损失，汤米的看法就没法改变，这个客户现在对Egan & Sons营业收入的影响是负28%。两家公司顺利合作了几十年，汤米坚信现在是时候终止合作了。

参观过程中史蒂夫一直在看汤米。“你脸色苍白，”史蒂夫说，“希望不是因为我开车不稳让你晕车。”

“没问题，”汤米说，“我很好。”



客户成本核算的力量

1908年成立于伯明翰的Egan & Sons从来不是一家沉闷的公司。公司有3个高效的工厂，配备了3000名员工，业务转型后成为创新制造商，提供模块式钢结构楼梯和玻璃钢门板。然而，公司会计系统却简单而传统。直到本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中国公司开始进军Egan的低端市场，严重削弱其盈利能力，会计系统这个弱点才凸显出来。

汤米经过认真调查，发现公司的成本核算系统根本无法反映经营情况：工厂管理费用作为直接人工成本的一部分算在产品上，企业管理费用则算在销售额上。因此公司无法准确计算服务某一个客户的成本，也无法确定前段时间面世的所有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成本。缺乏可追溯性和透明度的问题不仅体现在经营方面，某些特定产品或客户所需的定制化设备的成本也不清楚。

汤米爱读有关商业的文章，他希望Egan采用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简称ABC）。他招聘了几位年轻的财务经理，然后向执行董事维尔福莱德·哈蒙德提出建议，哈蒙德批准他聘请一位在ABC项目领域经验丰富的顾问。汤米和这位顾问组成团队，首先审核每一笔订单从招标、原材料采购、生产交付到开发票和收款等各个阶段的成本。

公司有6000种单品和2500个客户，团队要处理的数据量惊人，但ABC基本流程非常简单：计算每个订单每个阶段销售、生产、管理、存储和分发流程中的每小时（产能）成本。团队很快算出为每个客户供货全过程的成本，而且能将导致收入减少的原因（折扣、补贴、推广和返利）追溯到具体的客户。减少的收入占到了总销售额的12%，之前却只在每个客户的损益表中一笔带过。

哈蒙德一度盘问汤米，这个项目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钱。汤米回答说，就是要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得有效合理的数据，去找盈利能力最低的客户开诚布公地讨论。汤米也希望找出最能给Egan带来利润的客户，让销售经理与之进一步加深联系。




“很多客户转投中国厂商时它们还在坚守。我们不能终止合作。”





优化整合的艺术与科学

ABC项目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才给出第一组结果。这组结果让人震惊：Egan单品里的1%产生了100%的营业利润；最赚钱的20%单品产生的利润是营业利润两倍还多，但多出的利润都被不赚钱的产品抵消了——这部分的损失额相当于120%的利润。客户方面情况也差不多：最赚钱的1%客户产生了100%的利润，而前10%的客户几乎让公司赚到近两倍利润，其余90%客户要么收支平衡，要么损害利润。

于是哈蒙德专门组建管理团队，处理大量不赚钱的产品和客户。在“产品整合优化会议”中，团队将亏损的单品分为四类：放弃、重新定价、重新设计和不采取行动（这部分要么是重要客户已订购的产品，要么是由于内部效率低下而亏损）。公司很快制定了计划，6000个单品有近一半要砍掉或调整。

随后汤米又组织了“客户整合优化会议”，希望能由此达成共识：Egan应果断切断与亏损客户的联系，尤其是利润最低的1%，其中韦斯特米德一家的亏损累计抵消了Egan 40%的利润。

当时哈蒙德正在旅行，无法参会，由简全权负责。“客户不是产品，而是关系，”简说道，“账目是最近的，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真要放弃吗？而且韦斯特米德，没错，过去几年是比较艰难，但情况已经好转。我们合作了63年！经济景气的时候他们贡献了巨大的利润，很多客户转投中国厂商时他们还在坚守。我们不能只看成本报告就终止合作。”

汤米试着据理力争，但面对慷慨陈词的简，委员会不可能同意放弃亏损客户。

当天晚些时候，简敲响了汤米办公室的门。“韦斯特米德的事，我是认真的，”她说，“他们就在伯明翰，每天上班我都路过。我们一直合作很好，终止合作简直不可想象。”

简的意见并不客观，双方达成“伟大”合作过程中简出过力，她推动Egan按照韦斯特米德的要求定制产品和服务，提供特殊补贴和折扣。Egan对韦斯特米德的销售额越高，简每个月获得的佣金收入就越多，更别提负责维护大客户关系的销售人员每年的奖金和旅游了。

汤米拼命忍住，才没脱口而出恭喜简把Egan最老的一个客户变成现在亏损最大的一个。他说：“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尽可能多地把产品卖给随便什么想买的人。目标应该是在我们选定的每个市场里获胜。我也对韦斯特米德有感情，但这个客户实在太拖后腿了。”

汤米告诉简，他已经发邮件给哈蒙德，说委员会未能达成共识，CEO明确要求他对如何处置韦斯特米德这样业绩最差的客户提出建议。“下周他回来，我得有个答复。”汤米说。

“那你明天跟我一起去韦斯特米德吧，”简说道，“不能光坐在办公室里分析。尽职调查也要实地探访。”汤米不情愿地答应了。



无形资产

“不用喝茶了。”汤米边说边推开茶盘。他不喜欢史蒂夫过于热情的态度。客户应该不知道他们在进行业绩优化项目，但他怀疑简泄了密。

汤米坐下时，史蒂夫一脸真诚地看着他。“我们非常重视与Egan的合作。”史蒂夫开口说。

“我知道。”汤米说。面对史蒂夫，他其实有点抱歉。虽然Egan向韦斯特米德提供一次性优惠，以远低于实际成本的价格提供定制产品，为了配合韦斯特米德的时间不惜让卡车空着一半就匆忙送货，但这种种不合理并不是史蒂夫的错。

简插话道：“我们也重视与韦斯特米德的合作。”汤米瞥了她一眼，但她话没停。

“史蒂夫，向汤米介绍下桑德兰项目吧。”

“没问题，”史蒂夫就像背台词一样，“我们正在协商在A19附近开发建造联排住宅的项目。”

“上个月的行业会议讲了什么？”简提示道。

“对，行业会议，在伦敦开的。讲了很多跟中国供应商有关的话题。其实他们真不错，确实好多人在讨论。但我们的CEO发表了主旨演讲，说要重视我们跟本地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他非常热心地支持英国企业，媒体也很喜欢这种观点。”

“我们经常忽视忠诚客户带来的无形资产，”简说，“还有样板间。”她从史蒂夫办公桌上拿起一本精致的小册子递给汤米。汤米随手翻了翻，看到韦斯特米德在伦敦周边高级地段的新样板间照片。简指着一张照片。“我们的门，”她说，“这只是韦斯特米德目前业务的一小部分，可是一旦经济恢复就会有所增长。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出现在这些样板间里。对不对？”这次史蒂夫没吭声，因为问题显然是抛给汤米的。史蒂夫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汤米翻动册子的声音。小册子里面有许多Egan制造的门的图片，美观大方，都是顶尖产品，隔热功能良好，背景有风扇灯和其他昂贵装饰。汤米抬头看了看简。她说得没错：韦斯特米德的样板间确实算得上是Egan的资产，汤米从没考虑过这一点。

简得意的表情清晰地表达了一个意思：“汤米，把这个也加进损益表里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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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卡普兰
 是哈佛商学院贝克基金会教授，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过多篇文章，包括与史蒂芬·安德森（Steven R. Anderson）合写的《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刊登于2004年11月刊）。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展示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艾肯的管道产品部门》（Elkay Plumbing Products Division，案例编号 9-110-007），作者为罗伯特·卡普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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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米应该

建议Egan放弃

韦斯特米德吗？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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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扬克（Timothy J. Jahnke）


是艾肯制造公司总裁兼CEO，曾任纽威尔柏美公司家居产品总裁。









新的ABC系统
 让Egan & Sons陷入混乱，这并不令人惊讶。了解每家客户和每个单品的实际成本，可以推动公司转型。但企业很少这样做。

标准的成本计算系统将成本在各产品和客户之间随意分配，几乎能肯定是不准确的。高管可能会辩称他们清楚每笔钱花到了哪里，但只是因为如果承认不知道那恐怕是疯了。因此大部分人的决策经常出现失误，从定价到产品发布再到停产都有。

一旦开始用作业成本法，就可以为所有的一切建立损益表，包括最佳和最差客户。但即使有了结果，解决方案也不只是讨好优质客户、放弃亏损客户这么简单。汤米必须认识到，与韦斯特米德保持合作和彻底放弃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才是他应该关注的地方。

我会建议汤米与韦斯特米德的采购主管史蒂夫谈谈，直截了当地问：“你愿意跟效益惨淡的客户做生意吗？”毫无疑问，史蒂夫会立刻明白。史蒂夫可能会问：“我们应该做哪些调整，才能避免Egan终止合作？”

Egan这边有什么解决方案？首先，让韦斯特米德为某些产品多付钱，这只是第一步。我的公司艾肯制造公司遇到类似情况。我们与客户交涉时注意到，客户从较远的工厂订购产品，于是我们帮客户转向距离更近的工厂。我们还说服客户调整产品组合，从低端产品转向更具吸引力、利润率更高、价格更高的产品组合，为双方都带来了更高收益。结果出人意料：客户不再让我们亏损。

从这个角度来看，Egan的销售经理简说得很对：即便客户现在亏损，继续保持合作也是很有意义的。在艾肯，如果我们想打入某个特定区域市场，或者希望客户销售我们的产品或强调品牌，又或者预计此后客户经营状况会有所改善，有时也会继续合作。如果你能耐心地向客户介绍如何改善合作关系，收获的将是未来的忠诚合作伙伴。有时候是不是会有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很天真？也许是吧，但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方式。

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做的余地，是因为事先研究充分：我们充分了解每位客户和每个单品的盈亏情况。真正了解成本，听起来像是基本工作，但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是真正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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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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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奎琳·托马斯（Jacquelyn S. Thomas）


是南方卫理公会大学考克斯商学院副教授。









商业关系一定要
 使所有参与方受益。亏损客户不仅会损害供应商的利益，还会引发连锁反应：其他采购方可能跟着要特价，要优先供货政策，还可能要额外服务。

我记得第一次告诉一群高管不必留住每个客户，当时他们坚持：“不管盈利情况怎样，每个客户都要留住，这样可以更大程度地分散固定成本。”现在放弃亏损客户的做法逐渐为市场所接受，但很多公司还是拒绝这么做。

别误会：放弃客户之前，一定要充分考虑品牌资产、建筑面积分摊和推荐价值等潜在的战略损失。正如简指出的，Egan产品出现在韦斯特米德的新样板间中，品牌会得到明显提升，特别是在高端设计师圈子里。此外，如果与韦斯特米德保持合作，Egan可以保护市场份额免受中国和其他竞争对手影响。韦斯特米德的推荐也可能有助于Egan进入新市场，接触新类型客户。供应商往往忽视类似战略因素，只关注财务结果。

Egan还应该研究韦斯特米德最关心哪一种特殊待遇。例如，及时交货是必须的，折扣却是可有可无。如果真如此，Egan可以加强交付并降低折扣，也可以尝试停止供应韦斯特米德购买的亏损单品，转而销售利润更高的同类单品。

取得独占权也可以提高盈利能力。例如，可否让韦斯特米德同意在豪华家居等利润丰厚的领域开辟新业务时确保Egan供应的产品占到特定份额？

有时客户的亏损之势无法扭转。如果韦斯特米德一直要优惠，让供应商持续亏损，汤米就要跟史蒂夫·霍顿好好谈谈，不用明说“不合作了。”（现实中不至于这样。）这时供应商可能会宣布某些方面做出大的调整，比如价格飙升。我遇到过这样的供应商，当时园林设计商发现从我这里赚不到钱，表示要继续合作只能涨价，于是我跟他们终止了合作。不过，涨价也可能只会把关系闹僵。

还有，客户不满意，可能会在网上和其他地方抱怨。考虑到这种风险，Egan应该让韦斯特米德理解合作不畅之处，并尽力推动韦斯特米德转型为新型供应商。如果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可以考虑组建转型团队，尽量降低前客户在产品和效率方面的损失。

如果终止合作，简肯定要抱怨，收入也会降低。可是汤米终于能放下心来，看到Egan继续前行。公司效率提升，销售人员将有更多时间和经费寻找能赚钱的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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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盈利能力

继续与韦斯特米德合作并不符合Egan & Sons的最佳利益。在激烈的竞争中，盈利能力比保留客户、扩大市场份额更重要，Egan的市场份额已经很大了。


泽善·安萨西

巴基斯坦卡拉奇南岸高级研究学院商科教师





寻找其他解决方案

放弃客户可能导致供应商客均成本提升，也影响供应商的名声，所以Egan应该寻找其他的创新解决方案。或许Ega n可将利润率最低的产品转包以降低成本。


哈里·纳亚克

咨询公司Expicient 副合伙人





着眼长期价值

分析客户盈利能力不应只看最近的会计区间，更要看客户的长期价值。此外，只关注客户累积亏损是不够的。即便是盈利颇丰的客户，有时也会购买很多导致亏损的单品。


汉斯-格拉赫·伍德布尔

咨询公司RapidBusinessModeling 所有者







杂谈 Synthesis



世界新秩序2.0

没有国家强大到可以制定规则将意味着什么？


THE NEW NEW WORLD ORDER

贾斯汀·福克斯（Justin Fox）| 文

牛文静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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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全球重大的政经问题貌似都可划归为政府和自由企业之间的斗争，是争夺制高点的战斗，是自由和农奴制之间的选择。（你可以在这里加上自己的比喻。）

这种二元论的观点仍然在政治圈盛行，特别是在美国，尤其是共和党竞选过程中。但是，如果是出于其他目的，这种观点有点复古。如今最重要的选择不在政府和自由企业之间，而在运行良好和运行不良的政经体系之间。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自由企业的胜利——如今针对任何问题，能想到的解决途径，至关重要的因素都是私有财产和利润，但它们并非仅有因素。资本主义并没有在所有情况下都带来广泛繁荣，它需要有效治理和交付产品的体系。

以欧元为例。是的，创造欧元需要政府行为，但对此最迫切的很多拥护者是自由市场商人。欧元目前的问题也是设计缺陷之过，不是政府或市场本身之过。欧洲统一了货币，却没有统一经济，这是不可持续的。欧元设计者起初希望，货币统一地区的政府为了让欧元流通无碍，会被现实逼迫作出政治和经济方面所需的变革。这件事也许依然有可能，但需要艰难的政治选择。

全球经济管理也可用同样的道理解释。二战后，全球自由企业的胜利并非侥幸。成功原因是美国和同盟国设计了鼓励其发展的体系，最关键的体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并非世贸组织），以及政治领导集团G7（后变为G8）。这些体系的建立也许并不完美，但在过去60年里，却让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走向富裕。

这些体系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它们能真实反映出全球经济实力的平衡，不像徒有其表的联合国。美国是主导成员，西欧是重要的二把手。但如今这个体系的成功正在逐步摧毁它。美国和欧洲以外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变了平衡，经济实力分散在全球各地。

每个国家对此的反应都不同。《美国制造的世界》（The World America Made）一书在2012年初引起很大反响，因为时任总统奥巴马赞扬了刊登在《新共和》上的一段节选，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书中彻底否认了这种改变。本书其他观点很有说服力，但这点值得商榷。他称美国全球经济份额自从1969年没有下降过，没有理由不继续主导地位，但这是校正值（购买力平价），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实力。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在《金融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按市价计算，美国全球收入份额从1969年的36%降到了2010年的23%。

《各自为政》（Every Nation for Itself）的作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思路有所不同。他重新叙述了国际协约如何开始反映新的经济现状，最明显的是G20代替了G8。之后他对G20的成功前景进行了尖刻的描述，“让20位谈判者在合照和高尚原则声明之外达成统一已经很难了，”他写道，“在大家的基本政治和经济价值观不同的情况下，这几乎不可能实现。”布雷默是一名政治学家，他预感未来几年投资者和公司将更加关注政治（猜得真准！），还在1998年成立了预测公司欧亚集团。他认为，现实根本不是G20，而是G0，也就是没有任何国家独大。可能的结果是：在新秩序出现之前，这10年或更长时间里一切会很不稳定。

在《不属于任何人的世界》（No One's World）一书中，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Kupchan）和布雷默的出发点相同，但他野心更大：他想要将其定义为伟大历史转折，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的经济崛起。“偏离西方道路并不是通往全球同质化单行道上的微小偏差，”他写道，“而是通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可信替代选项。”

库普坎的目标逐渐浮出水面，和其他数不清的学究在过去20年间攻击的目标一样，他也对准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这本书最初是发表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的一篇论文，之后成书《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并没有论证有趣的事不会再发生，而是认为政治和经济进程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意思并非左翼，而是尊重个人权利）、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上已经走到了逻辑终点。共产主义明显是错误转折，随着它的消亡，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并没有长期可信赖的替代选项。

我们也许永远无从知道福山是否正确。但是当前中国和政治伊斯兰的实际发展情况对福山观点的挑战，肯定不足以证明他是错的。共产党在中国的正统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其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而奉行伊斯兰教的国家除了依靠石油，在其他经济领域几乎没有建树。

福山在《外交》期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的新文章（题目自然是《历史的未来》）中指出，一个更加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来自自由民主制度，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未能保护中产阶级利益，而中产阶级是让自由民主主义成为现实的群体。“更加岌岌可危的是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他写道，“新的意识形态不会将市场视为最终目的，而是评估全球贸易和投资价值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中产阶层的壮大。”

这听上去是不错的意识形态。但是它需要真正在全球规模下的成功给予支持。这也是另一位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评家卡根真正要说的。为了确保民主、中产的全球未来，卡根认为美国必须保持住政治和经济的主导地位。问题是美国能做到吗？





“如果说中国追求共产主义，那么西方，特别是美国，则变得太过个人主义和社会分裂。”


查尔斯·库普坎，《不属于任何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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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汀·福克斯
 曾任《哈佛商业评论》编辑总监。现为 Bloomberg View专栏作家。著有《理性市场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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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美国首位女宇航员 萨莉·莱德：


成为榜样就要担负责任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访

牛文静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萨莉·莱德（Sally Ride）小时候就觉得自己长大会做物理学教授，后来果不其然。但在此之前，她成为美国首位女性宇航员。之后，她成立了萨莉·莱德科学公司，专注于提高儿童科学教育，她称其为“国家势在必行的事业”。2012年，在接受本刊专访几周后，萨莉因病去世，享年61岁。







HBR：
 外界一直说你不愿被视作榜样，但你现在却成为公司的公众面孔。你是怎么转变角色的？




莱德：

 我并不是为了成为榜样才从事物理工作或加入航天部门。但在我的首次太空飞行后，我发现自己已经被视作榜样了。我开始理解这件事对大众的重要意义。年轻女性需要看到自己梦想行业的榜样，才能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从事这样的工作。人们无法变成自己从未见过的人。




说说你决定做宇航员的过程。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报纸每天的头版几乎都是关于太空的计划，这是当时最酷的事。我很崇拜宇航员，但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他们的一员。我热爱科学，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奔着做物理学家去的。我想成为大学教授，做物理研究员。就在我准备博士论文答辩前夕，看到斯坦福大学学生报纸上的一则广告，说NASA在招宇航员。看到广告的那一刻我意识到，如果有机会，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NASA居然选择了我，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巨大转折。




所以NASA并不是“男孩俱乐部”？


的确存在一些文化冲击，因为大家习惯了战斗机飞行员都是男性。但我们这个35人的班级绝非男孩俱乐部。我们在一起时间很长，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也有互相支持的系统，很快我们几名女性就融入了。话虽如此，我还是感到欣慰，有6名而不是2名女性。说明NASA明确希望让更多女性加入宇航员部队，增加性别多样性。




你认为NASA为什么选择让你成为美国首位飞往太空的女性？


我不知道。他们有选拔流程。我认为很多是选拔者的直觉，我们6个选谁都有可能。




这份荣誉有消极的一面吗？


很难说是消极，但我不像团队中的男性那样，很清楚自己的任务，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在太空中出色完成工作，在这方面我感到很大压力。在我们为首次飞行进行准备的一年训练中，压力不断积累。




挑战者号飞船事故发生在你的第二次太空飞行后。你当时也参加了调查委员会，17年后，你也参与调查了哥伦比亚号事故。这些意外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NASA在质量控制、风险管理和重视细节方面声誉很高，充分理解一切都必须零差错。但是NASA却没能保持住这种专注。两次灾难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都是，出现问题，不立刻解决，而是拖延。

挑战者号事故发生当时，在NASA工作的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会铭刻于心。但是机构本身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确保加入NASA（后升至高管职位）的新人能够学到这些教训。NASA并没有官方的、制度化的方式将这些教训传承下去。“空军一号”很有名的一堂课是，利用挑战者号事故做案例研究，进行管理培训。但NASA从没有过类似培训，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哥伦比亚号事故中浮出水面。




NASA请你协助制定第一个战略计划，这听上去不太像是曾当过宇航员的物理学家的工作。和我们说说这个过程。


貌似八竿子打不着，但在培训宇航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认真理解机构各组成部分。所以，我在管理和规划方面的经验也许比你想的要多。我被派到NASA总部大约两年时间，为我们创建的和未来有关的所有文件和流程感到自豪。这和太空任务有很大不同，但绝对是需要协作的流程，需要推动讨论，倾听他人意见，创造学院气氛，让大家可以共同制定出一个适合整个机构的战略愿景。




你离开NASA后成立了萨莉·莱德科学公司，成为创业者。


我做了15年教授，多数时间都从事教育范畴的工作。我发现自己很想和K-12（美国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教育）的师生共事，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对科学抱有真正的兴趣，但随着学校教育逐渐消失。后来我希望能够成立一家公司，更进一步聚焦于4-8年级的学生，我们正是在这个阶段慢慢流失学生，特别是女生和少数族裔。于是开始我休2年假，之后变为3年、4年。我太喜欢这份工作了，最后干脆决定退休，不做教授了。




萨莉·莱德科学公司是承载大众使命的营利机构，而NASA也和人类太空探索方面的私营企业合作。为什么要将这类事业商业化？


在萨莉·莱德科学公司，我们觉得让公司商业化很重要，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在管理公司方面将采用不同标准。我们必须运营一个高效机构，产出学区、老师或家长付费购买的东西。这也同样适用于太空商业化。那些已经涌现出来，并在早期阶段已相当成功的公司，坚信自己可以比政府更高效地完成工作。当然他们缺乏NASA在各项目中层层监管和质量控制的财力和精力，所以这点也要平衡和协调。




从你开始职业生涯到现在，女性参与科学领域的情况有改变吗？


改变没有大多数人期待的那么多，但改变并非易事。很多女孩子从高中毕业到大学，选择物理或工程专业，进入职场，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现在后备军正在增加，但还有商业文化、学术文化相关的其他问题。

一个群体有自我复制的天然倾向。所以在招聘过程中，如果一个部门有20名男性，往往会招聘男性。这种情况很难打破。在技术行业、国防行业和航空业尤其如此。女性比例比大家期待得少。但观察过去20年都在关注这件事的公司，会发现存在明显区别。这类领域，在达到临界量之前，你必须要一直对它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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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we know a lot about practices that stimulate new ideas, innovation teams often struggle to apply them. Why? Because people’s biases and entrenched behaviors get in the way. In this article a Darden professor explains how design thinking helps people overcome this problem and unleash their creativity.

Though ostensibly geared to understanding and molding the experiences of customers, design thinking also profoundly reshapes the experiences of the innovators themselves. For example, immersive customer research helps them set aside their own views and recognize needs customers haven’t expressed. Carefully planned dialogues help teams build on their diverse ideas, not just negotiate compromises when differences arise. And experiments with new solutions reduce all stakeholders’ fear of change.

At every phase—customer discovery, idea generation, and testing—a clear structure makes people more comfortable trying new things, and processes increase collaboration. Because it combines practical tools and human insight, design thinking is a social technology—one that the author predicts will have an impact as large as an earlier social technology,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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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t, a combination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predicts success in many demanding fields. A perfect example is health care, where the grit of individual doctors and nurses has saved many lives. But today providing superior care is so complex that no lone practitioner can do it all. Great care requires gritty teams that never stop striving for improvement and institutions that exhibit grit across entire systems of providers.

In this article Duckworth, the author of the best seller Grit, and Lee, a clinician and health care leader, describe health care’s new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grit. It begins with hiring people with grit—who love what they do, always want to get better, and are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setbacks. Their single-minded determination stems from a clear personal-goal hierarchy, in which shorter-term objectives support a top-level goal that gives direction to everything they do.

To be gritty, organizations must have a similar clarity about priorities, and their top-level goal and their employees’ must be aligned. If everyone is pursuing a separate passion, a culture won’t be gritty. The gritty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the authors have seen (such as Mayo Clinic and Cleveland Clinic) all make “putting patients first” their overarching goal and use it to guide every decision. They also work to cultivate grit by, for example, setting high expectations; offering the resources, support, and trust people need to keep learning and growing; and establishing strong social norms that promote their top-level goal.

While the objectives of organizations in other sectors may differ, they can apply the principles the authors outline here to become gritty,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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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e experience a setback at work, we tend to either become defensive and blame others, or berate ourselves. Neither response is helpful. Shirking responsibility by getting defensive may alleviate the sting of failure, but it comes at the expense of learning. Self-flagel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ay feel warranted in the moment, but it can lead to an inaccurately gloomy assessment of one’s potential, which undermines pers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shows that we should respond instead with self-compassion. People who do this tend to demonstrate three behaviors: First, they are kind rather than judgmental about their own failures and mistakes; second, they recognize that failures are a shared human experience; and third, they take a balanced approach to negative emotions when they stumble or fall short—they allow themselves to feel bad, but they don’t let negative emotions take over.

Self-compassion boosts performance by triggering the “growth mindset”—the belief that improvement is achievable through dedication and hard work. It also helps us connect with a more authentic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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